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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落實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爭議權，我國於 2007 年起陸續修正《工

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於 201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且

參考美國與日本之立法，建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以保障勞工權利不受侵

害。 

勞動三法修正對於集體勞資關係帶來重大影響，其中一項即為誠信協商制

度之導入。根據修正後《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規範：「勞資雙方應本誠

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

由者，不得拒絕。」規定今後勞資任一方若向他方請求協商時，他方不僅有回

應的義務，且須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之。由於此制度我國尚處於起步之階段，許

多問題須進一步檢討釐清。 

因此，本文首先說明目前《團體協約法》所規範之團體協商制度，再從裁

決委員會之裁決決定書當中，整理及分析我國實務上拒絕誠信協商之態樣。另

外，再輔以說明美國法上誠信協商義務以及協商事項之重要類型、提供協商中

必要資料義務之範圍，作為對我國誠信協商制度之啟示。 

 

 

 

關鍵字：不當勞動行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裁決制度、團體協約法、團

體協商、誠信協商、誠實信用原則、必要資料義務。 

 

  



 

 

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right of employees to organize, bargain collectively, and strike, 

the government has revised “Labor Union Act”, “Collective Agreement Act” and “Act 

for Settlement of Labor-Management Disputes” since 2007, and finally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May 2011. In addition, the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 for unfair 

labor practices also be structured by reference to the legislation of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o protect people from unfair labor practices. 

 One of the biggest influences in the collective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fter 

the Legal amendments is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bargaining in good faith. 

According to Section 1 of Article 6 of the newly amended Collective Agreements Act, 

both the labor and the management shall proceed in good faith when bargaining for a 

collective agreement; any party without justifiable reasons cannot reject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proposed by the other party.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to implement the 

institution in Taiwan,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in need of clarific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scheme 

under the current Collective Agreements Act, and also sort out the decision of the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 for unfair labor practices, attempt to analysize of 

the aspect of refusing to bargain in good faith in the practice. Moreover, the article is 

supplemented by the obligations and the important types of bargaining in good faith, 

the obligation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the bargaining in the process in 

Unites States labour law, expected to have implications in Taiwan. 

Keywords: Unfair Labor Practices, Collective Agreements Act, Settlement of Labor 

Disputes Act,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Bargaining 

in Good Faith, Providing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the Barg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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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勞工須藉由締結勞動契約獲得生存之保障，然由於個別勞工在經濟與資訊 

上不對等，與雇主簽訂勞動契約時往往不具協商能力，僅能全盤接受資方所訂

定之「定型化契約1」，對勞工而言顯失公平。因此須透過工會的集體力量與雇

主取得勢力上的均衡，也促使《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動爭議處理

法》等集體勞動法產生，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協商權以及爭議權。 

勞工三權中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團體協商權為三權之核心，透過勞工結

社自由權利與集體爭議權的行使，談判出規範有關工時、工資、勞資關係等勞

動條件之團體協約，以維護憲法上保障之生存權2。國際勞工組織也對勞工集體

勞動權之保障不遺餘力，透過 1949 年通過的「團結與團體協商權公約」(第 98

號)(Right to Organniz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NO.98)，呼籲各國採取措施，鼓

勵集體協商之機制充分發展；1981 年又通過「促進團體協商公約」(第 154

號)(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NO.154)，要求會員國保障各個經濟活動中

的雇主與勞工都可簽定團體協約，並認為建立解決勞資爭議的團體與程序都有

助於團體協商3。 

然而我國早期團體協約之簽訂成效不佳，因二次大戰後政治環境的特殊，

加上長期實施戒嚴體制，集體勞動關係受到國家壓制4，集體勞動法制包括《工

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雖然在民國前後即已公布施行，

                                                      
1 可參考林佳和，〈社會保護、契約自由與經營權司法對勞動契約的衡平性控制〉，《臺灣勞動法

學會報》，第 6 期，2007 年 6 月，頁 33-112。 
2 黃程貫，《勞動法》，國立空中大學出版，修訂再版，1997 年，頁 189。 
3 轉引自衛民與許繼峰，《勞資關係：平衡效率與公平》，前程文化出版，二版，2009 年 6 月，

頁 158。 
4 林良榮，〈我國勞動三權之發展現況與問題分析—歷史、結構與法律的分析途徑〉，監察院人

權保障委員會（編），《監察院第四屆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論文集》，初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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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歷戰亂與戒嚴，當時集體勞動法制僅是國家統合主義5下有效管制勞資關係

發展的工具，事實上政治考量多於實際需求6。也因為工會組織和行動皆因政治

力量扶植而形成，相較於歐陸國家的工會組織經歷鬥爭與革命才形成集體勞動

法制，我國工會組織普遍自主性不足。根據主管機關統計7，自 1931 年實施

《團體協約法》以來，無論是工會數量或是簽訂團體協約之數量皆不甚理想，

觀勞動三法修正以前，2008 年底，我國僅簽訂 60 件團體協約(參見表 1)，其中

由產業工會簽訂者有 59 件，其餘 1 件由職業工會所簽訂。2009 年及 2010 年甚

至僅有 43 件，其中由產業工會簽訂者為 42 件，其餘 1 件為職業工會簽訂。從

統計數據可看出簽訂我國團體協約的數量偏低，且儘管職業工會之數目遠超過

產業工會，但團體協約由職業工會促成的情況卻相當少，且即使有團體協約存

在，也多僅為照抄勞動基準法之內容，對於提升勞工之勞動條件根本不具實質

意義，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國職業工會角色僅為會員繳納勞健保8，對於維持勞

工勞動條件所發揮的功能相當有限9。 

表一：勞動三法修正前團體協約簽訂之數量10 

 產業工會簽訂團體協約數 職業工會簽訂團體協約數 

2008 年 59 1 

2009 年 42 1 

2010 年 42 1 

2011 年 4 1 

參考來源：本文自行整理自勞動部統計資料。 

                                                      
5 王惠玲，〈工會組織法理基礎之探討〉，《中國行政》，第 66 期，1999 年，頁 43-58。 
6 黃越欽著、王惠玲監修、黃鼎佑增修，《勞動法新論(五版)》，翰盧出版，2015 年 8 月，頁 14-

15。 
7 相關數據查詢於勞動部勞動統計月報，http://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453，最後瀏覽為

2016 年 8 月 4 日。 
8 關於我國職業工會之功能，可參閱王惠玲，〈我國職業工會功能之探討〉，《政大勞動學報》，

第 6 期，頁 6-9，1997 年 6 月。同樣認為職業工會沒有發揮其功能，如黃越欽著、王惠玲監

修、黃鼎佑增修，同註 6，頁 421-422。 
9  
10 參照勞動部，勞動統計月報，http://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453，最後瀏覽為 2016 年

8 月 10 日。 

 

http://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453，最後瀏覽為2016年8月4
http://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453，最後瀏覽為2016年8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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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7 年解嚴之後，工會活動及發展相對活躍，原本重重限制之規定已不

符合時代要求，因此工運界11以及學界12要求改革之聲浪不絕於耳，除了於 1997

年開始透過立法委員向立法院提案外，當時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也自 2001 年陸續提出多種版本的修正草案13，經過了 10 餘年的努力，總

算陸續通過新勞動三法之修正。新勞動三法中針對工會之組成、團體協商與勞

資爭議處理制度所產生的問題，進行大幅修正，並導入美國、日本已實施多年

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14。 

而新《團體協約法》於 2008 年修正通過，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15，此

次修正目的為「使團體協商朝向勞資自治自律與誠信協商為原則」，其中最大修

正重點在於誠信協商義務之導入，根據修正後《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規範：「勞

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

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勞資之一方於有協商資格之他方提出協商時，

有下列情形之一，為無正當理由： 

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拒絕進

行協商。 

二、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三、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正式參酌外國法規之立法例，引

進誠信協商義務之概念，例示規定無正當理由之事由，且建立不當勞動行為裁

決機制，審理團體協約中誠信協商相關之爭議。 

團體協約將成為未來勞資關係權利義務之重心，而「誠信協商義務」之引

進，又將帶來許多新的挑戰，由於協商中難探求對方之真意，因此認定是否違

反「誠實信用」原則實際上相當地困難，且法條中雖例舉「無正當理由拒絕」

                                                      
11 參見台灣勞工陣線，《台灣勞工的主張---2000 勞動政策白皮書》，勞工雜誌社，2011 年 9

月，頁 120-125。 
12 劉志鵬，《勞動法解讀》，月旦，1999 年 7 月，頁 169-171；黃越欽，同註 6，頁 435 
13 參見王厚偉、黃琦雅，〈我國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制度之窘境與展望---由美日制度看台灣未來

發展方向〉，《台灣勞工》，第 13 期，2008 年 5 月，頁 56-57。 
14 黃程貫，〈台灣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台灣勞工季刊》，第 26 期，2011 年 6 月，頁 40。 
15 勞資爭議處理法與工會法陸續於 2009 年 7 月、2010 年 6 月公布。並在 2011 年 5 月 1 日勞動

節，新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齊步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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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但在此原則之下，「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以及提供「必要性資料」

之義務又為不確定法律概念。相較於美國已累積相當多實例案件，由國家勞工

關係局或法院明確化誠信協商義務之具體內涵，我國裁決發展制度尚在萌芽階

段，目前因團體協商而申請裁決的案例並不多16。然對於誠信協商義務範圍之

形成，包含何謂有協商資格之團體協商主體、負有協商義務之事項、協商代表

問題、認定必要資料等……，我國裁決也逐漸累積個案事實，從裁決委員會之

判斷標準亦漸漸形成我國團體協商之規範，可預見往後相關研究與實務將蓬勃

發展。 

本文試圖就《團體協約法》修正後，整理我國目前裁決中拒絕誠信協商之

態樣，並分析裁決委員會在相關案件中之見解有何改變。另外，再探討美國法

上誠信協商義務以及協商事項之重要類型、必要資料義務之範圍，作為對我國

之啟示。 

表二：我國團體協約誠信協商爭議之裁決數量 

年度(民國) 件數 

100 年 0 

101 年 4 

102 年 3 

103 年 4 

104 年 8 

105 年 2 

參考來源：本文自行整理自裁決委員會統計資料。 

  

                                                      
16 參考表二：我國團體協約誠信協商爭議之裁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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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目的 

《團體協約法》修正前，已針對團體協約有相當規範，賦予其與一般契約

不同的效力，然針對勞資雙方之「協商程序」國家基本上並不介入。但有鑑於

團體協商中，有些雇主對締結團體協約態度消極，時常拖延或拒絕與工會協

商；且資方基於經濟與資訊的優勢，可能會使另一方因資訊落差，導致團體協

商功能之減損。因此新修正之《團體協約法》特別導入誠信協商原則，將其視

為最高指導原則，除此之外，為了使雙方資訊趨於平等，平衡勞雇之間協商實

力，課以雇主在協商中必須提供必要資料之義務；另外，我國於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正施行勞動三法時，建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透過裁決委員會審理不

當勞動行為案件，包括團體協約誠信協商爭議，與《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

規定共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禁止規範17。 

然而在流動之團體協商程序中，許多情況下無法探求當事人真意，怎樣的

態度會構成「不誠信協商」﹖又，符合何種資格之當事人才能要求對方坐在談

判桌上，且必須作成相當程度之回應﹖另外，是否所有事項都能要求對方負誠

信協商義務呢﹖《團體協約法》中並未對何謂「誠信協商」作出明確的定義或

解釋，僅於第二項列出何謂「無正當理由」。因此，實務上面臨各種不當勞動

行為樣態之考驗，本文欲分析目前裁決委員會之見解，並參考美國法制釐清以

下問題： 

一、 何謂《團體協約法》中以「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協商﹖ 

二、 符合何種資格之當事人可要求對方進行義務協商﹖ 

三、 是否有義務協商之事項﹖ 

四、 如何行為構成「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 

五、 何謂「進行協商中所必要之資料」﹖ 

  

                                                      
17 黃程貫，同註 14，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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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一項 研究方法 

壹、文獻研究 

 本文主要以文獻研究法與案例分析法進行撰寫。文獻研究部分，檢閱目前

國內學者之研究結果，參考與誠信協商相關之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研究報

告、碩博士論文；案例分析部分，則針對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所做出之裁

決，分析勾勒出目前實務之問題與準則，使讀者使理解目前現況。 

 首先，針對期刊論文，在《團體協約法》修正以前，團體協商相關資料多

為團體協約之締結、團體協約整體制度18，或外國法制之論述19，鮮少有關於誠

信協商義務之討論。隨著《團體協約法》之修正，以及建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機制後，誠信協商原則也逐漸受到關注，學者劉士豪針對《團體協約法》修正

後各面向進行探討，包含團體協約之當事人、形式、內容及限制、債法效力、

法規範效力以及誠信協商原則，進行全面之分析，對於瞭解《團體協約法》之

變革與建立對新團體協約法之認識有相當大助益20；學者劉志鵬也針對《團體

協約法》第 6 條作分析，針對團體協商義務與誠實協商義務有相當詳細之分

析。然由於我國裁決尚未累積出相當數量，因此相關期刊論文仍以外國法制處

理機制與判斷標準為主，兼論我國發展與挑戰為輔，但近年來勞動意識抬頭、

裁決數量增加，也越來越多學者以我國實務為中心論述團體協商義務21。 

                                                      
18 參見郭玲惠，〈團體協約與團體協商〉，《台灣法學新課題〈四〉》，台北元照出版，頁 85-

118，2006 年；黃程貫，〈團體協約〉，《台灣法學新課題〈四〉》，台北元照出版，頁 119-160，

2006 年。 
19 如吳水郎，〈他山之石---論不當勞動行為〉，《勞工研究季刊》，第 94 期，1989 年 1 月，頁 36

以下；丘周剛，〈美國團體協商制度之探討〉，《勞工行政》，第 38 期，1991 年 6 月，頁 50 以

下；王能君，〈日本團體協商制度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2003 年。 
20 劉士豪，〈團體協約法修正後之分析〉，《法學新論》，第 9 期，2009 年 4 月。 
21 如林良榮，〈論雇主支配介入與拒絕團體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及工會保護--兼論我國裁決決定

之實務案例〉，《軍法專刊》，第 61:3 期，2015 年 6 月，頁 128-152；侯岳宏，〈臺灣團體協商制

度之變動與發展─以實務發展為中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97 期，2016 年 3 月，頁 133-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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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學位論文的部分，早期有論者檢討我國團體協約簽訂成效不佳之問

題22，或以美、日做為對象的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之研究，做為我國法制之參考

23；其中雖有包含團體協商中程序運作之探討，但通常所占篇幅不大，鮮少文

獻將義務協商做為討論重點。早期吳育仁即有研究協商程序之相關規範，並以

美國的例子嘗試討論我國法24，但由於做成時間較早，針對近年《團體協約

法》之修正，無法進行較具體之檢討。隨著勞動三法修正之後，已有越來越多

論文以新修正的《團體協約法》作為研究對象25，其中關於教師工會團體協商

之研究也有相當多篇幅26。 

 綜上所述，可知目前學界在期刊、學位論文在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以及團體

協約法之檢討逐漸累積許多文獻，但討論重心較少專注於誠實信用原則，針對

近年我國裁決的分析也尚未有深入之探討，因此本文藉由整理與分析目前實務

現況，呈現我國誠信協商制度之樣貌，並以美國法作為觀察對象，作為往後法

制修正與運作之相關建議，並使雇主與工會在團體協商之過程中，能更有所依

據。 

貳、比較法研究 

 由於誠信協商義務並非我國所自然發展之制度，根據新《團體協約法》第

6 條之修正說明，我國之規範乃參酌美、日、韓三國之立法例27，因此若欲對誠

信協商義務範圍之研究，勢必在研究方法上採取比較法之方式。由於美國為最

                                                      
22 參見吳姿慧，〈台灣地區團體協商制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陳昇旭，〈我國團體協約內容之分析〉，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23 如丁嘉惠，〈不當勞動行為規範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1994 年；吳永發，〈日

本不當勞動行為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1995 年， 
24 吳育仁，〈團體協商程序規範之研究－以美國為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25 如吳怡玫，〈團體協商不當勞動行為法制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年。 
26 如劉宣妏，〈教師工會團體協商與締結團體協約之研究－以公立中小學校為例〉，國立臺北大

學法律學系法律專業組碩士論文，2013 年；陳惠玟，〈日本教師組織之團體協商制度的形成與

實踐－兼論我國教師工會之團體協商制度〉，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2014 年；陳姵諠，〈我國教師團體協商事項研究-以公立中小學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

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27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86 期，頁 23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IAJUo/record?r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xKV7/record?r1=1&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xKV7/record?r1=1&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B9Y5H/record?r1=5&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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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發展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之國家，且日本、韓國之規範皆由美國繼受而來，且

美國國家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統稱 NLRA)已將實務上累積

相當程度之案例法制化，對於誠信協商義務之範圍更有結構，因此關於研究方

法，本文在比較法上選定以美國法作為研究對象，由相關法制、實務判決與學

者文獻作為參考。了解美國法上關於誠信原則法制化的過程，以及如何將這項

原則明文規範，並以實務上聯邦法院與國家勞工關係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統稱 NLRB)判斷之標準，做為我國建立相關制度之參考。 

第二項 研究範圍 

 如前所述，本文研究範圍放在《團體協約法》第 6 條，核心在於探討誠信

協商義務之內涵，一方面對目前《團體協約法》所規範之團體協商制度做說

明，另一方面也將涉及違反誠信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進行整理與分析，

以釐清目前實務之問題，最後再以美國作為比較，並指出值得我國借鏡的地

方。是以，討論時不可避免將觸及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之概念，然本文囿於時間

與篇幅之限制，關於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的組織與救濟程序，以及涉及拒絕

團體協商以外之不當勞動行為態樣，不會做太多著墨。 

  



 

9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之內容共分成五大章，各章內容安排如下所述： 

第一章緒論，即論述對於「我國團體協約法中誠信協商義務之探討」之研

究動機、動機，並回顧目前我國關於此議題之相關文獻。接著說明本論文之研

究範圍。最後，再針對本文章節安排做為整個研究架構之說明。 

筆者認為在探討「何謂誠信協商?」之議題前，須先使讀者對團體協約的定

義與相關規範有所認識，因此本文第二章則針對團體協約基本概念作說明，包

含團體協約之定義、功能與效力，以及《團體協約法》的相關規範與沿革，使

讀者有《團體協約法》架構之認識。另外，由於有些雇主會在團體協商時，以

另一方無協商資格做為拒絕理由，因此釐清「符合什麼資格之主體才能要求義

務協商?」也將做為第二章之重點所在。 

在闡述完上述架構後，為了釐清何謂《團體協約法》中的「誠信協商義

務」，第三章將整理與分析我國實務上裁決委員會之見解，從團體協約誠信協

商爭議之裁決案件中，試圖將《團體協約法》第 6 條所稱「無正當理由」做更

明確之劃分，此章節將會處理「針對什麼事項才可以要求誠信協商?」、「怎樣

的情況被視為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以及「何謂誠信協商中必要性資料?」。

藉由目前有關誠信協商所有的裁決，觀察裁決委員會的立場與見解。 

第四章則透過比較法充實與分析我國「誠信協商義務」之內涵，參酌已有

相當豐富案例之美國作為對象，探究美國法上誠信協商制度形成之過程，並以

最高聯邦法院與 NLRB 之案例中，理解美國實務上如何判斷違反誠信協商義務

之範圍。 

第五章為本文之結論，將統整各章所研究之結論，參考我國實務上運作以

及比較法之研究，提出筆者對「誠信協商」概念之見解與整理，並做出具體結

論，且依照該結論對相關條文與制度做修正建議，預期能對往後相關研究或實

務運作有貢獻。  



 

10 
 

第二章 團體協約法針對誠信協商之沿革與規範 

在探討目前裁決制度處理誠信協商爭議情形之前，須先理解團體協約之性

質與功能，方能知悉《團體協約法》中針對誠信協商的規範帶來何種影響。再

來，由於團體協商的程序中，會先涉及到主體的問題，因此針對協商當事人、

協商資格與協商代表的問題也會在此章將以論述。 

第一節 團體協約之意義與性質 

勞動者組織工會之目的，在於勞動條件與經濟地位之維持與改善，基此與

雇主處於對等地位進行交涉。有別於以《勞動基準法》為核心的個別勞動法，

目的在規範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我國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

《勞資爭議處理法》即保障勞工積極參與勞動條件之決策，使勞工透過團結權

改善勞工在經濟上不對等的地位，以及受雇主支配的從屬狀態，藉此促進勞動

條件的維持與改善以及回復勞工之人格的自主性，特別是透過簽訂團體協約提

升勞動條件為重要之目的之一，以下即針對團體協約的意義與性質做說明。 

第一項 團體協約之定義 

工會與雇主或雇主團體，針對勞動條件及其他勞資雙方當事人間之勞動關

係事項，進行團體協商後達成合意之結果予以文書化，其締結之契約稱為「團

體協約」。團體協約制度之產生，主要解決個別勞工與雇主簽訂勞動契約時，由

於其社會經濟地位與力量的弱勢，契約內容往往無法與雇主合理公平之協商，

因此透過工會的集體力量與雇主斡旋對話，避免個體勞工因為資訊與地位之不

公而無法與雇主協商。 

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在第 91 建議書

「關於團體協約之建議書」中所作解釋：「團體協約，係指個別或多數之雇主或

雇主團體，與代表工人之團體或由工人，依照國家法令選舉並授權之代表，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E%E5%8B%95%E5%9F%BA%E6%BA%96%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E%E5%B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A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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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關於規定工作條件及僱用條件之書面契約。此項定義不得解釋為承認任何

由雇主或其代表所設立、控制或資助之工人結社。」。對此，我國現行團體協約

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稱團體協約者，謂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與有

法人資格之工人團體，以規定勞動關係為目的所締結之書面契約。」簡言之，

團體協約乃雇主(團體)與勞工團體間，以規範勞動關係為目的，所締結一種具

有對兩造團體所屬成員發生規範效力之私法契約28。而所謂之「勞動關係」

者，一般而言係指勞資基於從屬關係，一方提供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關

係，而其主要內容除有關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外，並包含勞動契約之成立與

終止等之規範。當然除勞動關係以外之事項，雙方得合意訂定於團體協約中，

例如雙方爭議的處理程序等。 

第二項 團體協約之功能 

團體協約的功能大致有以下幾種： 

壹、透過集體力量保護勞工 

由於勞資關係中勞工立於經濟、資訊不對等的狀態，經常是雇主單方面決 

定勞動條件，團體協約即是勞工為克服個人相對於雇主處於較弱的立場，透過

團結的力量，進行團體協商所締結的成果。 

貳、避免過度競爭 

在德國等盛行產業別團體協約之國家，透過產業工會與資方團體談判簽訂

團體協約，設定統一的勞動條件與標準，一方面可以防止該產業中之勞動者為

了得到僱用機會而降低其薪資，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雇主為了競爭而壓低勞動

成本。此種團體協約使雇主須在生產技術、行銷、研究發展等層面展開競爭，

對整體經濟能力之提昇，亦有幫助。 

參、促進工會組織擴大 

團體協約之簽訂若能提升勞動條件，能達到吸引勞工入會之效果。且根據

                                                      
28 林良榮，同註 4，頁 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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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約法第13條，團體協約得約定禁止搭便車條款，規範受該團協約拘束之

雇主，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所屬非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工，就該團體協約

所約定之勞動條件，進行調整，因此可避免雇主將福利或提升之條件給予非加

入工會之勞工，達成削減工會實力的手段。 

第三項 團體協約之效力 

 工會與雇主(團體)簽訂之團體協約後，會對協約當事人以及成員間產生拘

束力，該等拘束力依照其法律性質之差異，會產生「法規性效力」及「債法性

效力29」，分述如下。 

壹、法規性效力 

指工會與雇主團體簽訂之團體協約對其會員產生拘束力，意即對個別勞工

與個別雇主當然發生效力，無論其是否同意。換言之，即使團體協約當事人之

個別成員雖未參與團體協約，但簽訂後之團體協約對其產生法規般效力，使其

必須受拘束30。而適用該團體協約法規性效力者，除已為團體協約當事人外，

後來加入之成員亦屬涵蓋範圍，《團體協約法》第 17 條對此皆有明文規範。 

團體協約之法規性效力有下列幾種特性： 

一、直接性：規範於《團體協約法》第 17 條中31，該規定使團體協約直接

適用於雙方團體協約成員，無須其成員同意，亦無須規範於勞動契約中，甚至

團體協約當事人對團體協約之存在全然不知，亦不影響其效力32。 

                                                      
29 黃越欽，同註 6，頁 430。 
30 劉士豪，同註 20，頁 17。 
31 團體協約法第 17 條：「團體協約除另有約定者外，下列各款之雇主及勞工均為團體協約關係

人，應遵守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 

一、為團體協約當事人之雇主。 

二、屬於團體協約當事團體之雇主及勞工。 

三、團體協約簽訂後，加入團體協約當事團體之雇主及勞工。 

前項第三款之團體協約關係人，其關於勞動條件之規定，除該團體協約另有約定外，自取得團

體協約關係人資格之日起適用之。」 
32 黃程貫，〈團體協約〉，《台灣法學新課題(四)》，元照，2006 年 8 月，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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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制性：規範於《團體協約法》第 19 條中33，亦指當位階低於團體協

約之法源，例如：勞動契約、工作規則牴觸團體協約之規定時，其規定無效。 

三、不可貶低性：團體協約中之規定，除了國家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對 

勞工有利時，直接對效力所及之人發生效力，但對勞工不利益時，只有相對強

制效力。 

四、優惠性：團體協約只規定最低勞動條件，不得規定最高勞動條件。 

五、不可拋棄性：規範於《團體協約法》第 22 條中34，其目的為了凡團體 

協約中所規定之權利不可拋棄。即使個別勞工與雇主合意拋棄團體協約中規定

全部或一部之權利，法律上亦視為無效。 

六、替代性：勞動契約如有異於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其相異部分 

無效，無效的部分以團體協約之規定替代之。 

貳、債法性效力 

團體協約中具有債法性效力，意即與一般債法契約相同，若雙方當中任一 

方違反規定，他方可要求損害賠償。債法性效力的內涵分述如下： 

一、和諧義務：分為「絕對和協義務」以及「相對和協義務」。前者係指雙 

方當事人約定工會在團體協約的期間，無論基於何種理由，均不得進行罷工等

爭議行為。後者則是指團體協約當事人不得基於變更或廢除現存團體協約中已

有規定事項之目的，而進行爭議行為。我國《團體協約法》針對該項義務規定

於第 23 條第 1 項35。 

二、實施義務：團體協約和其他民事契約一樣，當事人有義務履行契約， 

                                                      
33 團體協約法第 19 條：「團體協約所約定勞動條件，當然為該團體協約所屬雇主及勞工間勞動

契約之內容。勞動契約異於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者，其相異部分無效；無效之部分以

團體協約之約定代之。但異於團體協約之約定，為該團體協約所容許或為勞工之利益變更勞動

條件，而該團體協約並未禁止者，仍為有效。」 
34 團體協約法第 22 條：「團體協約關係人，如於其勞動契約存續期間拋棄其由團體協約所得勞

動契約上之權利，其拋棄無效。但於勞動契約終止後三個月內仍不行使其權利者，不得再行

使。受團體協約拘束之雇主，因勞工主張其於團體協約所享有之權利或勞動契約中基於團體協

約所生之權利，而終止勞動契約者，其終止為無效。」 
35 團體協約法第 23 條第 1 項：「團體協約當事人及其權利繼受人，不得以妨害團體協約之存在

或其各個約定之存在為目的，而為爭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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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團體協約當事人應避免履行時所產生的障礙，並且須將契約內容告知成

員。 

三、敦促義務：指當事人有義務要求其成員遵守團體協約內容，但此義務 

乃行為義務非結果義務，意指若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已盡其所能敦促其成員遵守

義務，若其成員仍有違反團體協約內容之行為，則由該成員自行負責。我國

《團體協約法》針對該項義務規定於第 23 條第 2 項36。 

 當任一方違反違反義務時，根據《團體協約法》第 23 條第 3 項：「團體協

約得約定當事人之一方不履行團體協約所約定義務或違反前二項規定時，對於

他方應給付違約金。」協商當事人可約定不履行團體協約之一方給付違約金。 

  

                                                      
36 團體協約法第 23 條第 2 項：「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於所屬會員，有使其不為前項爭議行為

及不違反團體協約約定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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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團體協約法之規範 

 呈上一節所述，團體協商賦予勞動者有透過集體力量與雇主交涉的功能，

避免勞工單方和雇主簽訂個別勞動契約時，因雙方力量不平衡而權益受損，因

此締結團體協約對於勞資關係之和諧有相當大的重要性。針對團體協商之規

範，由於各國民情以及工會力量之不同，國家介入的程度也有差異，基本上可

區分為放任型與助成型37。放任型即是不介入團體協商程序，僅針對團體協約

規範其要件與效力，締結團體協約的過程中，不受到法律規範，德國、英國即

屬於此種類型的國家；助成型則是立法課予雇主進行團體協商之義務，美國與

日本則為此種類型。此種立法創始於美國 1935 年華格納法，日本則是二戰之後

引進美國制度，於憲法第 28 條明文保障團體協商權。我國新修正之《團體協約

法》即參考日本、美國制度。 

第一項 團體協約法之發展歷程 

我國《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雖然在1930年代前後

即已公布施行，然由於歷經戰亂與戒嚴，我國勞資關係受到國家統合主義的影

響，政府對於工會及其活動採取嚴格管制，集體勞資關係也趨於停頓38，使得

工會的組織與發展以及團體協商制度的形成一直停滯不前。解嚴之後，工會組

織日益發展，工會運動也逐漸增加，然歷經我國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的變

遷，我國勞動三法卻長年以來均未曾大幅度的修正，因此在各界要求修正集體

勞動法之聲浪不斷下，終於在2008年1月新修正公布《團體協約法》，2009年7月

新修正公布《勞資爭議處理法》，2010年6月新修正公布《工會法》，並於2011年

5月1日施行。新勞動三法針對工會的組成、團體協商與勞資爭議處理制度所產

生的問題，進行大幅度的修正，並且導入美、日已實施多年的不當勞動行為裁

                                                      
37 參見菅野和夫，《労働法》，弘文堂，10 版，2012 年，頁 640-641。；盛誠吾，《労働法総論

・労使関係法》，新世社，頁 278，2000 年；野川忍，団体交渉・労使協議制，信山社，頁 4-

5，2007 年。 
38 參考黃程貫，同註 2，頁 18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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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制度。 

其中《團體協約法》修法前，並未介入團體協商程序，而新法則強制規範

誠信協商義務，課予企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協商之義務，對於協助工會與資

方之間協商談判的進行，有很大的助益。 

 

圖1 我國勞動三法修正歷程 

第二項 誠信協商義務之規範 

《團體協約法》的修正主要功能在於建立協商的基本程序與僵局的處理機

制，其最大的影響即為導入誠信協商制度，並作為不當勞動行為的禁止要件。

以下即針對《團體協約法》中規範誠信協商原則之條文、立法理由做一說明，

展現我國目前關於誠信協商制度之樣貌： 

壹、誠信協商原則之相關規範 

我國針對誠信協商制度之條文，僅有《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範，其中第 1 項即載明：「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

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但針對何謂

「誠實信用原則39」，《團體協約法》並沒有正面的解釋，反而在同法第 6 條第 2

項列出 3 款可稱之為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之的態樣，第 2 項的條文內容如下： 

「勞資之一方於有協商資格之他方提出協商時，有下列情形之一，無正當

                                                      
39 關於「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之」，在用語上有稱之為「誠實協商」，亦有稱為「誠信協商」。裁

決委員會之決定書中兩者皆有用過，但以後者較為常見，因此本文在論述時也以後者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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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拒絕進

行協商。 

二、未於 60 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三、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關於協商中必要之資料，第 7 條亦有涉及機密資料之規範：「因進行團體協

約之協商而提供資料之勞資一方，得要求他方保守秘密，並給付必要費用。」 

另外，誠信協商在《團體協約法》中並非只是宣示性之條文，根據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勞資之一方，違反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經依勞資爭議處

理法之裁決認定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勞資之一方，未依

前項裁決決定書所定期限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者，再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另外，依

照《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裁決處分「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

為或不行為」。 

貳、立法理由 

端看《團體協約法》第 6 條之立法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團體協約與工會與雇主或雇主團體合意簽訂之契約，誠實信用原則應

為最高指導原則之一；另參酌美、日、韓三國之法例，明訂雙方均有進行團體

協約協商之義務，非有正當理由，不得任意拒絕。 

三、為維持勞資自治自律原則，為避免任一方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約之

協商，例如佯裝協商、拖延協商或刻意杯葛協商程序等，致協商無法進行，爰

於第 2 項分款例示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之情事。……」 

條文其中第 2 項 1 至 3 款「例示」似乎有構成該規定者應「為無正當理

由」，然從立法原則的「二、」當中觀之，似有區分「誠信協商義務」以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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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協商義務」。 

立法理由中「三、」當中提及「佯裝協商、拖延協商以及刻意杯葛協商程

序」等用語，觀諸過往文獻中，美、日的實務見解當中皆有類似的類型，然端

看我國《團體協約法》卻無明確區分協商義務違反之條例，容後針對實務中裁

決委員會之見解做詳述。  

參、團體協商義務與誠信協商義務 

關於《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

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

如同上所述，似有區分「誠信協商義務」以及「團體協商義務」。然兩者關係究

竟為何﹖ 

第一種解釋兩者之見解，源自於日本學說，認為誠信協商義務為團體協商

義務之基本內容、態樣之一，或團體協商義務的內容也包含誠信協商義務40。依

照日本學說及實務之一般見解，誠實協商義務之內容為：「雇主必須以他方理

解、接受自己的主張為目標以誠意進行團體協商，對工會之要求」 

第二種見解為劉志鵬律師所主張，認為當事人之一方拒絕他方團體協商請

求時(即未進行協商)，性質上屬於違反團體協商義務之範疇，在進入團體協商

程序後，當事人未以誠信態度協商時，則轉化為是否履行誠信協商義務之問題

41。 

參酌我國裁決委員會之見解，於 102 勞裁字第 16 號中表示：「團體協約法

第 6 條第 1 項後段課予勞資雙方有團體協商之義務，係指就當勞資一方請求他

方針對勞動條件等進行協商時，他方無正當理由時，不得拒絕團體協商；同條

項前段則課予勞資雙方誠信協商之義務，亦即勞資雙方進入團體協商程序後，

雙方需秉持誠信原則進行協商。」似與劉志鵬律師之見解同，然觀諸實務上操

                                                      
40 張義德，〈拒絕團體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日本與台灣之學理分析及實踐經驗比較〉，國立政

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2016 年 7 月，頁 493。 
41 劉志鵬，〈團體協商義務與誠實協商義務〉，《全國律師》，15 卷 6 期，2011 年 6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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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實難將兩者完全劃分，違反之態樣包羅萬象，且裁決委員會除 102 年勞裁

字第 16 號外，皆無針對團體協商義務及誠信協商義務做區隔，也亦無討論案例

為「開啟協商前或後」，而決定其為違反團體協商義務或是誠信協商義務，往往

以總體之行為綜合考量雇主是否有違反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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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團體協商之主體 

 在協商程序進行之前，實際上雇主可能會以工會無協商資格為由拒絕42，

或是主張自身並非團體協商的(資方)對象，並無與另一方協商之義務43，故於此

節即先釐清團體協商的主體，方能討論雇主有無負誠信協商之義務。簡單來

說，勞方須具備何種資格，才能請求雇主進行協商；以及怎樣的雇主，才有回

應協商的義務呢﹖ 

我國在《團體協約法》第 2 條即規定：「本法所稱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

人資格之雇主團體，與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

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明文規範協商當事人，一為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另

一為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 

然而，由於協商當事人與實際參與協商的協商代表在概念上有所區別，首

先須釐清者，乃團體協商的「當事人」、「協商資格」與「協商代表」之區分44。

團體協商的「當事人」是在團體協商中能以自己的名義進行團體協商並受有團

體協約效果拘束的當事人。換言之，乃關於團體協商是以何人的名義來進行之

概念。另一方面，團體協商的「協商代表」乃實際上擔任團體協商之人。而

「協商資格」則涉及到是否受到《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規定保障之問題45。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1060 號判決也曾指出：「依上引《團體協約法》

第 6 條第 2 項之規定，『勞資之一方』於『有協商資格之他方』提出協商時，如

有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者，始屬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基此，首應確認係由

『具備勞資一方當事人之資格』者，對於『亦具備協商資格之他方』所提出之

                                                      
42 參照 101 年勞裁字第 32 號，資方即主張業務人員並非其所僱勞工，否認工會具團體協商勞

方代表資格，因此拒絕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 

43 通常在教師的協商對象較易有爭議，參照 101 年勞裁字第 28 號，該小學即以：「公立學校

『雇主』定義乙案，教育部與行政院勞委會尚未有共識，故應待上級單位協商取得共識後，再

據以辦理為宜。」為由拒絕協商。 
44 侯岳宏，〈臺灣團體協商制度之變動與發展─以實務發展為中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97 期，2016 年 3 月，頁 145。 
45 依據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一方提出團體協商，他方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且應

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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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始有《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2 項各款之適用」。因此首先釐清何謂有協

商資格之當事人為進行團體協商程序前的重要爭點，本文在以下關於協商主體

的論述將會作更詳細的討論。 

第一項 勞方之當事人與協商資格 

 建立勞資雙方之團體協約，最關鍵的議題就是工會承認(union 

recognition)，意即雇主肯認工會的團體協商代表權，並願意與其進行團體協商

46。根據《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勞資之一方於「有協商資格之他

方」提出協商時，如有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者，始屬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有

協商資格之勞方，依照《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係指：「 

1、企業工會。 

2、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

會。 

3、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

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 

4、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合計逾其

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 

5、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工會。 

此外，同條第 4 項亦規定：「勞方有二個以上之工會，或資方有二個以上之

雇主或雇主團體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他方得要求推選協商代表；無法產生

協商代表時，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觀察上述《團體協約法》之規定，我國對於有協商資格之工會類型有明確

規範，且當勞資任一方為複數團體時，另一方可要求推派協商代表。然針對進

入協商過程前之門檻，仍有幾個問題存在：工會的成員是否影響工會協商資格?

以下分析實務上針對勞方代表性之相關問題： 

                                                      
46 劉士豪，同註 20，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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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會會員之組成 

針對工會會員之組成是否影響工會協商資格之問題，實務上於 101 年勞裁 

字第 32 號，保險公司以業務人員非其所僱之勞工為由，認為企業工會運作之適

法性有疑慮拒絕進行團體協商，即有討論： 

 裁決決定書針對雇主以「雙方間法律關係是否適用團體協約法尚有疑義」

為由拒絕與工會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是否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

一項「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約之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表示：「相對人固主張

與業務人員間契約關係非屬勞動契約，雙方間之法律關係並非團體協約法所適

用之對象，並主張申請人以企業工會地位運作之適法性尚有疑義，云云。承

前，申請人係依工會法成立之企業工會，此有臺北市工會登記證書可證，相對

人對此如有疑義，或可循司法途徑救濟之，惟今申請人既屬合法組織成立、登

記之企業工會，依法具團體協約之協商資格，相對人一再以與業務人員間不具

勞動契約關係否定申請人之適法性，其理由顯非正當。……相對人固以少數業

務代表等曾透過民事訴訟向相對人主張勞動契約的相關權利，歷年來民事判決

均認為渠等與相對人間並不存在勞動契約關係。惟相對人與少數業務代表等間

是否具勞動契約關係與申請人是否具團體協約之協商資格，係屬二事，相對人

據此拒絕與申請人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實不具正當理由。況相對人與業務人

員間契約關係業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99 年 2 月 12 日北市勞二字第

09910535600 號函認定僱傭關係，並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117 號、

第 2226 號及第 2230 號等判決認定相對人與業務人員間簽訂之合約係屬勞動基

準法上之勞動契約，相對人以少數案之民事判決結果為由主張雙方間無依法為

團體協約之餘地，核其情形，已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無正

當理由拒絕團體協約之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 

 觀察 101 年勞裁字第 32 號裁決決定書，勞務受領者主張其與勞務提供者團

體間之法律關係，並非《團體協約法》之適用對象（非屬勞動契約或僱傭契

約），該理由不為裁決決定所採。根據本號裁決決定之見解，團體協商之進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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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絕對存在勞動契約關係為前提，而應著重於雙方間是否客觀有利害相互交

涉而須共同協商之必要47；101 年勞裁字第 33 號裁決決定書更進一步指出，「勞

方與雇主間究屬何種性質之民事法律關係，宜採依實質關係寬鬆認定之審查標

準」。101 年勞裁字第 57 號裁決決定書則重申上開意旨。 

貳、教師工會之爭議 

 除了上述問題外，牽涉勞方代表性之問題尚有教師工會協商資格之爭議。

依照《工會法》第 6 條，教師僅能參加產業或職業工會，不包含企業工會48；

然相對於「企業工會」只要成立即取得協商資格，依照《團體協約法》第 6 條

第 3 項第 1、2、3 款，如為產業或職業工會，欲取得協商資格須會員受僱於協

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 2 分之 1。因此以教育產業工會而言，其成

員除教師外，其他非教師職業之約聘僱人員也可能為其成員，然其人數是否得

計入母數?也就是約聘人員是否納在「所僱用勞工人數」中?該問題隨著教師團

體協商案件之增加也逐漸突顯，以下針對此爭議在實務上之見解做分析： 

一、101 年勞裁字第 28 號 

(一) 不應計入「所僱用勞工」之人數： 

校長：相當於薦任職等九職等之公務員，且為相對人之代表人，故不

予計入。教務、總務、訓導、輔導主任等兼行政職務之人員：代表校長行

使管理權，故不予計入。人事主任、主計主任：依照教育人員條例第二十

一條，具有公務員身分，故不予計入。主任以下之專職職員例如幹事：依

照教育人員條例第二十一條等相關法令，為公務員，故不予計入。護理

師：依據醫事人員條例、學校衛生法配置，為公務員，故不予計入。警

                                                      
47 陳建文，〈「誠實協商義務與職權交付仲裁」的實務正義與規範正義〉，發表於 103 年度工會

法與團體協約法制研討會，勞動部主辦，2014 年 12 月，頁 25。 
48 工會法第 6 條：「工會組織類型如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工會：一、

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

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二、產業工會：結合相關

產業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三、職業工會：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前項第三款組織之職業工會，應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為組織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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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依照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為

公務員，故不予計入。多元就業人員、臨工人員：係依照就業促進津貼實

施辦法、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或依政府各年度短期就業專案進

用，屬於公法之救助關係，故不予計入。 

(二) 「所僱用勞工」不受工會入會資格之限制： 

工會主張其章程規定「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及「非依公務員任用法之

職員工」方具有入會資格，相對人不應以未具入會資格之人員計算入《團

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云云，裁決會認

為：依照同款規定之文義解釋，並未能得出上述之推論，申請人之主張並

非有據；工會復主張如不作此解釋，將對產業工會之團結權及協商權造成

嚴重損害云云，但產業工會如未能符合《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勞工人數二分之一」時，裁決會認為其會尚得審酌個案情形，而援用

同條項第 5 款規定「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工會」，以資因

應，尚不致於發生申請人所指產業工會團結權及團體協商權受害之情形。 

(三) 「所僱用勞工」不以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為限： 

判斷《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定之勞工時，自文義觀

之，不以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為限，凡是與協商他方具有僱用關係之勞

工均屬之；因之，特教助理員與相對人間具有僱用關係，不具公務員身

分，故不論該等特教人員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均應計入相對人「所僱用

勞工」總人數。 

二、限縮解釋：104 年勞裁字第 30 號 

 相較 101 年勞裁字第 28 號之見解未提出判斷標準，僅認為不符合 2 分之 1

得個案審酌，援用同條項第 5 款規定，104 年勞裁字第 30 號裁決決定書更明確

說明專任、兼任、代課教師應認定為「教師」之範圍：「依據《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5 款認定勞方協商資格之授權，參照同項第 2 款、第 3 款之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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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等規定，本會認定：以教師為主體之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之教師會員受

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教師人數二分之一時，即具有團體協約之勞

方當事人協商資格；至於此處所稱「教師」之範圍，本會認為：充實教師產業

工會或職業工會協商權之必要性，既與平衡《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 條第 2 項

第 1 款限制教師罷工權息息相關，則於適用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5 款規

定解釋『教師』範圍時，本宜與該款為相同之認定。關於此節，依照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本部前身）100 年 4 月 29 日勞資 3 字第 1000125339 號函，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 54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定不得罷工之教師，其範圍包括依法規聘任之

專任教師、及依法規聘任於教學時間之兼任、代課、代理教師及依行政規則進

用於教學時間之專兼職人員等，則於認定《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5 款

「教師」之範圍時，宜作相同之解釋。」 

三、再限縮解釋：104 年勞裁字第 40 號 

104 年勞裁字第 40 號又限縮解釋，計算會員人數是否有協商資格時，應僅

限協商事項或議題所涵蓋之對象：「以教師為主體之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所提出

之協商事項或議題涵蓋（或適用）之對象如為『專任教師』時，於計算上述團

體協約協商資格之人數時，宜以提出協商時受僱於協商他方所聘僱的「專任教

師」為計算對象，方屬合理；亦即，該工會之專任教師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

人數，應逾其所僱用之專任教師人數之二分之一。蓋以非專任教師或其他受僱

於學校之職員（工）既不是該團體協約所欲適用之對象，則將彼等計入團體協

約協商資格之人數，不但沒有必要，且將妨礙教師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團體協

商權之行使。反之，如所提出之協商事項或議題涵蓋（或適用）之對象為『專

任教師以外之會員』時，則於計算上述團體協約協商資格之人數時，宜以提出

團體協商時受僱於協商他方所聘僱的『專任教師以外人員』為計算對象；亦

即，該工會之專任教師以外之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之專任

教師以外人員人數之二分之一。另為求團體協商經濟、效率起見，教師工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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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出適用對象（專任教師會員及專任教師以外會員）不同之二份（或數

份）團體協約草案，同時與資方進行團體協約協商。此際，本會將區分不同會

員身分，分別計算協商資格人數。尚須補充說明者，有關此處所稱『教師』之

範圍，本會認為：充實以教師為主體之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協商權之必要性，

既與平衡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 條第 2 項第 1 款限制教師罷工權息息相關，則於

適用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5 款規定解釋『教師』範圍時，宜與該款為相

同之認定。關於此節，依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部前身）100 年 4 月 29 日

勞資 3 字第 1000125339 號函，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定不得

罷工之教師，其範圍包括依法規聘任之專任教師、及依法規聘任於教學時間之

兼任、代課、代理教師及依行政規則進用於教學時間之專兼職人員等，則於認

定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5 款『教師』之範圍時，宜作相同之解釋（104

年勞裁字第 30 號裁決決定書意旨參照）。」 

第二項 資方之當事人 

能參與團體協商，並能夠成為團體協約之資方當事人者，依據團體協約法

第 2 條規定，係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 

資方之協商主體，可為自然人之個別雇主，也可為具法人資格之雇主團

體。除此之外，雇主之定義與協商資格在《團體協約法》中並無明確之規範，

僅在協約代表產生方式中，將雇主團體納入《團體協約法》第 8 條、第 9 條之

規範。另外，若有複數雇主之存在時，亦準用《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後

半條文規定。 

壹、集體勞動法上之雇主 

根據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101 年勞裁字第 55 號見解：「按不當勞動行 

為制度之目的在於保護勞工或工會從事工會活動，實踐憲法及相關勞動法規所

保障之勞動三權，而非追究雇主之勞動契約責任，自無嚴格將雇主範圍限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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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上雇主之必要。據此，勞動契約上之雇主，屬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制度

上之雇主，自不待言。然而，為使勞工或工會安心從事工會活動，免於資方之

妨礙或侵害，對於外觀上雖非勞動契約之雇主，但即將為勞動契約之雇主或是

曾為勞動契約之雇主，或實際上居於類似勞動契約之雇主地位且對於勞動條件

或勞資關係具有具體影響力者，本諸保障勞工或工會從事工會活動之意旨，視

個案事實在一定情形下，亦宜將之解為係不當勞動行為之雇主，方屬允當。」 

 102 年勞裁字第 62 號亦持相同見解，且更具體闡述雇主之範圍：「按不當

勞動行為制度之目的在保障勞工安心行使憲法所保障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

團體爭議權，避免遭受雇主不當之侵害，故不當勞動行為制度所規範之雇主，

固以勞動契約關係上之雇主為原則，但並無嚴格限定之必要，對於外觀上雖非

勞動契約之雇主，但即將為勞動契約之雇主或是曾為勞動契約之雇主，或實際

上居於類似勞動契約之雇主地位且對於勞動條件或勞資關係具有具體影響力

者，本諸保障勞工或工會從事工會活動之意旨，視個案事實在一定情形下，亦

宜將之解為係不當勞動行為之雇主，方屬允當。換言之，《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

職務」之不當勞動行為，並不以勞工處於僱傭關係存續中始可主張，亦不以工

會會員為限。舉例而言：（1）工會會員遭到雇主解僱，工會得以該會員之前雇

主為對象提起退職條件之團體協商，而若提起團體協商後，該雇主未誠實協商

時，可能構成不當勞動行為；（2）企業併購時，預定存續公司如對預定消滅公

司之工會會員有不當勞動行為時，該預定存續公司與預定消滅公司之工會會員

間雖尚未發生勞動契約關係，亦可能該當不當勞動行為之雇主。 

 其次，現行《工會法》關於工會組織，已不限於同一廠場或同一事業單

位，而是擴大及於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複數雇主。至於何等範圍內之複數雇主

應包含於《工會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

之概念內，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參照《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併

就形式面及實質面審查，以判斷事業間是否具控制與從屬關係，同時尚應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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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勞工團結權為判斷基準，舉例而言：（1）母子公司關係中，如果子公司形骸

化，子公司勞工之勞動條件實際上均由母公司支配決定時，在此限度內，母公

司可能該當不當勞動行為之雇主（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389 號判

決參照）。（2）母子公司關係中，即使子公司具有實體，如果母公司對子公司之

勞動條件等具有具體支配決定之權限時，在此限度內，亦有該當不當勞動行為

雇主之可能。（3）雖然不是直接雇主，但擁有相當於勞動契約上雇主之部分地

位與權限，基於該部分之地位與權限，得支配或決定勞工之勞動條件者，在此

限度內，亦得認定為係不當勞動行為所規範之雇主。例如：要派公司使用派遣

公司所僱用之員工時，如對於該等派遣員工之勞動條件等具有得與派遣公司等

同而視之具體支配決定權限時，在此限度內，有該當不當勞動行為雇主之可

能。」 

貳、教師工會之雇主 

由於目前涉及資方當事人之爭議，主要在於教師工會應協商之「雇主」究

竟為誰﹖得否以學校作為團體協商之相對人?以下敘述之。 

自《工會法》開放教師得組織工會後，教師之協商對象便引發許多爭議 

100 年勞裁字第 29 號裁決指出：「……公立學校教師受聘於學校，雙方間所簽

訂之聘任契約，性質上屬行政契約，然從勞動關係來觀察，教師受聘後，接受

學校之指揮監督，提供教學等勞務，屬以給付勞務為主要目的之勞務契約，故

勞動關係存在於教師與學校間，學校應為教師之雇主，殆無疑義。關於此點，

相對人雖稱公立學校就教師之薪資、聘用任用、任期等勞雇關係必要事項，全

然無決定之權利，難謂公立學校或校長係教師之雇主等語（相對人 101 年 4 月

20 日答辯書參照），但此僅係公立學校與其上級機關間內部之權責分配。尚不

能以此否認公立學校為教師之雇主。」 

 教育部民國 101 年 4 月 18 日臺研字第 1010063087 號函：「所詢有關團體協

約及勞資爭議所詢有關團體協約及勞資爭議處理『資方』之適格性，在本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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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尚未取得共識之過渡時期，建議採下列因應做法：(一)以團

體協商之議題性質，認定公立學校教師之雇主：若為單一學校之議題，如學校

排課、擔任導師等等，則由學校進行協商；若為縣市一致適用、地方財務或全

國一致性之議題，則由縣市教育局(處)或本部進行協商。」 

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勞動部前身）101 年 5 月 22 日勞資 2 字第

1010062480 號函也曾對於「有關教育產業或職業工會要求與學校進行團體協約

之協商與簽訂相關疑義」進行說明。同函釋表示：「……二、有關認定公立學

校教師之雇主一節，本會業於 101 年 3 月 30 日以勞資 2 字第 1010057795 號函

重申學校與教師間之聘約關係屬契約關係，教育主管機關不屬教師聘約之當事

人，僅對學校具有職務上之內部監督關係，因此，公立學校教師之雇主為學

校。……四、至有關教育部建議涉及縣市一致適用、地方財務或全國一致性之

議題，雇主（學校）之團體協商代表， 得依本會 101 年 3 月 29 日勞資 2 字第

1010125500 號函釋以民法代理方式，授權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人員代理學校進

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清楚說明公立學校教師之雇主為學校。 

另外，除了再強調教師之雇主為學校，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也須負雇主責

任，勞委會 102 年 1 月 2 日勞資 2 字第 1010038357 號函表示：「查公立學校教

師之雇主系為學校，……但考量教育事業確實有貴部多次陳述之特殊性，即教

師之部分勞動關係事項係由教育法規所明文規定，爰同意涉及法規明確授權屬

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權責之協商事項，其團體協約之雇方當事人，得為教育主管

機關，且該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負擔團體協約債務不履行責任及不當勞動行為

之雇主責任，以利教師工會展開團體協商。 

直至教育部 102 年 3 月 20 日公布之臺教師(三)字第 1020039198 號，關於

公立學校雇主之認定終於明朗化，將視協商事項權責認定團體協約協商主體，

以團體協商事項所涵蓋之層級，決定協商主體為學校、地方教育局，亦或是教

育部：「屬單一學校權責事項，如教師寒暑假返校時間安排、教師進修內容安

排、教師教學觀摩安排等，以學校為協商主體；屬跨校性、地方一致性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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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權責事項，如教師工會會所、校務會議組成、代扣工會會員會費等，以地

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協商主體；屬全國一致性權責事項，如教育經費預

（決）算之編製、教師敘薪、教師聘任資格、退休、撫卹、待遇、保險、請假

等，則以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協商主體。」 

第三項 協商代表 

 如前所述，「協商代表」乃實際上擔任團體協商之人。立法者認為團體協約

之簽訂及履行，攸關會員權益甚鉅，故關於協商代表之門檻，我國《團體協約

法》第 8 條49規定協商代表的產生方式，原則上須為工會會員。 

 然，若協商代表如不具會員之身分時，他方拒絕與之協商，是否構成違反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101 年勞裁字第 36 號裁決指出：「《團體協約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團體協約之協商時，工會或雇主團體之協商代表必須以工會或

雇主團體之會員為限，但經他方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亦即，工會或雇主團

體提出之協商代表如不具會員之身分時，他方得拒絕與之協商，並不構成違反

該法第 6 條第 1 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禁止規定。參酌該

條之立法理由為：『第 2 項規定團體協約之協商代表，應以工會或雇主團體之會

員為限，以利協商。惟考量協商內容或有涉及其他領域專業知識可能，如經他

方書面同意，則得以非會員之專業人士作為協商代表。』，從其內容可知，之所

以限制須工會或雇主團體之會員始得擔任協商代表，係因如由非會員擔任，可

能影響協商過程之順利進行；再者，協商代表係最後決定是否接受協商結果之

人，亦不宜由非會員擔任，避免協商結果可能對會員不利。又立法者考量協商

內容有可能涉及會員所欠缺之專業知識，因而例外允許在他方當事人同意的前

                                                      
49 團體協約法第 8 條：「工會或雇主團體以其團體名義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時，其協商代表應

依下列方式之一產生： 

一、依其團體章程之規定。 

二、依其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三、經通知其全體會員，並由過半數會員以書面委任（第 1 項）。 

前項協商代表，以工會或雇主團體之會員為限。但經他方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第 2 項）。第

一項協商代表之人數，以該團體協約之協商所必要者為限（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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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由不具有會身分之專業人士來擔任協商代表。因此，一方當事人推派不

具會員身分之專業人士參與協商時，他方當事人雖可行使其同意權，但如無正

當理由加以拒絕者，亦有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有判斷是否構成不當勞動 

行為之餘地。」 

103 年勞裁第 43 號對於此問題，除了肯認 101 年勞裁字第 36 號之見解，

說明「工會推派不具會員身分之專業人士參與協商時，資方雖可行使其同意

權，但如無正當理由加以拒絕者，亦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外，更進一步認

為：「……《團體協約法》第 8 條規範對象僅限於工會或雇主團體，雇主不在此

限，申言之，雇主之協商代表不受本條之拘束，得委任第三人擔任協商代表，

而如果雇主得委任第三人擔任協商代表，他方面，工會欲委任第三人與雇主協

商時，反而須得到雇主之書面同意，顯然有失勞資雙方對等、公平進行團體協

商之精義，故《團體協約法》第 8 條所定協商代表專以工會之會員為限一節，

應予限縮解釋，方屬公平。易言之，企業工會如果委任上級工會代表到團體協

商之會場，擔任輔助、協助團體協商之工作（例如擔任團體協商會議之記錄，

或者居於第二線提供企業工會有關協商策略等諮詢意見等而未直接針對協商議

題發言之職務），並不需得到雇主或雇主團體之書面同意，不受到《團體協約

法》第 8 條第 2 項但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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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誠信協商之實務見解與評析 

 依照《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

進行團體協約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

絕。」此項規範揭示我國強制協商的原則，然而對於何謂誠信協商，我國並無

正面表列，僅於同法第 6 條第 2 項列出 3 款可稱之為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之態

樣： 

勞資之一方於有協商資格之他方提出協商時，有下列情形之一，無正當理由： 

1、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拒絕進行

協商。 

2、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3、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儘管修正後之《團體協約法》已明訂「不誠信協商」的態樣，然不論是

「合理適當」或是「必要之資料」等，皆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其內涵尚待實

務見解釐清，因此，此章節即針對勞動部裁決委員會所作之裁決，做進一步之

整理與分析。 

第一節 團體協商之事項 

 端看實務上情形，雇主經常會抗辯某些事項其並無義務與工會協商。根據

《團體協約法》第二條之約定：「法所稱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

主團體，與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

訂之書面契約。」然團體協商得約定之事項包羅萬象，固以勞動關係及相關事

項為主，但並不以此為限，一般而言，雇主有處理權限之事項，只要雇主同

意，任何事項應該都可作為團體協商事項50。惟究竟在何種情況下，雇主會被

視為拒絕團體協商，違反《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規定?101年勞裁字第36號

                                                      
50 侯岳宏，臺灣團體協商制度之變動與發展─以實務發展為中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97

期，頁 152，2016 年 3 月。 



 

33 
 

也指出「《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及第2項第1款所明定。亦即，勞資之一方

提出之團體協商之協商內容、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等必須『合理適當』，他

方之拒絕協商始構成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換言之，哪

些事項雇主有協商義務並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目前法規並無明文規範義務協商事項，僅能從《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推論

團體協約得約定之事項。裁決委員會亦於 101 年勞裁字第 36 號指出：「團體協

約之協商內容，依同法第 12 條第 1 項之規定，包括工資、工時、津貼、獎金、

調動、資遣、退休、職業災害補償、撫卹等勞動條件及同條項第 2 至第 7 款之

事項。至於就已發生之事項之救濟等，依上開條文之規定，應非屬團體協約協

商之合理適當之內容。……就相對人於 101 年 6 月 29 日已發放之 100 年度考核

獎勵金之事實，揆諸上開說明，則非屬團體協商合理適當之內容事項。申請人

此部分之請求，並欠缺法律上合法妥當之依據51。」由其論述可得知，該件裁

決在判斷是否屬團體協約協商之合理適當之內容，以《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作

為依據，故認為已發生之事項之救濟，並非義務協商事項。 

 但並非所有的裁決皆以 12 條作為義務協商事項之判斷依據，例如勞裁字

101 年第 28 號則認為：「……其次，本會認為申請人請求由其祥安國小支會會

員參與相對人安排營養午餐監廚、驗菜工作之等相關事項，進行團體協商，相

對人亦有協商義務，理由如下：團體協商之目的在透過勞資雙方集體協商之途

徑，形成集體勞資秩序，以達成勞資自治之目的，因之，工會請求協商之事

項，如果與工會會員之勞動條件或集體勞資關係有關而為雇主具有處分權者，

雇主即有協商之義務，以此觀之，教師本以教學為其職務，如無法律明文而要

求教師擔任營養午餐監廚及驗菜工作，有增加教師工作負擔之虞，當已涉及教

師之勞動條件；其次，教師是否擔任營養午餐監廚及驗菜工作，因學校而異，

                                                      
51 參酌101年勞裁字第36號，裁決委員會判斷申請人要求相對人提出100年度所有員工之考績以

供100年度考核獎勵金事項團體協約之協商，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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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屬各個學校得自行處分之事項，從而，申請人因其於相對人之支會會長陳美

燭之請求，而提起本件團體協商之請求，於法相對人有協商之義務。」 

 除此之外，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更明確揭示：「我國團體協約法對團體協

約之協商事項，並無具體明文之限制。故解釋上，就雇主有處分權限之事項，

且雇主願意進行團體協商時，除違法事項（例如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事

項、違反公序良俗之事項、或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事項…等）以外之任何事

項，均可以成為團體協商之事項。」然此並非意謂上開事項只要工會或雇主一

方向他方提出團體協約協商要求，他方即負有協商之義務。蓋《團體協約法》

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團體協約，…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

訂之書面契約」，同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

當之協商內容…』。故若工會向雇主提出特定事項之團體協約協商要求時，該

事項必須是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特別是雇主有處分權且與工會

會員勞動條件相關或涉及雇主與工會間關係的事項，並且內容合理適當者，雇

主始負有誠信協商義務；若其不盡協商義務，始可能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

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反之，當工會或雇主一方提出之協商事項非屬

上述雙方負有誠信協商義務之事項，即無《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2 項之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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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團體協商之程序 

第一項 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 

壹、因工會代表性疑慮拒絕協商 

一、101 年勞裁字第 32 號---事實概要 

    申請人主張相對人否認申請人具團體協商勞方代表資格，拒絕與申請人

進行團體協商，雖派人員出席團體協商會議，惟因相對人拒絕承認該次會議

為「團體協商會議」，拒絕簽到，且因攝(錄)影等程序事項無法達成共識，會

議無法進行。是以該次會議無法進行源於相對人拒絕承認申請人之團體協商

勞方代表資格，核其行為，屬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商，故請求裁決相對人

違反《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 

    相對人主張工會代表人員均係承攬契約關係之業務人員，並非相對人所

僱之勞工，而與相對人無僱傭關係，認為申請人運作之適法性尚有疑義，

（其一部分為與雇主簽訂承攬契約之內勤人員，經過民事法院確認，但另外

一部分經勞動部認函釋認定為僱傭關係），故工會內部組成多數為不合法之

工會會員，無法代表多數勞工意見，因此拒絕協商。且雖相對人拒絕協商，

但有派遣主管進行「聆聽」意見，並非毫無溝通誠意，否認違反誠信協商原

則。 

二、爭點 

以「雙方間法律關係是否適用團體協約法尚有疑義」為由拒絕與申請人進 

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是否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無正當理由拒

絕團體協約之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裁決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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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雙方法律關係 

裁決委員會認為本件申請人係依工會法成立之企業工會，此有臺北市

工會登記證書（北市工字第431號）可證，依前開《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3

項第1款規定，申請人具有團體協約之協商資格，應無疑義。若相對人對此

有疑義，應循司法途徑救濟之，而非一再以與業務人員間不具勞動契約關

係否定申請人之適法性，其理由顯非正當。 

且援引1948年第87號國際勞工公約第2條規定：「勞工及雇主應毫無區

別均有權成立其組織，以及參加其自行所選擇之組織，均不須經事先認

可，僅須遵守有關組織之規章。」以及結社自由委員會決定及原則摘要：

「基於結社自由的原則，除軍隊及警察成員外，所有勞工應有權成立及參

加他們自己選擇的組織。決定涵蓋此項權利人員的標準，不在於一個僱用

關係的存在，而僱用關係經常不存在，例如，一般的農業勞工、自我受雇

者，或從事自由業者，即便如此，他們仍享有團結權。」認為雇主須尊重

工會之團結權，不應干涉內部成員之組成，相對人與少數業務代表等間是

否具勞動契約關係與申請人是否具團體協約之協商資格，係屬二事，相對

人據此拒絕與申請人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實不具正當理由，已構成違反

《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約之協商」之不當勞

動行為。 

(二) 協商態度 

雖相對人「前往聆聽」申請人之意見，但顯無與申請人就團體協約之

締結進行協商之意思，而有拒絕與申請人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之意思表示。

裁決委員會認為誠信協商之目的在於促成勞資雙方於平等地位上互動，且

此互動過程不能有名無實，藉以達成團體協約之締結。爰此，相對人固一

再表示願意溝通、協商，惟仍以與業務人員間無勞動契約關係、申請人不

具協商資格、申請人代表不具團體協商代表資格等等為由拒絕與申請人進

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於此情況下，縱相對人「聆聽」申請人再多意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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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進行再多次會談，恐仍無法為團體協約之締結。是以相對人以與業務人

員間無勞動契約關係、申請人不具協商資格、申請人代表不具團體協商代

表資格為由明示拒絕團體協約之協商，雖又表示願意會談、溝通，仍構成

《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約之協商」之不當勞

動行為。 

四、 裁決分析 

《工會法》第4條即載明：「勞工均有組織即加入工會之權利。」然此處所 

指之勞工，為《勞動基準法》中狹義受雇主僱用從事工會獲致報酬者，還是泛

指工作者，合先敘明。根據大法官釋字第373號，我國之《工會法》即係具體實

踐勞動結社權，保障勞動者生存權、工作權之重要立法，除第四條有排除特定

職業者不得組織工會之例外限制外，承認所有勞動者之團結權、團體交涉權及

罷工權。 

雇主是否得以工會無代表性，雙方在團體協商中並無法律關係作為拒絕協 

商之理由，裁決決定認為雇主須尊重工會內部成員，基於《團體協約法》中就

工會協商資格已經設有門檻，應該認為越過此門檻之工會已被法律所認定具有

一定之代表性，不容雇主任意的干涉工會內部之組成。此外就雇主之協商誠意

部分，由於雇主已經實質上已非正當之理由拒絕協商，因此在拒絕協商之餘進

行的對協商展開沒有幫助之好意施惠並不能幫助展現雇主具有協商誠意。 

貳、迴避工會個別協商 

一、 102 年勞裁字第 16 號---事實概要 

    工會與學校針對：「（一）值勤導護補休（二）課務減免（三）建立科展

輪流機制」等相關事項，雙方同意於民國 102 年 1 月 25 日前，由學校提出協

商方案予工會，且立即開始進行團體協商，並期於民國 102 年 3 月 15 日前完

成協商。惟對於議題 1 與議題 2 於協商會議紀錄上之記載，學校表示記載為

「依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而工會認為須為「議題 1，依照嘉義市國民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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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辦理導護工作實施要點記載辦理。議題 2，依照嘉義市國民中小學各領域專

任教師及導師每週授課節數記載辦理。」，關於文字之撰寫雙方未能達成共識。

另有關議題 3(建立科展輪流機制)，學校進行校內教師意見普查，有 88.8%的

教師(71 位)表示支持學校目前規劃「能依自己任教、專長或任務分配，儘量讓

每位教師均能協助學校校務的順利推動…」，此一調查結果通知工會後，工會

認為學校在協商進行膠著狀態時，片面逕自宣布協商破裂，顯然違反誠信協商

原則。 

二、 爭點 

(一) 學校對於會議紀錄上之記載堅持不下，是否構成違反《團體協約 

法》第 6 條第 1 項「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約之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  

(二) 學校透過普查向個別勞工徵求意見，是否構成違反誠信協商義 

務？ 

三、裁決要旨 

(一) 裁決委員會認為學校在爭點一不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 

「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約之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本文整理分析理由

如下： 

裁決委員會認為雙方表現之文字雖有不同，實則同一，足證工會與學校

就議題 1 與議題 2 實已達成共識，雖於協商會議紀錄文字記載雙方意見不

一，學校拒絕就此文字記載再請示嘉義市政府，亦不影響共識之存在。判定

學校並未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約之協

商。 

(二) 學校在爭點二構成違反誠信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理由如下： 

裁決委員會表示：「團體協商之主體為工會與雇主，協商過程中，自應

互以他方為協商對象，方符合團體協商、協約自治之真諦，因之，原則上雇

主如迴避工會，而直接與工會會員進行個別協商，或徵求個別工會會員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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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意見，或向個別會員為說明或通知，此等行為實係忽視團體協商，其結

果將使團體協商空洞化，令進行中之團體協商意義盡失，故應解為係違反誠

信協商義務。」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2002 號判決亦承認，認為：「原告就

議題(三)『建立科展輪流機制』，既於 101 年 12 月 6 日與參加人達成和解

簽立和解書，同意於 102 年 1 月 25 日前向參加人提出協商方案，開始進行

團體協商，自應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本於誠實信用原則，與

參加人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其未於 102 年 3 月 15 日前確實窮盡團體協約

之協商，參酌《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之修正說明，原告

難謂未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之誠實信用原則」，駁回原告

之訴，支持裁決決定。雇主對此雖然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最終，最高

行政法院 103 年裁字第 1550 號裁定駁回。 

四、裁決分析 

雖在新勞動三法施行前，有相關論者認為，從我國法制或現實面來看，並沒 

有排斥個別勞工獲得更好勞動條件之道理，因此不須將工會作為勞工「唯一」的

代言人，進而完全排斥個別勞工與雇主間的個別協商52。然本文認為集體勞動法

之本質著眼於工會發揮集體力量，因此原則上應禁止雇主與個別勞工協商，而迴

避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此種行徑實為架空、弱化工會力量，無異於同意雇主得

無視團體協商之程序，是以難以容許雇主迴避工會直接向個別勞工協商。因此，

儘管多數勞工同意該事項，尚不得以此作為正當理由拒絕與工會協商，此舉則為

違反誠信協商義務而為不當勞動行為。 

參、全盤不同意工會提出之團體協商草案 

一、103 年勞裁字第 8 號---事實概要 

                                                      
52 洪明賢，〈論勞動法上之團體協商義務—我國與日本法之比較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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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OO職業工會主張臺北市私立OO國民小學於董事會決議大幅刪減

教師之待遇及福利，並拒絕發放退休金，片面扣減教師薪資待遇，導致申請

人工會會員權益嚴重受損，故工會遂提起團體協約協商之要求，雙方於102年

10月25日進行第一次協商，議定後續協談程序，工會並當場提出協約草案，

請學校代表帶回董事會研議，雙方同意於第二次協商會議提出討論。嗣於102

年11月28日第二次協商時，學校表示工會無正當理由，即聲明反對工會提出

之協約草案之所有內容，並表示無需再次協商，主張其行為構成《團體協約

法》第6條第2項第1款之無正當理由。再者，工會表示已於103年1月17日再次

發函請學校與工會進行第三次協商，迄今已逾60天，學校仍未提出對案亦不

進行協商，主張其構成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之不當勞動行為。 

二、爭點 

學校於102年11月28日第二次團體協商時，表示全部不同意工會之團體協約 

草案內容、亦無必要繼續協商，及工會OO小學分會於103年1月17日再發函予相

對人，請其安排第三次協商，學校於60日內未予回應之行為，是否構成《團體

協約法》第6條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 裁決要旨 

臺北市私立OO國民小學之行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之不當勞 

動行為： 

(一) 工會所提之團體協約草案之內容，均與勞動條件有關，屬團體協 

約法第2條所指之「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 

1. 裁決委員會首先解釋團體協約中的義務協商事項，根據《團體約

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團體協約，…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

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同法第6條第2項第1款規定：「一、對於他方

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故若工會向雇主提出特定事項之團體協

約協商要求時，該事項必須是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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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雇主有處分權且與工會會員勞動條件相關或涉及雇主與工會間關係的

事項，並且內容合理適當者，雇主始負有誠信協商義務；若其不盡協商

義務，始有可能構成《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2. 觀察工會所提出團體協約之草案，內容第一條係關於學校欲變

更申請人工會OO小學分會會員勞動條件時，應與該分會協商；第二條係

約定不得預扣或遲延會員之待遇給付；第三條係關於職務加給、延時工

資、誤餐費、投保意外險；第四條係關於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及退

休加給金事項；第五條係關於福利事項；第六條係關於參加教育訓練之

補修及寒暑假執行雇主交付工作之津貼等事項；第七條係關於會員從事

工會活動之權利事項；第八條關於提供會所事項；第十條關於雇主之行

為足以影響會員生計（例如改制、委辦等）之事項之協商義務等。裁決

委員會認為草案所述條文均與勞動條件有關，應屬《團體協約法》第2條

規定所指之「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且其內容並無違反《勞動基準

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亦無其他明顯悖於常理之處，則依《團體協約

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OO小學負有誠信協商義務。 

(二) 雇主違反誠信協商之情形： 

1. 裁決委員會首先引述102年勞裁字第37號裁決決定書，解釋誠 

信協商簡言之應為：為達成協商合意，勞資雙方應為合理的努力。另參 

照日本學說認為雇主之誠信協商義務，係指雇主在協商時，不單止於僅 

聽取工會所提出之主張及要求而已，而應以誠信之態度對應之，如依工 

會主張要求之程度予以回應，於必要時應出示回應之依據或資料等，以 

盡其尋求雙方達成合意之可能性之義務。至於雇主自始即宣示無與工會 

達成合意之意思；僅是拒絕工會之要求，而不提示其所以拒絕之依據之 

相關資料及對應方案；於協商時所為之陳述遭工會質疑合理性時，亦堅 

持不肯提出其陳述內容之論據等情形，均屬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之具體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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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當事人第二次團體協約會議紀錄記載內容，OO小學於協商 

時，對申請人工會所提出之主張及要求，並未以誠信之態度對應之，

反而是以極不友善的口氣回應53，已難謂係以誠信之態度協商；且對

申請人所提草案前三條雖有逐條討論，但自第四條起，未經逐條討論

即表示全部均不同意；再於工會詢問有無安排下一次討論之必要時，

回覆稱：「無此必要，未來的事情可以交由法院處理。」，更屬並未

充分詳細說明其不能同意之理由及提示相關依據資料，即表示全部不

同意工會之要求。裁決委員會認為OO小學未盡誠信協商之義務，實甚

顯然，構成《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肆、片面更改勞動條件 

一、103 年勞裁字第 23 號 

(一) 事實概要 

    OO 公司關係企業工會認為新送貨、績效獎金辦法變更之爭議，原已包含

在兩造團體協約草案中第 27 條（獎金及津貼變更應協商經同意始可實施）、

第 29 條（非固定性薪資發給制度與方法應事先協商）、第 30 條（工資之標準

不得不利變更）等，公司不循團體協約正在進行之協商程序，私下會同訊電工

會至各區部開會溝通交換意見，已違反誠信協商義務，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前段之不當勞動行為。 

(二) 爭點 

公司於團體協約協商過程中，未應工會協商，片面變更及實施獎金辦法，

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三) 裁決要旨 

裁決會認定 OO 公司構成不當勞動行為，首先援引 102 年勞裁字第 16

號對誠信協商義務之見解：「原則上雇主如迴避工會，而直接與工會會員進

                                                      
53 參見申證 3 伍討論與結論事項 2（1）第一條董事會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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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個別協商，或徵求個別工會會員之同意或意見，或向個別會員為說明或通

知，此等行為實係忽視團體協商，其結果將使團體協商空洞化，令進行中之

團體協商意義盡失，故應解為係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並進一步指出：「團

體協商是一種勞資之間共同決定勞動條件的過程，勞資雙方對於協商中之勞

動條件，不僅負有須積極地透過團體協商來決定勞動條件之義務，也負有消

極地不單方進行決定或變更之義務。因之，雇主在協商過程中若未充分地與

他方進行協商，便單方地表明實施公司方案、片面決定或變更勞動條件，也

應解為係違反誠信協商義務。」。最後認為：「……查本件相對人於三方團

體協約之協商進行中，未經與申請人及 OO 工會協商，102 年 11 月間即片

面變更及實施物流部門送貨獎金辦法、績效獎金辦法，實有忽視團體協商之

情形。」 

二、103 年勞裁字第 43 號 

(一) 事實概要 

    OO 教育產業工會認為 OO 高職於團體協約協商期間，片面(1)調降申請人

會員之學術研究費；(2)將申請人會員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改為定期勞動契約；(3)

將不合理之工作條件(行政人員約定要項第九、十一、十二、十三點)列入申請

人會員聘約中，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二) 爭點 

學校於團體協約協商期間，片面(1)調整申請人會員之學術研究費；(2)

將申請人會員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改為定期勞動契約；(3)將勞動條件(行政人

員約定要項第九、十一、十二、十三點)列入申請人會員聘約等行為，是否

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 裁決要旨 

裁決委員會認定其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

為，重引 102 年勞裁字第 16 號對誠信協商義務之見解，以及 103 年勞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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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號之見解：「團體協商是一種勞資之間共同決定勞動條件的過程，勞

資雙方對於協商中之勞動條件，不僅負有需積極地透過團體協商來決定勞

動條件之義務，也負有消極地不單方進行決定或變更之義務。因之，雇主

在協商過程中未充分地與他方進行協商，便單方地表明實施公司方案、片

面決定或變更勞動條件，也應解為係違反誠信協商義務。」再次強調雇主

未與工會進行協商，片面決定勞動條件、團體協約，即為不當勞動行為之

一種。 

三、裁決分析 

 由於我國之團體協商規範並非如美國採取排他性協商代表制，是以不宜對

雇主單方變更勞動條件直接解釋為構成拒絕團體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因此裁

決委員會在判斷上更須考量單方決定或變更是否有違誠實信用原則，或有弱化

工會等之不當勞動行為。 

伍、 拒絕簽訂團體協約 

一、103 年勞裁字第 52 號 

(一) 事實概要 

    OO 教育產業工會與 OO 公立國小歷經 8 次團體協商後本就有歧異事項達

成合意，惟第 9 次團體協商時，學校拒絕簽署前次以達成合意之團體協約草

案，指出現行校務會議採全體制，然教育主管機會制定之校務會議實施要點應

採代表制。又團體協約草案第 4 條要求校方召開校務會議應依相關法令辦理，

因此若其簽署條約，將立即違反協約而須給付違約金 100 萬元，學校故建議待

改制為教師代表制之校務會議後，較符合團體協約之規定，迄至第 12 次協商

會議止仍堅持其意見。 

(二) 爭點 

學校於第9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時，拒絕就第8次協商時已全部達成合



 

45 
 

意之團體協約草案簽署團體協約，並對團體協約草案第4條提出修正意見，

且迄至第12次協商會議止仍堅持其意見之行為，是否構成違反《團體協約

法》第6條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 裁決要旨 

裁決委員會判定其拒絕簽署團體之行為，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並參

考日本學說實務見解：「所謂誠實協商義務，係指在團體協商過程中，雇

主不僅是聽取工會的要求或主張，而且必須對於工會的要求或主張做出具

體性或積極性之回答或主張，必要時尚負有提示其根據或必要資料之義

務。雖然雇主沒有全盤接受工會的主張或對其讓步之義務，但是對於致力

於尋求合意的工會，雇主有透過誠實的對應而摸索達成合意的可能性之義

務……又團體協商已就協商內容達成合意之地步，卻拒絕簽訂書面之協

約，原則上可解為構成拒絕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54」在結論上認為：

「相對人於雙方歷經約1年4個月，於103年4月9日第8次協商時達成全部條

文合意，雙方已達可簽署團體協約之程度之後，卻於103年5月14日第9次協

商時，又就第1次協商時即已達成合意之第4條提出修正意見，並堅持至第

12次協商，致無法簽屬團體協約之行為，顯有就已全部達成合意之團體協

約草案拒絕簽署團體協約及意圖延滯協商之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之情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第 975 號判決也支持上述見解：「……

據此，基於誠信協商義務，勞資雙方須傾聽對方之要求或主張，而且對於

他方之合理適當的協商請求或主張，己方有提出具體性或積極性之回答、

主張或對應方案，必要時有提出根據或必要資料之義務。因此，如果係達

成協商所必要之資料，則有提供給對方之義務，藉此尋求達成協商之合

意，是以為達成協商合意，勞資雙方應為合理的努力。準此，團體協商已

                                                      
54 轉引自 103 年勞裁字第 52 號，菅野和夫，《労働法 (第十版) 》，弘文堂，2012 年 12 月，頁

660；西谷，313-314 頁、荒木尚志前揭書 569 頁；文祥堂事件，大阪地方法院平成 2（西元 

1990）年 10 月 26 日判決；商大八戶ノ里ドライピイングスク-ル事件，大阪地方法院平成 4

（西元 1992）年 12 月 25 日裁定等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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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協商內容達成合意之地步，卻拒絕簽訂書面之協約，原則上可解釋為構

成拒絕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 

二、105 年勞裁字第 11 號 

(一) 事實概要 

    OO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與 OO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雙方在第 14 次

協商會議決議通過團體協約草案，該次會議達成兩項結論：(一)雙方同意依團

體協約法第九條之規定，各自完成簽約前法定程序。(二)公司於會後立即將雙

方協商通過之九章六十條內容陳報總公司，並副知工會。惟公司簽約後認為該

草案有窒礙難行之處，於是請高雄營運處嗣後函覆申請人，以「基於公司制度、

法令修改及整體實務之考量」，就協商草案部分內容要求續行協商，工會認為

其人片面推翻 14 次會議之結論要求重新協商，顯已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

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二) 爭點 

相對人拒絕就第 14 次協商時已全部達成合意之團體協約草案簽署團體

協約，並對前開草案部分條文提出修正意見，要求續行協商之行為，是否

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 裁決要旨 

裁決會認定公司構成不當勞動行為，首先重開 103 年勞裁字第 52 號裁 

決意旨：「在勞資雙方有明確之合意，且已各自完成團體協約簽定前之法定

或約定程序時，裁決委員會雖可命拒絕簽定團體協約書面之他方當事人簽定

團體協約，但在勞資雙方尚未完成團體協約前開程序之情形，如果裁決委員

會命締結團體協約，則無異於以裁決決定強制勞資雙方締結團體協約，並不

妥適。」再來審酌此案之事實，判斷雙方是否合意：「依申請人所提 103 年

1 月 3 日信人四字第 1020001390 號函：『…簽約前，協商完成有共識之團

體協約草案內容，依公司章程規定須提請董事會審議，並指派簽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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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要求相對人應將雙方協商合意之團體協約草案提交

董事會審議，可知相對人須將協商合意之團體協約草案提交董事會審議通過

後始得簽約，亦為申請人所不爭。」認為公司與工會實已對簽署團體協約達

成合意，且公司對前開草案部分條文提出修正意見，要求續行協商所提之理

由均不具高度正當性、合理性，認定其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裁決分析 

對此種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之類型，劉志鵬律師在新勞動三法甫實施之際， 

則表示新《團體協約法》對團體協約成立採要式契約之立法55，若雙方達成合

意卻未書面化，雙方在團體協商中之努力則白費，因此認為應採取與日本通說

相同之見解，雇主若拒絕將合意之結論簽訂為團體協約，除非有特別情事，否

則視為違反誠信協商56。不過考量到同法第32條對違反第6條第1項之處罰，未

審慎運用將進而侵害契約自由精神，有強迫雙方當事人簽定團體協約之虞，因

此須謹慎判斷雙方是否達成合意。除此之外，侯岳宏教授也肯定同意拒絕簽訂

書面之協約，應該構成拒絕團體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未來在判斷此問題，是

否已達成合意應為裁決委員會在運用此法理須留意的地方。 

  

                                                      
55 團體協約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的雇主團體，與依工會

法成立之工會，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且同法第 19 條對於團

體協約之法規範效力訂有規定。再加上同法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

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特別強調是「團體協約」之協商。 
56 劉志鵬，〈團體協商義務與誠實協商義務〉，《全國律師》，15 卷 6 期，2011 年 6 月，頁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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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未於 60 日內提出對應方案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規定之「未於 60 日內針對協商書面 

通知提出方案，並進行協商」，邱駿彥教授認為此規定缺乏彈性，例如，企業

因景氣因素無法來得及於 60 日內提出方案，因此建議修正成「推定」為拒絕協

商，給予被推定之一方有提出正當理由之機會57；侯岳宏教授亦表示此規定若

過於僵化反而有害勞資關係。不過，由於此規定之期限相當明確，或許將來該

款規定會轉換成勞資間進行協商時，在形式上讓雙方開啟協商第一扇門的重要

關鍵。 

 端看裁決委員會之見解，其在 101 年勞裁字第 28 號裁決中，OO 教育產業

工會與 OO 學校關於雇主概念之爭議表示：「本款規定 60 日期間之目的在於督

促他方當事人儘速提出對應方案，避免發生拖延協商之情形，如一方當事人有

正當理由而未於 60 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尚不能即謂已構成未

盡團體協商義務或未盡誠實協商義務，據此，本件申請人工會請求以相對人為

協商對象、就其支會會員如何參與監廚、驗菜進行團體協商一節，因為勞委會

與教育部間就公立學校雇主概念尚待釐清，法律見解歧異，而在上述見解歧異

未經部會間協調解決之前，實難期待相對人就此與申請人工會進行團體協商，

故解釋上，申請人工會所提協商尚非合理適當，從而相對人未於 60 日內提出對

應方案，尚不宜遽以認定相對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是以，未於 60 日內進行

協商並不當然構成拒絕團體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仍需視其有無正當理由。 

 此項見解也受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1060 號判決之支持。同判

決進一步指出：「《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所謂之合理適當，

須斟酌客觀上他方所提出之協商內容是否為另一方所能對應，如另一方客觀上

不能對應時，即不能苛求認其未盡團體協商義務；其次，同條項第 2 款規定 60

日期間之目的，在於督促他方當事人儘速提出對應方案，避免發生拖延協商之

                                                      
57 邱駿彥，〈勞資爭議處理法草案中「裁決制度」之考察－以日本制度之經驗為借鏡〉，《華岡

法粹》，第 29 期，2003 年 3 月，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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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如一方當事人有正當理由而未於 60 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

案，尚不能謂已構成未盡團體協商義務。」亦駁回工會之請求。 

 另外，在 104 年勞裁 49 號裁決中，關於保險業務員之爭議，公司將「結清

業務員舊制年資」議題暫時擱置，是否違反第 6 條第一項?裁決委員會也表示：

「本會審酌兩造對於相對人與業務員間契約性質爭議由來已久，又因行政法院

與民事法院見解歧異而導致兩造僵持不下等情；參以相對人業於 104 年 1 月 20

日再次就與業務員間契約性質提出釋憲聲請統一解釋，相對人代表於 104 年 8

月 11 日團體協約會議上表示該部分『宜待司法院大法官做出最終解釋後，據以

協商。現階段公司與工會可就其他事務性議題，另行討論合作方案。雙方應續

行協商』等語，相對人主張暫時擱置該議題至本次釋憲結果出爐，並希望就協

約草案其他條文繼續協商，兩造之後仍持續進行團體協約協商等情，可認相對

人主觀上應無拒絕或延滯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認識。爰此，相對人固拒絕結清

業務員舊制年資或為業務員足額提撥舊制勞工退休金，實質上有拒絕協商之

意。惟依兩造就勞動契約長久爭議之脈絡，相對人第四次提出釋憲聲請，且未

於對應方案中直接提出「刪除」之方案，並詳列其主張擱置之原因，及其表示

願就其他議題進行協商等情形觀之，實難認相對人主觀上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

識，而有構成違反誠信協商原則之不當勞動行為。」 

 從上述學說及實務見解可得知，針對 60 日內提出對應方案之條文，皆認為

應從寬認定以符合團體協商之現實，不僅以僵化之天數判斷未盡誠信協商義

務。裁決委員會在此兩項裁決決定中，也表示雖然雇主確實拒絕協商，但從脈

絡中得知該項議題長久存在爭議，不能苛求認雇主未盡團體協商義務。本文認

為目前我國勞資雙方對於協商知識及技巧仍不足，且該款之立法目的在於防止

拖延協商，本應給予雙方更多彈性，至少在新團體協約法施行初期，於解釋協

商書面及對應方案是否合理適當時，應從寬妥適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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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拒絕提供必要性之資料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拒絕提供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為無正當理由。然，「協商所必要之資料」究竟為何呢?針對此問題，劉志鵬律

師認為：「解釋上與團體協約事項有關連性，如果有助於進行理性、有效率之

討論，且對於摸索達成合意有助益之資料，即屬必要之資料58。」另外，郭玲

惠教授認為：「『必要資料』應指協商或締結團體協約有關事項，並非一方向

他方要求，他方即負有告知及提供資訊之義務59。」關於裁決實務對於必要性

資料之認定，下述說明。 

壹、101 年勞裁 36 號---員工考績名冊（駁回） 

一、事實概要 

    工會主張公司於 101 年 6 月 29 日發放之「100 年度考核獎勵金」，有涉

及不公平之狀況，僅發給部分員工 5,000 元之現金，為使該獎勵金得以「制度

化、透明化、公正化」，乃發函要求與公司進行協商並提供 100 年度之員工考

績名冊。 

    公司則於 101 年 7 月 6 日回函以「100 年度考核獎勵金」業已於 101 年 6

月 29 日發放完畢，就已發生之事實，誠難再有協商之必要，與考核獎勵金有

關者，最多只是設定一考核等地與獎金發放間之關連性，亦即 100 年度員工考

績名冊，與協商未來獎金辦法或制度，並無關聯性；且其 100 年度之員工考績

名冊，未得個別員工同意，為應保密之資訊而無提供之必要。 

二、爭點 

工會要求公司提出100年度所有員工之考績以供100年度考核獎勵金事項團 

                                                      
58 劉志鵬，〈團體協商義務與誠實協商義務〉，《全國律師》，15 卷 6 期，2011 年 6 月，頁 14-

17。 
59 郭玲惠，〈團體協約與團體協商〉，《台灣法學新課題》，元照出版公司，2006 年 8 月，頁 102-

106。 



 

51 
 

體協約之協商，有無理由？ 

三、裁決要旨 

裁決會認定工會要求公司提出 100 年度所有員工之考績以供 100 年度考核 

獎勵金事項團體協約之協商，為無理由，本文整理分析如下： 

(一) 100年度考核獎勵金事項是否為義務協商事項? 

裁決會認為團體協約之協商內容，依《團體協約法》第12條第1項之規

定，包括工資、工時、津貼、獎金、調動、資遣、退休、職業災害補償、

撫卹等勞動條件及同條項第2至第7款之事項。至於就已發生之事項之救濟

等，依上開條文之規定，應非屬團體協約協商之合理適當之內容，故相對

人針對101年6月29日已發放之100年度考核獎勵金之事實，並非屬團體協商

合理適當之內容事項。申請人此部分之請求，並欠缺法律上合法妥當之依

據。  

(二) 100年度員工考績名冊，是否與100年度考核獎勵金事項相關? 

由於裁決委員會認為100年度考核獎勵金非屬團體協商合理適當之內容

事項，故無討論此項之必要。惟就100年度員工考績名冊是否與協商往後獎

勵金事項相關，裁決委員會贊同雇主所述，認為工會無須參考100年度員工

考績名冊之必要，二者並無關聯性。 

(三) 100年度員工考績名冊，是否屬於涉及秘密之資料?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第2條明定，雇主雖因人事權之行使，

持有所有員工年度考績資料，惟員工年度考績資料應屬上開條文所指之個

人資料，除非經個別員工同意，雇主不能任意提供與第三人。更何況工會

主張應提出100年度員工考績名冊以供協商云云，亦非可採。 

貳、101 年勞裁字第 59 號---年終獎金計算制度資料（成立）、 

 因違反勞基法遭各地方主管機關裁罰資料（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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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概要 

    工會為團體協約草案第 28 條、第 33 條協商之必要，要求公司提供年終獎

金計算制度與方法之資料(包含①最近 5 年 11 名主管年終獎金平均月數及總金

額之資料、②96 年至 99 年其他員工年終獎金平均月數及金額之資料、③100

年主管及其他員工考核方法之資料)，及公司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因違反

勞基法遭各地方主管機關裁罰條款、件數及罰款額度等資料，認為其就年終獎

金發放制度及工作時間、休息時間之團體協約協商上有其必要性。並主張公司

於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前開資料，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

定，構成同法第 6 條第 1 項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 

    公司認為協商必要資料之提供，並非表示資方需全面揭露企業營運、管理

資訊，必須勞方要求提出之資料與誠信協商具有客觀合理關聯性，雇主始有提

供資料之義務，且其中 11 名主管年終獎金之資料，因渠等非屬工會會員，與

團體協約所談年終獎金無涉。爰此，公司認為其並無拒絕提供協商必要資料之

情事。 

二、爭點 

(一) 公司未提供年終獎金計算制度，是否該當《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2 

項第3款規定拒絕提供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二) 公司拒絕提供自101年1月1日起遭各縣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裁罰違 

反勞基法之裁罰條款、件數及罰款額度等資料，是否該當《團體協約法》 

第6條第2項第3款規定拒絕提供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三、裁決要旨 

(一) 裁決委員會認定①11名主管年終獎金之來源及平均月數，②包含11 

名主管之年終獎金總金額及決定方法，③關於主管及其他員工年終獎金考

核之方法為協商必要之資料，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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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必要性資料? 

關於必要資料提供義務，裁決會首先從比較法之發展引述，認為在 

於便利他方在熟悉情況之條件下為有效之團體協商，避免一方因資訊落差， 

導致團體協商功能之減損，藉以確立非對等契約當事人間之資訊提供義務。 

於美國法上，依據全國勞資關係法，雇主有義務提供工會潛在相關及有利 

於工會執行其法定職責之資料。美國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長期以來之見解， 

有關協商單位員工資料，如姓名、地址、年資、工資給付率、職務分類表 

及其他工資給付有關之數據；休假、資遣計畫、獎勵計畫及其他福利或特 

權（不限於上述資料）等資料，為團體協商「推定相關」（Presumptively  

relevant information）之資料，工會不需證明特定之相關性，由雇主負缺乏 

相關性之舉證責任。至其他「非」推定相關資料，則應由工會證明其相關 

性，雇主始有提供之義務。另雇主之財務資料，雖原則上得不主動公開或 

提供，然雇主一旦在協商過程中援引財務負擔能力，作為無法接受勞方訴 

求之理由，則負有就自身財務狀況加以證實之義務，以利雙方誠實地進行 

團體協商。又日本實務上，對於雇主應提供之資料範圍並無明確規範，僅 

於個案上判斷雇主是否盡到「誠信協商義務」。申言之，雇主應盡量使工 

會理解並同意其主張，即使雇主對工會的要求無讓步之餘地，但至少雇主 

對於工會之要求應具體地說明其主張之根據，並提示必要資料，以誠意進 

行團體協商。易言之，雇主應誠實對應工會之主張或要求，進而摸索雙方 

達成合意可能性。爰此，裁決會認為：「有關工會請求協商資料是否有必 

要性，非僅就個別資料本身屬性進行判斷，更應檢視雇主是否誠實對應工 

會之主張或要求已盡其「誠信協商義務」。其中，雇主是否已提供一定程 

度之資料來回應工會所提疑問？應為判斷雇主是否已盡必要資料提供義 

務之核心問題。」 

2. 與協商事項(年終獎金發放制度)相關? 

裁決會認為 11 名主管「非」屬工會會員，因此 11 名主管年終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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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額「非」屬雙方團體協約之協商事項。惟參酌美國法，如相對人員

工「非」會員，其勞動條件亦屬團體協約「推定相關」（Presumptively 

relevant information）資料，特別是其勞動條件如與會員之勞動條件密切

相關而有重大影響時，工會自得請求提供「非」會員勞動條件等資料。

由於此案工會質疑公司過去於虧損情況下仍借支發放委任經理人(主管)

高額年終獎金，今卻針對團體協約草案提出撙節之對應草案，故裁決會

認為雇主拒絕提出 11 名主管年終獎金之考核方式、平均月數、發放總金

額，難以排除工會之疑慮，顯有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之情形。 

3. 該資料是否涉及秘密之資料? 

雇主之財務資料，雖原則上得不主動公開或提供，然雇主一旦在協 

商過程中援引財務負擔能力作為無法接受勞方訴求之理由，則負有就自 

身財務狀況加以證實之義務，以利雙方誠實地進行團體協商。 

(二) 工會請求公司提供自101年1月1日起遭各縣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裁 

罰違反勞基法之裁罰條款、件數及罰款額度等資料，非屬雙方團體協約草

案第33條協商之必要資料，理由如下 

1. 資料與團體協商事項(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排定之制度)無關聯： 

經查雙方團體協約草案第 33 條：「甲方（即公司）各單位工作時間與休 

息時間排定之制度應事先與乙、丙方協商，經三方同意後實施，變更時亦 

同。前項乙（即工會）、丙方會員有檢舉工時不當情事時，甲方應提供該 

單位人員出勤紀錄供乙、丙方查證」。前開條文僅規定各單位工作時間與 

休息時間排定之制度應事先勞資協商後實施，草案中「未」具體訂定各單 

位工時，與公司是否違反勞基法無直接關聯性。 

2. 公司已提供回應： 

裁決會認為公司已在通告中，具體說明各單位工時、出勤作息辦法，

工會本得就該部分提出對應方案，以監督各單位人力配置對實際工時所生

影響。至於公司各單位工時是否違反前開通告，進而有違反勞基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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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執行上之問題，尚不因此變動雙方團體協約條文內容，難認工會請求資

料屬雙方團體協約協商必要資料。 

參、102年勞裁字第37號---獎金計算與績效考核辦法、營收報表等資料（成立） 

一、事實概要 

    工會於 102 年 5 月 9 日發函請求公司於 6 月 24 日團體協商，協商項目

為：（1）101 年度部分優良員工未獲合理調薪；（2）工作規則未記載相關

獎金之計算方式及發放辦法，致發放標準不一；（3）公司未制訂考核辦法。

並要求提供協商必要資料：（1）公司去年度調薪辦法及鹿港廠去年度調薪辦

法；（2）鹿港廠之各項獎金計算辦法、發放辦法；（3）鹿港廠員工之績效

考核辦法；（4）鹿港廠近五年度之營收報表。協商當日公司以資料因涉及公

司機密，依法擬請工會簽署保密協定，而雙方就此未達成共識，遂工會提起

本案裁決。 

二、爭點 

相對人拒絕提供系爭五項資料即（1）相對人 101 年度調薪辦法及鹿港廠 

101 年度調薪辦法（2）鹿港廠產銷獎金計算及發放辦法（3）鹿港廠考勤獎金

計算與發放辦法（4）鹿港廠員工績效考核辦法（5）鹿港廠 97 年度至 101 年度

之營收報表等行為是否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裁決決定 

確認公司拒絕提供團體協商所必要之資料，其行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整理裁決理由如下： 

(一) 何謂必要性資料? 

裁決委員會延續 101 年勞裁字第 59 號對於美國與日本制度之說明，認

為有關工會請求協商資料是否有必要性，非僅就個別資料本身屬性進行判斷，

更應檢視雇主是否誠實對應工會之主張或要求已盡其「誠信協商義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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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雇主是否已提供一定程度之資料來回應工會所提疑問？應為判斷雇主是

否已盡必要資料提供義務之核心問題。裁決會更進一步舉例，若雇主未提供

該等資料，將導致協商難以進行或不能進行時，該等資料即應解為是團體協

商之必要資料。  

(二) 該資料是否與協商事項相關? 

1. 101 年度調薪辦法及鹿港廠 101 年度調薪辦法部分：裁決委員會 

判斷公司每次調薪作業皆有作業辦法，僅是內容不同，則工會請求提出 101

年度調薪辦法及鹿港廠 101 年度調薪辦法，公司亦有提出之可能，且若不

提出該等資料，將導致有關調薪之團體協商難以進行，故公司拒絕提出，

其行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2. 產銷獎金計算與發放辦法、考勤獎金計算與發放辦法：產 

銷獎金、考勤獎金發放辦法，與進行產銷、考勤獎金之協商相關，若無該 

獎金發放辦法，顯難以進行團體協商，故公司有提出之義務至明。 

3. 鹿港廠員工績效考核辦法及近五年鹿港廠營收報表：裁決 

會認為績效獎金關係勞動條件，工會關心績效獎金如何發放？當可理解， 

故於團體協商之際，請求公司提出績效獎金發放辦法，與績效獎金協商之 

進行有關連性；而若無該績效獎金發放辦法，顯難以進行團體協商。其次， 

公司 101 年 3 月 27 日有關 2011 年第 4 季績效獎金發放公告，有關發放金 

額係記載鹿港廠績效所佔比例 10.82％，據此可見鹿港廠財務收支狀況確 

與工會會員所可領取之績效獎金有關連性，從而，相對人拒絕提出績效獎 

金發放辦法及 97 年度至 101 年度鹿港廠營收報表，難謂其有對應工會團 

體協商之誠意。 

(三) 該資料是否涉及秘密之資料? 

公司主張：因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而提供資料之勞資一方，得要求他方 

保守秘密，乃要求工會及其會員簽署保密切結書，但遭拒絕，並非拒絕提供

資料等語。然裁決委員會認為必須該等資料本身具有秘密性，方才有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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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當事人保密之必要，查相對人為上市公司，相關財務資料本應透明化，以

供投資人理解、查詢，再者，通觀工會所請求之上述資料：（1）101 年度調

薪辦法及鹿港廠 101 年度調薪辦法（2）鹿港廠產銷獎金計算與發放辦法、

考勤獎金計算與發放辦法（3）鹿港廠員工績效考核辦法及 97 年度至 101 年

度鹿港廠營收報表，其中，97 年度至 101 年度鹿港廠營收報表是否具有秘

密性？公司並未舉證說明，自難援此為由而拒絕提出；其餘各項資料，則因

與勞動條件息息相關，屬勞動契約之重要內容，相對人本應於相關辦法制訂

後周知所有員工，亦不具秘密性可言。因此裁決委員會認為公司堅持工會及

其會員必須簽署保密切結書後方才提供云云，於法實無所據，甚者，歷經工

會多次請求，公司猶拒絕提供，顯已阻礙團體協商之進行，違反《團體協約

法》第 6 條第 1 項所定誠信協商之義務，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至明。 

肆、102年勞裁字第61號---出勤明細表資料（駁回） 

一、事實概要 

    工會主張為避免勞工超時工作及雇主不發給加班費，於團體協商時主張

降低營業時間，並於102年10月22日團體協商會議中，請求公司提出五都全部

之站（店）員工3人（含以下）及4人，最近3個月之實際出勤明細表資料，然

公司部分未予提供，構成《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公司主張工會未具體敘明該等資料與協商雇主營業時間之協商事項間有

何必要關連性；再者，工會要求提供之上開資料，合計將高達454人，顯已超

過協商資料必要性之提供範圍，故公司否認有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6條

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二、爭點 

申請人要求提供相對人五都（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 

市）全部之站（店）員工3人（含以下）及4人，最近3個月之實際出勤明細表資

料，是否屬《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2項第3款所規定之「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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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三、裁決要旨 

針對相對人未依申請人要求提供相對人五都（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 

台南市、高雄市）全部之站（店）員工3人（含以下）及4人，最近3個月之實際

出勤明細表資料，不構成《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本文整

理如下： 

(一) 何謂必要性資料? 

裁決會在必要性資料之解釋似乎略有轉變，除了重申「關於必要資料

提供義務，在於便利他方在熟悉情況之條件下為有效之團體協商，避免一

方因資訊落差，導致團體協商功能之減損，藉以確立非對等契約當事人間

之資訊提供義務。」特別強調資料提供義務之範圍限於「必要」，且認定

所謂「必要資料」，應以「該資料與協商事項相關，且若無該資料之提

供，則有關該事項之團體協商將不可能或難以進行」，作為個案判斷資料

之必要性之基準，比起前面裁決之見解，更細緻化是否與協商事項相關的

判斷。 

(二) 「降低營業時間」是否為義務協商事項? 

我國《團體協約法》對團體協約之協商事項，並無具體明文之限制。 

故解釋上，就雇主有處分權限之事項，且雇主願意進行團體協商時，除違

法事項（例如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事項、違反公序良俗之事項、或

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事項…等）以外之任何事項，均可以成為團體協商之

事項。然此並非意謂上開事項只要工會或雇主一方向他方提出團體協約協

商要求，他方即負有協商之義務。蓋《團體協約法》第 2 條規定：「本法

所稱團體協約，…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

約」，同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

商內容…」。故若工會向雇主提出特定事項之團體協約協商要求時，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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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必須是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特別是雇主有處分權且與工

會會員勞動條件相關或涉及雇主與工會間關係的事項，並且內容合理適當

者，雇主始負有誠信協商義務；若其不盡協商義務，始可能構成違反團體

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反之，當工會或雇主一方提出之協

商事項非屬上述雙方負有誠信協商義務之事項，即無《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2 項之適用。 

(三) 該資料是否與協商事項(降低營業時間)相關? 

1. 營業時間與工作時間並無關聯 

工會要求公司提供所列資料，作為其進行團體協約協商時，主張降 

低營業時間之佐證。然裁決委員會認為有關「營業時間」與勞動條件中 

之工作時間之長短並無必然關連，例如營業時間24小時之商店，雇主或 

可排三班員工，每班8小時，員工每日工作時間仍是8小時；或是雇主亦 

可向外尋求人力支援等方式，來避免員工每日工作正常工作時間超過8小 

時。申請人並未就「營業時間」與工作時間有何必然關連性具體說明並 

舉證之。  

2. 該資料若與協商事項相關，假設無該資料之提供，則有關該事 

項之團體協商是否得以進行? 

    裁決委員會認為：假設「營業時間」如工會主張與工作時間有一定 

關連。然工會在第一次調查會議時主張：「本次團體協約之協商，在營

業時間事項上，工會主張站員工3人以下每日營業時間不得超過10小時，

站員工4人每日營業時間不得超過11小時。之所以如此主張，係因公司從

不給付加班費之故。公司辯稱員工可依排班上班而不超時，所以其堅持

不會有加班，所以由工會主張公司所要提供之資料，可以看出公司所堅

持的每日營業12小時而不加班是不可能存在，所以工會主張公司有必要

提供3人或4人站員工之出勤明細」。裁決會以為倘若工會上述主張為

真，則理論上每一個員工3人（含以下）及4人之站（店），無論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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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應均有逾時工作（加班）問題。而公司在102年間已交付其宜蘭地

區全部之站（店）員工3人（含以下）及4人共計8站，最近1個月之實際

出勤明細表資料予工會，為雙方所不爭執之事實。倘若工會上述主張為

真，則該宜蘭地區8站之資料應足以證明其事。何以需要其他站店人員之

出勤明細？再者，工會在本會103年3月21日詢問會議時陳稱：「…有關

公司之前提出宜蘭地區部分，是因為宜蘭地區在公司的營業場所中屬於

比較偏遠，超時工作比較不那麼嚴重…」（103年3月21日詢問會議紀錄

第8頁第18至20行），亦可證明「營業時間」與工作時間並無一定關連互

相矛盾。至工會就營業時間長短相同之4人以下站（店），何以偏遠地區

「超時工作比較不那麼嚴重」，而五都地區卻會有不同情況之原因，未

為任何具體說明，難認其要求所列資料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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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結將本章所論述之誠信協商之實務見解，包含團體協商之事項，以及團 

體協商程序中違反誠信協商的態樣、必要性資料之提供義務總結如下： 

壹、協商義務事項 

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融合先前兩件案件之不同認定標準，後續 103 年勞裁

字第 8 號與 103 年勞裁字第 52 號皆援用，可看出裁決會對於雙方有誠信義務之

事項的判定漸趨明確，即為「雇主有處分權且與工會會員勞動條件相關或涉及

雇主與工會間關係的事項，並且內容合理適當者。」 

表三：裁決委員會對於協商事項之見解 

裁決案號 裁決委員會見解 

101 年勞裁字第 36 號 以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作依據，合理

適當之事項。 

101 年勞裁字第 28 號 請求之事項與工會會員勞動條件息息

相關而為雇主具有處分權者，雇主即

有協商之義務。 

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 雇主有處分權限之事項，且雇主願意

進行協商時，除違法事項以外之任何

事項，均可以成為團體協商之事項。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貳、違反誠信協商之態樣 

 關於協商程序中，違反誠信協商之態樣，可大致分為幾種類型： 

 一、佯裝協商(101 年勞裁字第 32 號)：雇主雖假意前往「聆聽」工會意

見，但顯然無與工會締結就團體協約之締結進行實質的團體協商，而有拒絕與

工會進行團體協約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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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迴避工會個別協商(102 年勞裁字第 16 號)：雇主迴避工會，而直接與

工會會員進行個別協商，或徵求個別工會會員之同意，或向個別會員為說明或

通知，此等行為係忽視與工會之團體協商，將會使團體協商之意義空洞化、架

空工會力量，則應解釋為違反誠信協商義務。 

 三、全盤不同意工會所提出之要求(103 年勞裁字第 8 號)：裁決委員會認為

為達成協商合意，勞資雙方應為合理的努力。雇主若自始即宣示無與工會達成

合意之意思；僅是拒絕工會之要求，而不提示其所以拒絕之依據之相關資料及

對應方案；於協商時所為之陳述遭工會質疑合理性時，亦堅持不肯提出其陳述

內容之論據等情形，均屬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之具體案例。 

 四、片面更改勞動條件(103 年勞裁字第 23 號、103 年勞裁字第 43 號)：裁

決委員會認為團體協商是一種勞資之間共同決定勞動條件的過程，勞資雙方對

於協商中之勞動條件，不僅負有需積極地透過團體協商來決定勞動條件之義

務，也負有消極地不單方進行決定或變更之義務。因之，雇主在協商過程中未

充分地與他方進行協商，便單方地表明實施公司方案、片面決定或變更勞動條

件，也應解為係違反誠信協商義務。 

 五、拒絕簽訂團體協約(103 年勞裁字第 52 號、105 年勞裁字第 11 號)：團

體協商已就協商內容達成合意之地步，卻拒絕簽訂書面之協約，原則上可解為

構成拒絕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 

參、提供必要資料之義務 

我國目前關於誠信協商沒有明確規範，而對於必要資料之提供在實務經驗

上亦不多，從上文討論可以了解，目前裁決委員會判斷上認為誠信協商義務是

一種要求雇主誠實的對應工會主張，摸索達成合意可能性的義務。 

裁決委員會在提供必要資料判斷上係參考日、美兩國，就個案事實來判斷

雇主是否已盡最大之努力與工會協商，其中若為推定相關資料，雇主有出示義

務，且在推定相關資料上，雇主負「缺乏相關性」之舉證責任，若為非推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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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才由工會負相關之舉證責任。如101年勞裁第59號與102年勞裁第37號，工

會在雙方協商過程中，所要求雇主提供之資料，在美國規範上皆係屬於強制必

要協商事項之相關資料，資料的提供有助於協商勞工工資之調漲、獎金之發放

及工作時間等，此攸關勞動條件甚鉅，其為推定之相關，雇主若無正當理由即

拒絕，則違反誠信協商。關於美國法之規範，下一章節將更深入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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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誠信協商制度之發展與規範 

第一節 美國團體協商制度之沿革 

 美國勞資關係制度之建立，是從自由經濟制度所衍生，在高度保護私有財

產的經濟體制下，勞工的聲音難被聽見，早期的勞工運動亦受到法院的壓抑與

限制，19 世紀勞動者所發起的集體一致性活動，甚至被視為觸犯普通法下之刑

事共謀犯罪，更不用說爭議行為之行使。經過長時間對工會歧視與敵意的環

境，工會實難有發展。而最早透過立法規範集體協商制度的是 1936 年的鐵路勞

工法，不過僅限於鐵路運輸業之範疇。直到 1930 年代，美國集體勞資關係制度

化才有起步，當時美國經濟蕭條、勞工處境艱難，全國人民將不滿情緒轉移到

國會的立法不力。朝野乃採取了消滅勞資糾紛惡習的要求，在國會通過了諾里

斯 拉瓜地(Norris-La Guardia)法案，並於 1932 年 3 月由總統簽署，是美國初次

提供勞工組織工會與參與工會活動保障之立法。該法案以去除所有聯邦政府介

入勞資關係與私領域經濟之規範為主。基本上，它留給雙方自由地使用所有經

濟武器來表達他們訴求，以放任代替禁止，政府也未對工會採取干預的行動。

不過秉持自由主義與契約自由原則之立法，該法案並未給予工會團體帶來實質

的平等與力量發揮之空間。因此，1935 年配合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

國家通過國家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統稱 NLRA)，為美國勞

資關係帶來轉折，建立了集體勞動法制。法案規定勞工有權組織工會，且可經

由自己選出之代表進行集體協商。其後，1947 年再立法通過勞資關係法(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LMRA)，修正了國家勞工關係法(NLRA)的部分內

容，介入工會的經濟活動並禁止使用間接抵制行動。1959 年的勞資報告與揭示

法(Labor-Management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Act)再度修正了上述法案，勞資

間平衡對等之關係更加確立，使美國成為最早也最完整確立集體勞動法制之國

家，此後 50 年來未再有變動，本文針對美國規範集體協商之重要法案，分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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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團體協商權之萌芽 

壹、鐵路勞工法(Railway Labor Act)  

美國早期於 1926 年制定鐵路勞工法(Railway Labor Act)，賦予鐵路運輸 

業之集體協商權，宣示了勞動法上的基本要旨：「受僱者有團結權並透過自由選

擇之代表進行集體協商，而雇主不得干預其權利行使，以及須承認工會並與之

協商的相對應義務。」鐵路勞動法中強調集體協商對於鐵路業罷工與鎖廠的重

要性，進而保障勞工有權自由選擇代表其協商之工會，其第 2 條第 1 段即規

定：「所有運輸業者，以及其主管、代理人、以及勞工，應盡其合理之努力並達

成關於工資率以及工作條件之協約，且無論是否因協約之執行產生爭議，勞資

雙方均應解決，以免阻礙商業交易或運輸業者之營運」。 

 雖未完整建構法律上之團體協商義務，但國家已確立促進團體協商之政

策，針對協商事項亦首次見於美國成文規範中。 

貳、諾里斯--拉瓜地法(The Norris- Laguardia Act)  

 雖然鐵路勞工法對團體協商制度打下良好基礎，但由於只能適用鐵路勞

工，對其他勞工保障有限，因此美國國會在 1932 年制定諾里斯—拉瓜地法(The 

Norris- Laguardia Act)。 

 該法具有兩方面的劃時代意義。一方面，它以聯邦立法的法律位階，宣示

聯邦政府的勞動關係政策，使聯邦勞動關係法制發展向前邁進，該法第 2 條規

定：「受僱者免雇主的干涉、限制及威脅，而有充分的結社自由、團結自由，以

及協商就業契約條款與工作條件的權利」。然而，該法並無促使使此一公共政策

獲得落實之具體規範，直至 1935 年 NLRA 通過後，才將該規範法制化，但第 2

條之宣示扭轉了美國過去 100 年以來，被認為「法律是雇主盟友(The law had 

been the ally of employers」之情況60。 

                                                      
60 彭百崇、陳正良、吳慎宜、徐廣正、康長健，誠信協商之內容及效力，97 年度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委託研究計劃，行政院勞動部，2008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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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團體協商制度之確立 

壹、國家工業復興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NIRA) 

1920 年代經濟大蕭條造成美國失業率大增，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總 

統後，為了復甦美國經濟，實行一系列新政(New Deal)，其核心為三 R：救濟

（Relief）、復興（Recovery）和改革（Reform）。其中 1933 年通過的國家工業

復興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NIRA)就是因此產生。 

 該法中第 7 條(a)即揭示保護工會：「…勞工應該有組織以及透過自行選擇

之代表，進行團體協商之權利，且必須保護這些指定之代表或自組團體在進行

集體協商或自救活動時，不受雇主或代理人(agents)之強迫與干涉限制61。」另

外，也明訂禁止黃犬契約之規範：「不得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組織工會

或協助工會作為僱用條件62。」 

 然而 NIRA 並未有解決勞資爭議之機制，因此羅斯福總統以行政命令之方

式創設國家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Board, 以下簡稱 NLB)，儘管 NLB 並未

有執行之實權63，但其見解對於建構「團體協商義務」之概念有重要意義。首

先，NLB 指出 NIRA 在第 7 條(a)「勞工的團體協商權利」應有「相對應之雇主

團體協商義務」在內64；且認為「雇主協商義務並非只是會面討論，更應持開

放的心態，為雙方達成共識進行合理的努力65。」作為誠信協商義務制度之開

端。 

                                                      
61 原文：「..employee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organize and bargain collectively through representatives 

of their own choosing, and shall be free from the interference restraint, or coercion of employers of 

labor, or their agents, in the designation of such representatives or in self-organization or in other 

concerted activ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or other mutual aid or protection…」 
62 原文：「and (2) that no employee and no one seeking employment shall be required as a condition 

of employment to join any company union or to refrain from joining, organizing, or assisting a labor 

organization of his own choosing... 」 
63 Michael C. Harper & Samuel Estreicher (2011), Labor Law: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78, at 

81. 
64 Russel A.Smith (1941), The Evolution of the “Duty to Bargain” Concept in American Law, 39 Mich. 

L. REV., at 1076. 
65 Decisions of the NLB, op.cit.,“Connecticut Coke Company and United Coke and Gas Workers 

Union No. 18829,” vol. II, p.88, 參見原文：「it dose contemplate that both parties will approach the 

negotiations with an open mind and will make a reasonable effort to reach a common ground of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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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 年時，NLB 為舊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the first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俗稱 the “old board”)所取代66。 

貳、國家勞工關係法;華格納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NLRA; Wagner 

Act) 

 1935 年，NIRA 被聯邦最高法院已牴觸美國憲法中的商業條款而被宣告無

效，以及當時社會氛圍普遍同情勞工、工會蓬勃發展，成為華格納議員(Rober.F 

Wagner)所擬定傾向勞工之立法草案的契機67。同年通過國家勞工關係法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以下皆簡稱為 NLRA)，該法目的之一，在於賦予

受僱人使用罷工、組織工會及其他形式之經濟力量的基本權利，以制衡雇主之

權利。保障受僱人可利用集體協商方式，透過談判取得有利的工作條件。此

外，若有違法之不當勞動行為，可依該法所建立的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以下皆簡稱為 NLRB)進行裁決，其裁決或命令

得有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執行或審查。 

其中較重要內容如第 7 條保障「受僱者有權自行組織、成立、加入或協助

工會；透過其自行選出之代表為團體協商；以及為團體協商或其他相互協助或

保護之目的而採取之其他集體行為68。」此條承接拉瓜地法及國家工業復興法

(NIRA)之概念。 

且為了確保第 7 條之受僱者權利不受雇主干擾及侵犯，第 8 條即針對雇主

之不當勞動行為有所規範：「雇主所為之某些行為，如限制、干涉或強迫受僱者

行使第 7 條所保障之權利；控制工會；在僱用條件上採行差別待遇以使受僱者

加入工會之意念受挫；以及拒絕與多數受僱人所選出之談判代表為善意之談判

                                                      
66 Michael C. Harper & Samuel Estreicher, supra note 63, at 81. 
67 黃麗竹，〈美國勞動法上義務團體協商事項範圍劃定之研究—兼論對我國法之啟示〉，臺灣大

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68 詳見條文"the right to self-organization, to form, join, or assist labor organizations,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through representatives of their own choosing, and to engage in other concerted activ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or other mutual aid or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refrain from any or all such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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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構成違法之不當勞動行為。」其中與團體協商相關為第 8 條(5)：「拒絕

針對第 9 條(a)之事項與協商代表進行團體協商69。」而同法第 9 條規定則為：

「為了進行團體協商之目的，而由適宜協商單位中過半數勞工所指定或選定的

協商代表，應為該協商單位的排他性的協商代表，並就工資率、工資、工時或

其他勞動條件進行團體協商70…」。觀察上述第 8 條(5)與第 9 條(a)可得知，若雇

主拒絕與有合法協商代表之工會，就薪資、工時或其他勞動條件進行團體協

商，即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1935 年之華格納法課予雇主必須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之義務，然華格納法

對「何謂團體協商?」、「團體協商之實質內涵為何?」均無規範，關於誠信協商

規範之條文內容「要求雇主應進一切合理努力達成協議」，在華格納法的條文似

也刪除。 

參、勞資關係法;塔虎脫-哈特萊法(Labor Management Act, LMRA; Taft-

Hartley Act) 

勞資關係法(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 LMRA)的出現，又稱為「塔虎

脫－哈特萊法」(Taft-Hartley Act)。該法是由塔虎脫及美國下議院勞動委員長哈

特萊（F.Hartley）所提案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由於工會實力強大導

致產業罷工不斷，尤其 1945 年至 1946 年間因爆發大規模之罷工潮，導致許多

工廠倒閉，使社會大眾對勞工組織不再支持，轉而傾向對勞工組織權利之限制

71。因此塔虎脫-哈特萊法案針對 1935 年的華格納法進行增修，最後於 1947 年

通過稱為勞資關係法(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 LMRA)。 

 其中第8條(b)增列了勞方之不當勞動行為72，其中包括限制壓迫勞工行使團

                                                      
69 §158 (a)(5) “to refuse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employee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9(a)” 
70 參見原文：「Representatives designated or selected for the purpose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the 

majority of the employees in a unit appropriate for such purposes, shall be the exclusiv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employees in such unit for the purpose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respect to rates of pay, 

wages, hours of employment, or other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71 William Gould(著)，焦興鎧(譯)，《美國勞工法入門》，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 年，頁 42。 
72 29U.S.C. §158(b) [Unfair labor practices by labor organization] It shall be an unfair labor practice 

for a labor organization or its agents… 



 

69 
 

體協商或限制雇主選擇之協商代表、企圖使雇主歧視非工會會員、工會協商代

表拒絕就第9條(a)事項與雇主進行團體協商73…等態樣。 

 另外，與團體協商制度相關之規範，最重要為第8條(d)項，增加了「誠信

協商義務」，賦予原本華格納法第8條(5)實質之內涵，其規定：「團體協商義

務：為達成本條之目的，雇主與勞工代表有共同義務於合理時間內，並誠信地

就工資、工時、其他勞動條件，或根據團體協約中產生之任何問題進行協商，

以及於達成合意時簽署書面協約，但此義務並非強制任一方須同意另一方之要

求，也並非強迫任一方須作出讓步。但若勞資雙方間已存在團體協約，在此情

況下，團體協商之義務也意味著任何一方不得片面終止或變更團體協約，除非

雙方均同意終止或變更……(略) 74。」 

 經此次修正後，第 8 條(a)(5)、第 8 條(d)以及第 9 條(a)構成對雇主方之誠信

協商義務規範；相對地，根據第 8 條(b)(3)、第 8 條(d)以及第 9 條(a)，規範工會

方之誠信協商義務，第 9 條(a)之「工資率、工資、工時或其他勞動條件」，則

被視為是所謂義務協商之事項。換言之，若一方要求在此些事項之範圍內協

商，他方就有不得拒絕協商之義務。該法更確立了美國集體勞動關係法上誠信

協商集團體協商義務。 

 

 

 

 

                                                      
73 參考原文：「(5) to refuse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employee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9(a) [section 159(a) of this title].」 
74 參考原文：「(d) [Obligation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utual obligation of the employer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ployees to meet at reasonable times and confer in good faith with respect to wages, hours, and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r the negotiation of an agreement or any question arising 

thereunder, and the execution of a written contract incorporating any agreement reached if requested by 

either party, but such obligation does not compel either party to agree to a proposal or require the 

making of a concession: Provided, That where there is in effect a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tract 

covering employees in an industry affecting commerce, the duty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shall also mean 

that no party to such contract shall terminate or modify such contract, unless the party desiring such 

termination or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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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NLRA 對於誠信協商義務之規範 

 雇主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工會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第 8 條 (a)(5)：拒絕針對第 9 條

(a)之事項與協商代表進

行團體協商。 

(b)(3)：符合第 9 條(a)資

格之協商代表，拒絕與

雇主進行團體協商。 

第 8 條(d) 團體協商義務：為達成本條之目的，雇主與勞工代

表有共同義務於合理時間內，並誠信地就工資、工

時、其他勞動條件，或根據團體協約中產生之任何

問題進行協商，以及於達成合意時簽署書面協約，

但此義務並非強制任一方須同意另一方之要求，也

並非強迫任一方須作出讓步。但若勞資雙方間已存

在團體協約，在此情況下，團體協商之義務也意味

著任何一方不得片面終止或變更團體協約，除非雙

方均同意終止或變更 

第 9 條(a) 為了進行團體協商之目的，而由適宜協商單位中過

半數勞工所指定或選定的協商代表，應為該協商單

位的排他性的協商代表，並就工資率、工資、工時

或其他勞動條件進行團體協商 

參考來源：本文自行整理自 NL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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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誠信協商制度之規範 

根據修正後的 Taft-Hartley Act 第 8 條(d)，將誠信協商之義務(the duty to 

bargain collectively)之規範更具體化指出：「為達成本條之目的，雇主與勞工代

表有共同義務於合理時間內，並誠信地就工資、工時、其他勞動條件，或根據

團體協約中產生之任何問題進行協商，以及於達成合意時簽署書面協約，但此

義務並非強制任一方須同意另一方之要求，也並非強迫任一方須作出讓步」。亦

言之，誠信協商之義務包括在合理時間開會，以及誠信地商談工資、工時和其

他勞動條件之責任，雙方有義務誠信地會商因團體協約所產生之各項問題，惟

誠信協商之義務並不強迫任何一方同意某個提議，或要求對方讓步。 

而團體協商程序之進行前，首先需決定適當之協商單位，以過半數之方式

選出代表工會，被選為協商代表之工會，依據 NLRA 第 9 條(a)，為「排他性協

商代表」。在排他性原則下，雇主不得迴避工會直接與個別勞工接觸，其他未獲

選之工會亦無權與雇主協商。此制度為勞動法上一大特色。 

協商代表選出後即會進行團體協商以簽約團體協約，然針對得適用誠信協

商之事項，根據地 8 條(d)以及 NLRB 與法院之見解，逐漸區分出誠信協商僅適

用於工資、工時、其他勞動條件等「義務協商事項」之結論，亦為重要之討論

內容。 

另外，與誠信協商原則相關義務為「資料之提供」，雖在 NLRA 並無明文

規定，但在 NLRB 與法院累積眾多案例中，將協商相關之資料提供視為誠信協

商義務內涵之一，也歸納出所謂「推定相關原則」，在此原則下工會不須舉證說

明資料的相關性，雇主亦有義務提供。 

呈上所述，歸納美國誠信協商原則包含了「排他性協商代表制度」、「義務

協商事項」、「提供相關資料」等義務。此外，誠信協商之意涵並不等同協商之

一方必須全盤讓步，而是真摯達成合意之企圖。故在認定是否構成不誠信協商

的判斷上，NLRB 會衡酌雙方在協商中之情況綜合判斷之。本文即針對 NL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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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d)所規範有關誠信協商之制度，逐一做細緻化之分析與說明，釐清美國

法上誠信協商的原則，作為對我國之啟示。 

第一項 協商代表制度 

在探討美國誠信協商制度前，首先須釐清團體協商關係之基礎，理解具備 

何種要件之工會為適格的協商主體，方能進行下一步之討論。因此此一部分將

分析美國法上特有之協商代表制度，也就是「排他性協商代表制度」(exclusive 

representation system)，以及聯邦法院為防止協商代表濫用專屬之代表權，所衍

生的「公平代表義務」(duty of fair representation)，課予工會必須公平代表每位

受僱者之義務。 

壹、排他性協商代表制度(exclusive representative system) 

一、適當之協商單位 

根據 NLRA 第 9 條(a)規範：「為了進行團體協商之目的，而由適宜協商單 

位中過半數勞工所指定或選定的協商代表，應為該協商單位的排他性的協商代

表，並就工資率、工資、工時或其他勞動條件進行團體協商…」，揭示美國之團

體協商制度採行「排他性協商代表制」(exclusive representation system)。協商代

表工會之產生，是以「適當的協商單位」(appropriate bargaining unit)為基礎，再

獲得過半數勞工支持才能取得團體協商權。因此，要決定某一工會取得排他性

團體協商權時，首先必須先決定一個適當的協商單位，而協商單位之決定，將

影響單位內受僱者之利益，故協商單位之決定，在協商程序中乃重要之步驟。 

然在劃定協商單位時，為方便協商，雇主會傾向較大之協商單位，工會卻

為避免單位內利益不一致而造成利益衝突，傾向較小協商單位，因此如何劃定

適當之協商單位呢75﹖通常在劃定協商單位中，會以選舉區內之受僱者是否具

                                                      
75 Richard R. Carlson (1991), The Origin and Future of Exclusive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n Labor 

Law, at 84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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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地位」(like status)之共同利益決定76，選區內之受僱者若不屬同一工作群

(group of jobs)或工作領域(job territory)，將可能呈現出不同工作性質、勞動條件

與福利待遇。若以不同工作群或工作領域為基礎，選出共同之協商代表工會，

將很難使受僱者之協商利益極大化，或使協商不易進行。易言之，相同條件下

之工作群或工作領域，即為所稱適當協商單位。 

另外，NLRA 第 9 (b)條規定：「為確保本法所保障受僱者之最大自由，

NLRB 應在每個案件中決定雇主單位(employer unit)、技術單位 (craft unit)、廠

場單位 (plant unit )或再細分之單位，是否為適合於集體協商之單位。77」一般

而言，在選舉協商代表時，當事人對於協商單位若達成協議，則 NLRB 通常會

尊重當事人之意見，將承認其為「適當的協商單位」。若當事人未能達成協議，

則 NLRB 將依照「群體性利益」(community of interest)判斷78，考量受僱者是否

在同一監督體系之下中、所從事之工作型態是否相同、工作條件是否類似或受

僱者本身意願等…各種情事而決定最適當之協商單位，並命令在該單位中實施

選舉。 

二、排他性協商代表原則 

排他性協商代表權(the right of exclusive bargaining representation)，意味著雇

主不得直接與受僱者或少數(minority)之受僱者團體代表，就有關工資、工時或

其他勞動條件進行交涉，必須由取得多數地位之工會來代表單位內全體受僱者

發言及協商，因此有學者認為美國法上明顯採取多數主義(majoritarianism)原則

79。 

                                                      
76 William E. Slimkin & Nicholas A. Fidandis (1986), Medu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t 5. 
77 參考原文：「The Board shall decide in each case whether, in order to assure to employees the 

fullest freedom in exercising the rights guaranteed by this Act [subchapter], the unit appropriate for the 

purpose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shall be the employer unit, craft unit, plant unit, or subdivision 

thereof…」 
78 引自焦興鎧，《美國法入門》，國立編譯館，1996 年，頁 52。 
79 吳育仁，〈美國勞資集體協商制度之法律政策分析〉，《歐美研究》，第 32 卷第 2 期，2002，

頁 227；謝棋楠，《美國法中個別勞工團結權與要求工會公平代表之制度》，〈全國律師〉，17 卷

6 期，2013 年 6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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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LRB 審理 Houde 一案80中，Houde 公司雖然同意與取得多數票之工會

協商，但也堅持與另一個獲得少數票之工會協商，即遭到 NLRB 嚴厲之譴責，

要求雇主僅能與多數工會進行協商，作為排他性協商代表原則之開端81；1944 

年 Medo Photo Supply Corp. v. NLRB82一案中，部分受僱者繞過工會直接與雇主

要求加薪，聯邦最高法院認為，NLRA 課予雇主與被選定之協商代表進行協商

之義務為強制義務，且為團體協商之核心原則，因此雇主與協商代表外之任何

人就加薪一事之協商，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並說明：「雇主在指定之協商代表

未撤銷資格前，直接與受僱者進行協商，無論是少數受僱者或是多數受僱者，

都會破壞法規所規範之團體協商模式，這種行為干預了 NLRA 第 7 條所保護的

團結權，也構成了第 8 條的不當勞動行為83」，意即雇主不能假借任何理由或運

用任何辦法，企圖迂迴規避協商代表工會，與事業單位中個別受僱者交涉工資

及工時等勞動條件，這個判決充分說明了排他性協商代表工會之權利。 

另外，1975 年聯邦最高法院於 Emporium Capwell Co., v. Western Addition 

Community Organization84一案中也確立了排他性協商代表原則，該案中部份受

僱者認為公司有種族歧視，繞過工會進行集體行動工會，而遭到公司解僱，因

此其中受僱者所屬之民權運動組織 W.A.C.O. (Western Addition Community 

Organization)向 NLRB 提出控訴。然 NLRB 認為這些受僱者之集體行動雖基於

誠信，但其行動不受 NLRA 第 7 條保護，而認定雇主之解僱行為不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此案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引用 NLRB v. Jones & Laughlin 

Steel Co.來指出：「促進團體協商政策的核心即為受僱者透過多數決原則選舉

85」，並認為：「個別協商難對解決歧視一事有所助益，事實上在本案中反而造

                                                      
80 1 NLRB 35(old)(1934.) 
81 Raymond L.Hogler (2007), Exclusiv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Wagner Act: The Structure Of Federal 

Collective Bargaining Law, 58 Labor Law Journal, at 163. 
82 Medo Photo Supply Corp. v. NLRB, 321 U.S. 678 (1944). 
83 參考原文：「Bargaining carried on by the employer directly with the employees, whether a 

minority or majority, who have not revoked their designation of a bargaining agent, would be 

subversive of the mod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which the statute has ordained, as the Board, the expert 

body in this field, has found. Such conduct is therefore an interference with the rights guaranteed by § 

7 and a violation of § 8(1) of the Act. 2」 
84 Emporium Capwell Co., v. Western Additio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420 U.S. 50 (1975). 
85 參考原文：「Central to the policy of fostering collective bargaining, where the employees elec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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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反效果86。」即使是面對敏感的種族問題，且主筆撰寫判決的 Marshall 大法

官是知名的種族平等支持者87，仍未在排他性協商代表原則中妥協，更加確立

了協商代表之專屬性。 

惟聯邦法院並非同意工會即可濫用其排他協商代表權進行專制(tyranny)，

其中也指出：「賦予協商代表大多數人的權利，並不表示協商代表就可以透過多

數決形成暴政…(略)，排他性協商代表作為所有協商單位中受僱者之代表的地

位，負有公正和真誠地代表單位內少數利益的義務...88」，以下本文將更清楚說

明公平代表義務之規範。 

貳、公平代表義務(duty of fair representation) 

 美國明文法中並無規範協商代表工會的公平代表義務，而是由聯邦法院之

判決發展而成，為避免工會濫用專屬之協商代表權，課以排他性協商代表工會

須公平代表每位勞工的義務，使勞工皆有委任代表之權利，作為對排他性協商

代表制度之調和，平衡個別與集體利益之衝突。 

 公平代表義務於 1944 年美國聯邦法院 Steele v. Louisville & Nashville 

Railroad co89建立，案中被告工會本案中，被告工會為該協商單位的排他性協商

代表，單位中白人消防隊員是占多數，所作之團體協約卻排除黑人於團體協約

的適用範圍之外，因此協商單位內黑人消防隊員向法院提起協約無效之訴。此

案最大之爭點即為：依據鐵路勞工法落實的專屬代表原則，是否應授予工會排

除協商單位中黑人受僱者適用協約之權利？針對此問題，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course, is the principle of majority rule.」 
86 參考原文：「as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separate bargaining is necessary to help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Indeed, as the facts of this litigation demonstrate, the proposed remedy might have just 

the opposite effect. 」 
87 Theodore J.St. Antoine, Charles B. Craver & Marion G. Crain, supra note 77 at 468. ,轉引自林祖

佑，〈美國排他性協商代表制之研究及對台灣之啟示〉，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4 年。 
88 參考原文：「In vest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jority with this broad power Congress did not, 

of course, authorize a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over minority interests. ...Third, we have held, by the 

very nature of the exclusive bargaining representative's status as representative of all unit employees, 

Congress implicitly imposed upon it a duty fairly and in good faith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ies within the unit.」 
89 Steele v. Louisville & Nashville Railroad, 323 U.S.192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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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會頒布鐵路勞工法，以及授予工會代表大多數受僱者時，並未打算授予

工會為了謀取本身成員之福利，而犧牲少數者權益的權力90」，並認為「雖然法

律並不否認工會有權決定自己之成員，但法定專屬代表在進行團體協商或簽訂

團體協約時，必須同時代表非工會會員及少數工會會員，且需要公平、誠信與

無任何敵對歧視地運用權力，以實踐代表全體受僱者的法定義務91」。最後，聯

邦最高法院表示：「作為一個法定專屬代表權之要件是：工會在進行集體協商及

締結協約時，必須沒有敵對歧視地、公平地、公正地及誠信地，來代表非會員

和少數派工會會員之利益。若缺乏這個責任，就像立法權無憲法限制一樣，工

會可能武斷地造成選民權利的限制或否定。據此，專屬協商代表權應負有公平

地代表全體受僱者之義務」。 

此後，聯邦最高法院在 Syres v. Oilworkers Local 2392以及 Ford Motor Co. v. 

Huffman93兩案中更依據 Steele 一案之見解，進而推論公平代表義務乃是依據

NLRA 而存在，確立了工會公平代表義務的普通法地位。 

第二項 團體協商事項之類型 

 由上述提及之美國法制沿革，可知 1935 年通過的華格納法中，除了第 9 條

(a)要求雇主對於工資率、工資、工時及其他勞動條件有誠信協商義務外，沒有更

進一步之規範，然實務中隨著 NLRB 的案例累積，以第 8 條(5)與第 9 條(a)為依

據，逐漸將協商事項區分三種類型，聯邦法院亦承認該見解。以下針對此三種不

同類型逐一闡述。 

壹、義務協商事項(Mandatory bargaining subjects)
94 

                                                      
90 參考原文：「…Congress, in enacting the Railway Labor Act and authorizing a labor union, chosen 

by a majority of a craft, to represent the craft, did not intend to confer plenary power upon the union to 

sacrifice, for the benefit of its members, rights of the minority of the craft, without imposing on it any 

duty to protect the minority.」 
91 參考原文：「While the statute does not deny to such a bargaining labor organization the right to 

determine eligibility to its membership, it does require the union,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in 

making contracts with the carrier, to represent non-union or minority union members of the craft 

without hostile discrimination, fairly, impartially, and in good faith.」 
92 Syres v. Oilworkers Local 23, 350 U.S.892 (1955). 
93 Ford Motor Co. v. Guffman, 345 U.S. 330 (1953). 
94 亦有學者翻作「強制協商事項」，惟裁決委員會用語為「義務協商事項」，故本文翻譯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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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RA 第 8 條(d)規定，勞資雙方有義務就第 9 條(a)明文之「工資、工時及 

其他勞動條件」，以誠信態度進行協商，此即為「義務協商事項」。若雇主拒絕就

該事項進行協商，無論其態度誠信與否，皆視為違反第 8 條(a)(5)之不當勞動行

為95。惟第 8 條(d)亦說明，勞資雙方並不需要完全同意對方所提出之方案，更無

須對此做出讓步。協商過程中，勞資雙方均可堅持已見，若形成協商僵局時，勞

方得運用罷工，資方可用鎖廠等作為迫使對方妥協之工具。 

 義務協商事項採部分列舉與概括之方式界定範圍，讓法院及 NLRB 能更彈

性審酌特殊產業習性及協商模式，雖有不斷擴張協商事項之趨勢，然可就已獲法

院與 NLRB 肯定之主要義務協商事項敘述如下： 

一、工資 

NLRA 第 8 條(d)與第 9 條(a)規定之工資、工資率96，無疑為義務協商事 

項。然關於工資的定義，直到 1948 年 NLRB 對 Inland Steel Company97一案才有

明確的見解，該案工會要求針對公司的強制退休政策協商，但雇主認為退休金及

退休計畫並非義務協商事項，拒絕與勞工協商98，NLRB 針對「工資」在解釋上

說明應「包含勞工產生價值之對價，為勞工基於僱傭關係而獲得者。例如：退休

金或保險福利99」。 

1949 年的 W.W. Cross&Co.v. NLRB100案，聯邦法院也針對工資說明：「工資不 

僅僅是指每單位時間工作、或每單位工作生產之報酬，尚應包括實際工資綠以外

的額外酬金101。」此外，聯邦法院更進一步說明：「102第 9 條(a)所稱之工資之意

                                                      
「義務協商事項」。 
95 NLRB v. Katz 369 U.S. 736 (1962). 
96 1935 年華格納法第 9 條(a)之條文規定為「工資率、工資、工時或其他勞動條件」，而 1947 年

塔虎脫-哈特萊法第 8 條(d)之內容則為「工資、工時或其他勞動條件」。該條未將工資率納入之

原因，學者認為因工資(wages)之概念已將工資率(rates of pay)涵蓋在內。 
97 Inland Steel Co. v. NLRB, 170 F.2d 247, 254 (7th Cir.1948). 
98 Margaret Weir, Ann Shola Orloff,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99 參考原文：「we are convinced and find that the term `wages' as used in Section 9(a) must be 

construed to include emoluments of value, like pension and insurance benefits, which may accrue to 

employees out of their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100 W.W. Cross & Co. v. NLRB, 174 F.2d 875 (1st Cir.1949). 
101 參考原文：「The word "wages", following the phrase "rates of pay" in the Act must have been 

intended to comprehend more than the amount of remuneration per unit of time worked or per unit of 

work produced. We think it must have been meant to comprehend emoluments resulting from 

employment in addition to or supplementary to actual "rates of pay".」 
102 參考原文：「we think it can safely be said that the word "wages" in § 9(a) of the Act embraces 

within its meaning direct and immediate economic benefits flowing from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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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包含勞工從僱傭關係中產生之直接與立即之經濟利益。」 

關於工資相關之義務協商事項，也逐漸從 NLRB 與聯邦法院採取前述廣泛 

定義之情況下，經過長期累積，在以下事項被認定屬於工資： 

(一) 工資 

舉凡與受僱者從事勞務所獲得之工資或報酬等相關類型之給付與計 

算方式，均屬義務協商事項。例如：工資率(wage rate)、加班費(overtime pay)、

按件計酬(piecework)、差旅費(travel expense) 、績效獎金(incentive or merit 

pay)…等。 

(二) 假期 

與假期相關之事項，例如：休假、例假、特別休假、婚假、喪假、事假 

等…。 

(三) 福利 

例如：團體健康保險 (group health insurance)、退休金或退休計畫

(pensions or retirement)、假期福利(vacation benefits)等…。 

上述 Inland Steel 案已確立退休金與退休計畫屬於工資，另外針對健康

福利與保險計畫，W. W. Cross 案針對保險計畫個別指出，公司之團保對勞工

而言能在生病或受傷時獲得「財務上緩衝」，因此具有工資性質103。 

(四) 獎金紅利 

獎金紅利(bonuses)為較多爭議之項目，實務上對此發展出之認定標準，

於 1952 年 NLRB v. Niles-Bement-Pond 案，針對耶誕獎金是否為工資的案例，

聯邦法院認為該案的獎金「與勞工從工作中得到之報酬有密切關聯，可說是

該報酬之一部分，實質上屬法條上所稱之工資」，且已給予相當一段時日，

並基於個別勞工所賺取之工資給予不同之數額。從本案之後，獎金之判斷通

常從「是否與工資相關」「有持續給付之規律性」兩個要件判定。 

1973 年的 Niles-Bement-Pond104案又發展出更詳盡的五個標準，包含：1.過去

獎金給付之一致性與規律性、2.數額是否相同、3.該獎金與平時報酬之關聯

性、4.該獎金是否會被視為所得而課稅、5.雇主之財務狀況與給付能力。 

                                                      
103 參考原文：「… the word covers a group insurance program for the reason that such a program 

provides a financial cushion in the event of illness or injury arising outside the scope of employment at 

less cost than such a cushion could be obtained through contracts of insurance negotiated 

individually.」 
104 Niles-Bement-Pond, 199 F.2d at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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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員工宿舍與餐點 

員工餐點與宿舍又是另一個有爭議之工資事項。NLRB 一貫見解視為 

義務協商事項，但往往不被聯邦法院接受，直至 Ford Motor Co. v. NLRB105 

一案，法院認為 Ford 廠內提供之食物價格「對廠內之員工勞動條件有實質 

且重大之影響」，且員工欠缺其他合理之用餐選擇，僅能在工廠用餐而成為 

「被俘虜的消費者」(cative customer)，認為該案員工餐點價格可被視為實 

體工作環境的一環，因此應屬於義務協商事項。 

二、工時 

相較於工資或其他勞動條件，NLRB 與法院在工時事項認定較採寬鬆見解， 

事項如：每日工作時數、加班時數、休息時間、午餐時間、休假等，只要對於工

作時間有變更，就有協商之義務，不得片面決定。 

三、其他勞動條件 

 其他勞動條件之範圍，雇主與工會間關係之大部分事項都涵蓋在此項目。從

1935 年華格納法通過後，NLRB 與聯邦法院累積眾多案例中，許多協商事項已被

明確歸類在其他勞動條件中，例如：年資與調職、解僱、工作規則，以下針對重

要類型逐一說明： 

(一) 年資、升遷以及調職(seniority, promotions and transfers) 

年資為勞動條件，通常被視為義務協商事項106。雇主之政策若損及年資

制度未與工會協商，則會被視為違反協商義務。升遷亦為義務協商事項，然

僅限於升遷至「協商單位內」之職位。 

(二) 訴願程序與仲裁(grievance procedures and arbitration) 

幾乎所有涉及訴願與仲裁之程序事項皆為義務協商事項107。訴願程序之

食物爭議包含訴願表單、訴願提出期限、尋求工會幹部處理訴願程序之管道、

雇主片面變更處理訴願之程序等…，NLRB 禁止雇主堅持「由勞工本人進行

訴願」之條款，認為如此將削弱工會之排他性地位。 

                                                      
105 Ford Motor Co. v. NLRB, 571 F.2d 993(7th Cir.1978). 
106 John E. Higgins (2012), JR., (et al. eds.), The Developing Labor Law: The Board, The Courts, and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at 1381. 
107 N. Peter Lareau (2008),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Law and Practice (2nd ed), at 13-24.2-3-35; 

Higgens, supra note 106, at 1398-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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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的部分包含：仲裁聽證會的舉行、選擇仲裁人的程序、仲裁的範圍

及執行仲裁決定的程序等…。若目前有效之團體協約已約定相關仲裁之事項，

另一方未依照約定，由於該事項屬於義務協商事項，因此可能被認定為片面

變更團體協約之仲裁條款而違反協商義務。例如：團體協約約定由輸掉仲裁

之一方支付仲裁費用，但雇主不願支付，使仲裁程序無法進行；團體協約約

定仲裁人須由雙方合意選定，但雇主拒絕勞方所提出之適當人選…。 

(三) 工作規則與懲戒規範(Plant rules and discipline) 

一般而言，規範勞工工作行為之準則，例如：休息時間、遲到與曠職、

加班、服儀規定等，屬於義務協商事項，違反該規則之處罰與懲戒制度，若

影響僱傭關係之存續，亦屬於義務協商事項，故雇主不得片面實施相關規範。 

 然若工作規則之變更對勞工工作條件或勞工團結權並未產生影響時，可視為 

例外情形而不被認定義務協商事項。  

(四) 藥物與酒精檢測 

1989 年 Johnson-Bateman Co.案108，NLRB 認為本案雇主要求員工接受

藥物檢驗乃是與工作環境密切關連之事項，檢驗結果又可能導致員工被懲戒

或解僱，再加上 NLRB 在以往案例中已認為體檢與測謊皆屬於義務協商事

項，而藥物與酒精檢測與這兩者相似，綜上理由，NLRB 認定酒精與藥物屬

於義務協商事項。 

貳、任意協商事項(permissive bargaining subjects) 

不屬於第 8 條(d)與第 9 條(a)規定之「工資、工時、其他勞動條件」範圍內，

但性質上可合法且適當地納入團體協約中，容許雙方自願地協商之事項稱為「任

意協商事項」。該事項可由任何一方於協商時提出，惟另一方不同意時，他方皆

不得因這些事項堅持立場，而導致協商陷入僵局，且在此範圍中對於工會提出之

要求，雇主得拒絕且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相對於義務協商事項涉及與工作密切相關，任意協商事項則主要分成兩大類 

型。第一類涉及雇主與第三人之關係，或影響企業本質與範圍者，通常被視為屬

雇主經營管理權之範疇。例如：履約或損害保證金、雇主核撥基金作為員工福利

等…；第二類為工會之內部事務。例如工會之章程、工會會費事項、如何選定工

                                                      
108 295 N.L.R.B. 180(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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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幹部與工會代表、工會之活動等…。 

另外，相較於雇主片面更改義務協商事項內容，會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若雇 

主修改或變更任意協商事項，而未與工會先行協商，並未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而

僅是一種契約之違反，救濟方式則須依法提違約之訴訟109。 

參、違法協商事項(illegal bargaining subjects) 

NLRB 在 1948 年的 National Maritime Union110一案中指出第三類違法之協商

事項，其定義為「事項違反法律明文條款或是基本原則111」，不得納入協約當中，

若堅持將之納入，亦違反 NLRA 第 8 條(a)(5)與第 8 條(b)(3)之協商義務。 

違法協商事項包含 NLRA 明文禁止之事項：第 8 條(b)(2)禁止的封閉工廠條

款(the closed shop)、違法超額年資條款(illegal super seniority provision)、第 8 條

(e)的熱貨契約(hot cargo agreement)112、第 8條(b)(6)超僱冗員(featherbedding)等…。

此外，協商事項係違反聯邦或州法律也會被視為違法協商事項。 

另外，在 NLRB v. Magnavox Co.113案中，聯邦法院強調雇主不得與工會協商

要求拋棄法定權利，即使雙方達成合意，仍會認為違反 NLRA 第 7 條之規定而

不生效力。 

第三項 惡意或不誠信之態樣 

在前一節中提及，NLRA 第 8 條(a)僅規定，雇主拒絕與第 9 條(a)之排他性

協商代表，就有關工資、工時、其他勞動條件進行團體協商，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原本並未規範誠信協商義務，而直至 1940 年聯邦最高法院在 National Licorice 

Co. v. NLRB114案中導入誠信協商原則，認為雇主佯裝與工會協商，實際上並未真

誠與之談判，而判定其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其後，1947 年的的 Taft-Hartley 法特

別增修第 8 條(d)，確立雙方有誠信協商之義務。 

所謂誠信協商的基本要素，不僅僅只是當事人完成協商的表面動作，而是須

                                                      
109 Allied Chemical & Alkali Workers, “Local Union no.1 v. Pittsburgh Plate Glass Co., 404 U.S. 

157(1974). 
110 78 NLRB 971 (1948). 
111 參照原文：「by their terms or in their effectuation, are repugnant to the Act's specific language or 

basic policy.」 
112 熱貨契約指該契約允許或強迫雇主對會員與非會員間，在工資或工作條件上的差別待遇。 
113 NLRB v. Magnavox Co., 415 U.S. 322 (1974). 
114 National Licorice Co. v. NLRB, 309 U.S. 350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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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心胸，以真誠的態度努力達成協議。而誠信協商之意涵也並非強迫某一方必

須妥協或是讓步，而是儘管無法同意對方之提議，仍要致力說服對方不答應的理

由。但就誠信義務的認定標準而言，法定內容中所謂「合理」(reasonableness)、

「誠信」(good faith)及「強迫」(coercion)等皆係不確定法律概念，因此，除明顯

違反 NLRA 所規範之事項，屬於本質上之違反(per se violations)115，在隨時流動

的勞資關係中，NLRB 與法院在判定是否誠信協商之標準上，大部份情況係要求

斟酌外部整體行為 (the totality of external conduct)而推論當事人的主觀意圖

(subjective intent)。以下即針對 NLRB 與法院對於協商當事人「惡意」或「不誠

信」的態樣逐一說明： 

壹、本質上違反(per se violation) 

所謂本質上違反，係指某行為僅考量一個惡意之因素，即可認定為證據充分

確鑿。在 NLRB v. Katz 案中，NLRB 曾指出幾種本質上違反之態樣： 

一、拒絕進行以簽訂團體協約為目的之協商。 

二、拒絕履行書面契約。 

三、拒絕協商義務協商事項。 

四、未與工會協商即單方面更改或變更勞動條件。 

五、拒絕與協商代表協商。 

若當事人有上述之行為，本質上即可被認定缺乏誠信，無需探討其主觀意圖 

為何，即違反團體協商義務。然 NLRB 不必然將這些行為判定為違反第 8 條(d)

所揭示之誠信協商義務，而直接以違反第 8 條(a)(5)之團體協商義務結論。例如

NLRB v. Katzs 案中，雇主於協商期間單方面更改勞動條件，且並未與工會商討，

法院即認定雇主違反團體協商義務。 

貳、表面協商(surface bargaining) 

表面協商(surface bargaining)係指雇主在表面上願意與排他性協商代表進行

協商，但當協議似乎快達成一致時又改變立場，而無意願締結團體協約。此種拖

延策略稱為「表面協商」，為欠缺誠信或惡意之一種態樣。惟法律並未強迫其中

一方妥協，因此雙方可堅持強硬協商(hard bargaining)，然而後者是屬合法行為，

                                                      
115 例如：雇主拒絕就義務協商事項或拒絕與排他性協商代表協商，即屬於明顯違反 NLRA 規

範之「本質上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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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間之界線事實上很模糊，如何區別其中差異呢？ 

由於表面協商並非「實質上違法」，故應從當事人之外部整體行為加以判斷，

據以推論其意圖，通常 NLRB 會根據下述幾種判斷原因，決定是否為表面協商。 

 一、提案內容之合理性 

 NLRB 會檢視提案內容來決定當事人提案是否有阻礙協商之意圖，若雇主之

提案內容過於嚴苛，明顯使工會之協商代表無法接受時，縱使雇主願意坐上談判

桌與工會協商，但觀協商內容即可認定雇主無誠信與工會進行討論時，即為表面

協商，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在 King Size Sandwiches, Inc.116案中，雇主堅持在管理

權條款中，加入其有單方面決定薪資、僱用與解僱之絕對權，且要求工會不得針

對工資議題進行罷工或申訴。雖法律不強迫當事人非得做出妥協或讓步，但雇主

除了認可受僱者有諮詢權，其他之提案保留雇主全然之權利，因此 NLRB 考量雇

主整體提案內容，認定其構成不誠信協商。 

 另外，若提案會造成受僱者接受比原先還差的條件，也違反誠信協商義務。

例如：Stevenson Brick & Block Co.,117案中，NLRB 認為雇主之提案係以違反誠信

協商(refused to bargain in good faith)，因為該案雇主提出勞工當年之年終，比工

會擔任作為協商代表前還少，原先勞工已可領得較多之工資，顯然無法接受118。 

二、提案內容之正當性 

(一) 拖延策略(dilatory tactics) 

若雇主往往在協商即將達成合意時，立刻轉變立場，即有違背誠信協商 

的嫌疑。例如 Bryant & Stratton v. NLRB119一案中，雇主對他方提出之時間之

沒有時間會由刻意迴避，或僅提供零碎時間使得無法完整的協商，且在協商過

程中進行無意義之討論，或假裝協商需要的資料尚未準備充足。NLRB 認為種

種證據充分顯示雇主缺乏與工會協商的誠意與意願，以拖延戰術企圖消耗工

會協商之力量，貶損協商的積極意義，因此判定其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聯邦法

院亦支持 NLRB 之決定。  

(二) 挾持協商 

                                                      
116 NLRB v. A-1 King Size Sandwiches, Inc, 732 F.2d 872 (11th Cir. 1984). 
117 Stevenson Brick & Block Co., 160, NLRB. 198(1966). 
118 Robert Gelhaus，J. Oldham, “Gilbert Law Summaries on Labor Law, 12th”, p.109.(2007) 
119 Bryant & Stratton v. NLRB, 140 F.3d 169(2d Ci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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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雇主以停止罷工，或要求工會撤回控訴，作 為進行協商之條件，此一

行為將被推論為構成「惡意」的不誠信協商。聯邦法院在 NLRB v. Southwestern 

Porcelain Steel Corp.120案中，認定雇主未竭力達成協約，並威脅將拖延協商直

到工會撤回不當勞動行為之申訴才開始進行的行為，違反誠信協商義務。 

(三) 接受或拉倒(take it or leave it) 

 此種構成不誠信協商之態度，在 NLRB v. General Electric Co. (GE)121案例

中建構，由於該案之雇主在談判之始即向對方宣布其唯一底線，另一方面又向

協商單位中的受僱者宣導，企圖說服受僱者施加壓力於工會，使工會在協商中

妥協。因此 NLRB 認為就公司之整體行為表現，可推論公司並無真正意願去

進行協商，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聯邦上訴法院也認同 NLRB 之見解，認為雇主

堅持「接受，否則拉倒」之協商態度，以及向受僱者公開宣稱其堅定不屈之立

場，使人們認為「除非接受否則不會改變態度」之策略，係一種惡意之協商。 

 然類似之談判策略在 Philip Carey Manufacturing Co. v. NLRB. 122一案中，

NLRB 則判定雇主未違反誠信協商義務，NLRB 認為雇主提出最終之讓步(final 

offer)係經過 7 次協商會期才做出最後的立場，顯示其協商是有取捨(give-and-

take)的磋商交涉，並未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與 GE 公司一開始即表明最終立場

的不誠信態樣有所差異 

  

 表面協商及惡意之態度並若本質上違反之態樣，可僅由行為本身做出判斷，

而須審酌整體協商的脈絡。從以上違反誠信協商的態樣中，可歸納出不誠信的情

事首先可從提案的內容觀看是否有規避協約之目的，再從整體情況觀之，就協商

之策略、協商程序的安排、協商僵局產生之因素等審視，由證據的累積來進一步

推論其行為是否構成不誠信協商。 

參、協商僵局(bargaining impasses) 

所謂協商僵局(bargaining impasses)，係指雙方在誠信的會談下，協商仍面臨

停頓；或在某主題上已耗盡締結協議之期待。雖然雇主和工會進行誠信協商，但

基於誠信協之原則並不強迫其中一方須妥協或讓步，因此雙方最後可能在某個主

                                                      
120 NLRB v. Southwestern Porcelain Steel Corporation, 317 F.2d 527 (10th Cir. 1963) 
121 NLRB v. General Electric Co., 388 F. 2d, 213 (6th Cir. 1968). 
122 Philip Carey Manufacturing Co. v. NLRB, 331 F.2d 720 (6th Cir.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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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發生僵局，而使當事人移向另一個主題，或一起中斷協商。法定協商義務包

括在合理時間及地點會面之義務，然倘若已產生協商僵局，且沒有一方願意改變

立場，則雇主或工會可以拒絕會面。 

由於協商僵局是基於雙方誠信協商的前提下，因此並不會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而認定之基準一般而言，乃係斟酌下列五項因素： 

一、協商中的事實，例如：雙方在協約草案提出的內容。 

二、交涉中的誠信態度，必須沒有前述實質上違反之態樣或表面協商的行為。 

三、交涉時間的長短； 

四、雙方不同意之議題的重要性； 

五、當事人對於協商情況同時存在的理解。 

另外，當協商僵局發生時，當事人通常會運用經濟壓力武器(如罷工或鎖廠 

等)迫使對方就範。聯邦最高法院在 NLRB v. Insurance Agents International Union123 

案中認可，經濟壓力之運用若不牴觸誠信協商之義務，在團體協商過程中有其正

當合法之地位。只要不存在有效之和平條款，工會有權進行罷工促使對方接受其

要約條件。而行使爭議權之時機並不限定在僵局發生時方得為之，當事人可一面

進行協商，一面進行爭議行為。 

第四項 提供相關資料之義務 

在 NLRA 及其嗣後之 Taft-Hartley 法中，對雇主或工會是否應負提供資料之

義務未有明確之規定，然隨著工會在協商當中，要求雇主提供各種資料的情況越

來越普遍，例如：財務狀況124或績效評估之數據125等…，為促使雙方之間資訊之

平等，以利團體協商進行，NLRB 與法院在案例中逐漸確認「提供必要資料」之

原則，若雇主拒絕提供相關資訊係違反誠信協商義務126。工會在此原則下方能有

效履行協商義務，並可避免協商過程之阻礙。  

                                                      
123 NLRB v. Insurance Agents International Union, 361 U.S. 477 (1960). 
124 參考 Truitt Mfg. Co., 110 N.L.R.B. 856 (1954), enforcement denied, 224 F2d 869 (4th Cir. 1955). 
125 Taylor Forge & Pipe Works v. NLRB, 234 F.2d 227 (7th Cir. 1956), enforcing 113 N.L.R.B. 693 

(1955); Crompton-Highland Mills, Inc., 70 N.L.R.B. 206 1946), enforcement denied on other grounds, 

167 F.2d 662 (5th Cir. 1948), rev'd, 33 U.S. 217 (1949) ; see NLRB v. Otis Elevator Co., 208 F.2d 176 

(2d Cir.), enforcing 102 N.L.R.B. 770 (1953). 
126 參見 Aluminum Ore Co., 39 N.L.R.B. 1286 (1942); Print & Graphic Communications 

Local 13 (Oakland press), 233 N.L.R.B.994 (1977), enf’598 F.2d 267 (D.C.Cir.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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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提供相關資料之義務，最早案例為 1942 年的 Aluminum Ore Co. NLRB127

案，由於雇主拒絕提供工資相關資料，而被視為違反誠信協商義務。案中工會要

求與公司協商提高全體員工工資，被公司以「協商總體的工資違背公司政策，只

能協商個人工資」為由拒絕，另外，又拒絕提供工會工作分類數據(job classification 

data)，使工會無法得知公司的工資結構，另一方面又以提高某些員工之薪水的方

式逃避協商。此案 NLRB 認定公司違反誠信協商義務，然 NLRB 與法院當時皆

並未下令要求雇主提供工資資料，因其並未將提供資料本身視為不誠信協商的

「態樣」，而僅認為是佐證雇主不誠信協商的「判斷因素」之一。 

其後，陸續也有案件遵照此項原則，但此種判斷方式直至 Yawnwzn & Erbe  

Mfg. Co. NLRB128案被推翻，因為當沒有其他事實證明雇主是否誠信協商時，拒絕

提供資料即為構成雇主不誠信協商的唯一要素。此案中工會要求雇主提供員工列

表以及近兩年的工資率，但被雇主認為這些資料對於協商非必要而拒絕。NLRB

認為這些數據與是否能繼續協商息息相關(relevant)，雇主拒絕提供資料即構成不

當勞動行為，並要求雇主提供該資料。聯邦法院也認同 NLRB 的見解129，肯定提

供資料為法定義務，除非該資料為顯然不相關。 

Yawnwzn & Erbe Mfg. Co. NLRB 案後，NLRB 除了將提供資料義務視為誠信

協商中獨立之義務，另外在判斷是否為必要資料時，判斷標準開始重視是否具「合

理相關性」。 

壹、推定相關原則（presumptively relevant） 

呈上所述，NLRB 確認雇主有提供資料之義務，然關於資料之範圍究竟為

何﹖關於此爭議，NLRB 和法院建立既能保障工會協商權之法益，又同時維護公

司事業經營權和財產權的法益的標準，即「推定上相關」(presumptively relevant）。

意指只要工會所請求提供之資料具有協商相關性，則 NLRB 及法院將推定該資

料係屬集體協商過程中必要且相關之資料，雇主將有提供或公開的義務。 

推定相關原則在 Whitin Mach.Works 案130中首度被提出，該案中雇主提供了

員工名冊、職務分類表、年資以及工資率，卻拒絕提供與員工個人相關之工資給

付率，抗辯其並無特定之必要性(unnecessary)，工會僅要求總體工資之調升。

                                                      
127 Aluminum Ore Co. v. NLRB, 131 F2d 485 (7th Cir. 1942). 
128 Yawnwzn & Erbe Mfg. Co. NLRB,89 N.L.R.B. 881 (1950). 
129 NLRB v. Yawman & Erbe Mfg. Co., 187 F.2d 947, 949 (2d Cir. 1951). 
130 Whitin Machine Works, 108 N.L.R.B.1537 (1954), enf’d, 217 F. 2d 593, (4 th Cir.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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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RB 認為雇主拒絕提供該資料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並提出所謂推定相關原則：

「工會基於第 9 條(a)之排他性代表協商地位與雇主協商，有權利要求相關之資

料，工資數據作為團體協商或協約之核心，工會不需證明具體之相關性，雇主則

負有提供資料之義務，以利雙方誠實地進行團體協商」。從 Whitin 案可得知 NLRB

將工資視為推定相關原則，不需要工會舉證，雇主仍有義務提供。 

另外，到了 Press Democrat Publishing Co. v. NLRB131案，聯邦法院又更細 

緻化推定相關性之原則，其認為資料應區分為兩種：一種是與義務協商事項有關

之資料，一種是非義務協商事項者，另外並說明：「第一種資料涉及工資、工時

與工作條件，屬於推定相關資料，除非雇主可舉證該資料缺乏相關性(a lack of 

relevance)，否則有義務公開；另一方面，若非屬義務協商事項之資料，則不屬於

推定相關資料，然並非不得請求提供，只要工會舉證其要求之資料與協商有合理

相關性132」。 

截至目前為止，美國國家勞工關係局及法院所認定的推定上相關之資料，可

歸納為下列幾項133： 

一、工資相關之資料：譬如時數、工資率、津貼； 

二、工資調查； 

三、時間研究； 

四、工作分類； 

五、附帶福利； 

六、受僱者之姓名及地址； 

七、資遣之資料； 

八、公平就業之資料； 

九、職業安全與健康之資料； 

十、降低成本之研究。 

誠信協商之義務是團體協商關係中的基本原則，提供資料之義務乃為誠信協 

                                                      
131 Press Domocrat Publishing Co. v. NLRB, 629 F. 2d 1320, 1324 (9th Cir.1980). 
132 參考原文：「A dichotomy has developed between data bearing directly on mandatory bargaining 

subjects and other kinds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 the first category, pertaining to wages, hours or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is presumptively relevant, and must be disclosed unless the employer 

proves a lack of relevance….On the other hand, when information not ordinarily pertinent to collective 

bargaining, such as information concerning nonunit employees, is requested by a union, relevance is 

not assumed. Instead the union must affirmatively demonstrate relevance to bargainable issues.」 
133 吳育仁，美國勞資集體協商制度之法律政策分析，歐美研究，第 32 卷第 2 期，2002，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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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義務下發展而成。若無相關資料之提供，工會即無法在團體協商中發揮其功能，

因此推定相關原則在判斷上為相當重要之方式。然而，所謂「推定相關原則」不

是不可以被推翻的，只要雇主能舉證反駁資料之相關性(a lack of relevance)，則雇

主即不須負資料公開或提供之義務。關於提供資料義務之免除與限縮，本文於下

一篇幅再加以說明。 

貳、提供資料義務之例外 

 一、機密之資料(Confidentiality) 

在某種情形中，雇主有合法不提供相關資料的權利，例如：涉及「機密性」 

之資料。在 Detroit Edison Co. v. NLRB134案中，工會未經受僱者同意，要求雇主

提供有關個別受僱者的性向資料，以及性向測驗之積分。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為

保護受僱者的隱私權，以及確保性向測驗在未來測試的完整性，有維持此資料完

全保密的必要135」，並認為工會之要求必須衡平雇主之保密利益，「工會要求事

項確實與性向測驗之積分有關…，然為平衡法律強制義務與私權，我們同意雇主

之說法，即僅有在當事人同意之情況下，才能公開受僱者的測驗分數136」。因此，

對於主張機密資料之雇主，若該利益確實存在，雇主有權不公開或提供資料。 

涉及「機密性」之資料包含如下： 

(一) 與個人隱私高相關之資料(highly personal information)，有合理之保密 

 性。例如：個人醫療資料或心理測驗結果。 

(二) 商業秘密。 

(三) 公開將導致危害之資料，例如：與工會之訴訟中證人的資料。 

Detroit Edison 一案所創造之原則，確立提供資料義務之例外，若涉及機密 

性商業資料可不公開或提供。嗣後，聯邦上訴法院在判決中援引此一原則，並發

展出所謂「兩階段法則」判斷公司是否違反誠信協商：第一階段，審視公司是否

有「正當且實際」(legitimate and substantial)之利益拒絕所請求之資料；第二階段，

                                                      
134 Detroit Edison Co. v. NLRB, 440 U.S. 301, (1979). 
135 參考原文：「maintaining that complete confidentiality of these materials w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insure the future integrity of the tests and to protect the privacy interests of the examinees.」 
136 參考原文：「We may accept for the sake of this discussion the finding that the employee scores 

were of potential relevance to the Union's grievance, as well as the position of the Board that the 

federal statutory duty to disclose relevant information cannot be defeated by the ethical standards of a 

private group. … Nevertheless we agree with the Company that its willingness to disclose these scores 

only upon receipt of consents from the examinees satisfied its statutory obligations under § 8(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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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雇主是否採取一個相當誠信地嘗試，將工會所要求資料，以替代方式或另一

種型態呈現出來。 

 二、財務資料之揭露 

雇主之財政資料具有高度機密之本質，因此，通常會嚴格限制該項資料之

公開或提供。雇主之收益資料及其它財政狀況，非屬推定上相關之資料，惟當

雇主辯稱財政上沒有能力符合工會之要求時，工會有權調查雇主之帳冊及財政

記錄 (Bartosic and Hartley, 1972: 23-43)。 

著名的 NLRB v. Truitt Manufacturing Co.137案中，工會要求加薪時，雇主以

經營慘澹為由拒絕工會之要求，對此工會請雇主提出佐證財務狀況之資料，卻

又被雇主拒絕。因此聯邦最高法院支持 NLRB 之認定，認為雇主之行為構成不

當勞動行為，並強調若雇主認為沒有能力給付增加之工資，則雇主必須承擔舉

證之義務，雇主拒絕證實不能給付所增工資之主張。  

本案中雇主抗辯：工會所要求的資料與協商過程無關，而是屬於經營領域

專門的相關事項。但是，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資料的取得並不是繁瑣或費時，

以致可能阻礙協商程序的進行，況且要求公司證實本身的立場和主張，只不過

是「合理舉證」(reasonable proof)而已138。誠信協商義務之要件，是要求雇主與

工會必須運用合理地努力去締結或維持團體協約，在團體協商的過程中，若提

出沒有能力給付較高工資的「重要性論據」，可以證實本身的主張不是沒有根

據的或虛妄不實的，因此，要求某種精確(accuracy)之舉證，是有其充分地「重

要性」。該院認為公司拒絕證實沒有能力給付所增工資，乃係誠信協商之欠缺。

綜上所述，請求雇主公開財政資料的合法基礎，在於雇主在協商過程中有對其

主張證實之責(the duty to substantiate)。所謂「證實之責任」，意指雇主必須具

體證明不能(inability)符合工會要求之主張，而不是僅僅沒有意願配合139。 

 三、拉鍊條款（Zipper Clauses） 

                                                      
137 NLRB v. TruittManufacturing Co., 351 U.S. 149,152,153 (1956) 
138 參考原文：「when an employer seeks to justify the refusal of a wage increase upon an economic 

basis, as did the Respondent herein, good-faith bargaining under the Act requires that upon request the 

employer attempt to substantiate its economic position by reasonable proof.」 
139 有關「證實之責任」的相關判決，可參見 Printing Pressmen Local 51 (Milbin Printing) 

v. NLRB, 538 F.2d 496 (2d Cir. 1976); NLRB v. Unoco Apparel, 508 F. 2d 1368, 1370 (5th Cir. 

1975);Western Massachusetts Electric Co. v. NLRB, 573 F.2d 101 (1st Ci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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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協商當事人為避免協約成立後，仍受協商義務之拘束而產生爭議，通常會 

在協約中增列「拉鍊條款」(Zipper Clauses)。所謂拉鍊條款（Zipper Clauses），

係指雙方在團體協約成立後，在團體協約存續期間，放棄協商討論團體協約以外

事項之權利，也沒有義務再載入任何事項於協約中。易言之，在當事人完成交涉

締結協約之際，拉起拉鍊扣緊協約，使其效力足以免除協商義務。NLRB 認為，

工會若清楚無疑的於拉鍊條款中拋棄對特定事項之協商權，則其亦拋棄對該事項

之資料請求權140。因此拉鍊條款之訂定也被視為資料提供義務之免除。 

 

  

                                                      
140參見 HughesTool Company, 100 N.L.R.B. 208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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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節從前述美國法對於誠信協商的沿革與規範，進一步做出統整與小結， 

並與我國團體協約法上之制度做出比較。 

第一項 美國法上誠信協商之制度 

對於本章所檢視美國 NLRA 針對誠信協商原則重要的項目，包含協商當事 

人必須為「排他性協商代表」、牽涉工資、工時、其他勞動條件才有強制協商的 

「義務協商事項」、在協商期間有「提供資料之義務」 

壹、 排他性協商代表 

美國 NLRA 第 9 條(a)規定：「為了進行團體協商之目的，而由適宜協商單 

位中過半數勞工所指定或選定的協商代表，應為該協商單位的排他性的協商代

表，並就工資率、工資、工時或其他勞動條件進行團體協商…」，此即排他的團

體協商制度之依據。在此制度之下，被選為協商代表之工會，擁有代表其單位

內全體受僱者進行團體協商之權限，縱使不支持該工會的受僱者，也被包含在

內。此制度從 1935 年立法以來，便成為美國團體協商之重要特徵。在該制度

下，須透過協商代表的選舉，選出協商代表的工會。由被選為協商代表之工

會，作為單位內受僱人之排他性代表，與僱用人間進行團體協商。並且發展出

協商代表不僅具有排他的團體協商權限，也負有公正代表義務。另一方面，若

雇主拒絕與排他性協商代表協商，即違反團體協商義務。 

貳、 義務協商事項 

NLRA 第 8 條(d)將團體協商之對象事項規定為：「工資、工時與其 

他勞動條件(wages, hours, and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此為團

體協商內容之「義務性事項」(mandatory subjects)，雇主若拒絕工會對於此類事

項之團體協商，即構成不當勞動行為。針對非義務性事項所包含之內容，雖不

受到法律上協商義務之規範，但並不妨礙雙方當事人任意地進行團體協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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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作「任意性事項」(permissive subjects)。  

 對於義務協商事項，NLRB 與法院逐漸累積的判例有以下幾種事項： 

一、工資：涉及受僱者從事勞務所獲得之工資或報酬等相關類型之給付與

計算方式、或與假期相關之事項、福利、保險、獎金紅利與員工宿舍與餐點，

都包含在內。 

二、工時：事項如每日工作時數、加班時數、休息時間、午餐時間、休假

等，對於工作時間有變更，就有協商之義務。 

三、其他勞動條件：範圍包含年資與調職、解僱、工作規則、藥物及酒精

測驗等，最常提及的標準為「對協商單位勞工之勞動條件產生重大影響者」。 

參、 誠信協商之原則 

誠信協商的原則，不僅是把當事人強逼在談判桌上協商，而是須敞開心 

胸，以真誠的態度努力達成合意，儘管無法同意對方之提議，仍要致力說服對

方不答應的理由。 

 構成不誠信協商的態樣，主要分成兩種：一種為「本質上違反」；一種是態

度上的「表面協商」。相較於實質上違反較好判斷，違反法令上明文規範即構成

不當勞動行為，表面協商則相當困難，必須端看提案內容之合理性、正當性，

從提案的內容、協商策略、協商程序的安排，審酌當事人有無全盤不讓步、拖

延協商、挾持協商或抱著接受或拉倒的心態，從全面性累積的證據來推論其是

否有惡意的企圖。 

又因為美國誠信協商制度以勞資自治為原則的運作模式，若當事人堅持某

些議題的強制協商，是屬於合法的協商策略，因此區分強制協商和表面協商在

實務上造成相當大的爭議。不過法雖無強迫其中一方讓步，但從 NLRB 與法院

的判斷，可觀察出對部分議題有表現退讓和妥協的雇主，在宣稱其有誠信的協

商時較能被 NLRB 與法院接受。 

肆、 提供資料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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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當事人在協商過程中，其中一方因為資訊落差而造成協商的不平等 

，NLRB 與法院在判斷不當勞動行為中，逐漸發展出「提供資料義務」，並將其 

視為是否誠信協商的獨立標準。關於資料的範圍，NLRB 與法院採取「推定上 

相關」原則(presumptively relevant）。只要工會所請求提供之資料與義務協商事 

項相關，則 NLRB 及法院將推定該資料係屬集體協商過程中必要且相關之資 

料，不必工會負舉證責任，雇主即有提供或公開的義務。例如：工資相關之資 

料、工時、職務分類表、受僱者之姓名及地址、資遣之資料…。 

 但若涉及機密性資料，例如：醫療報告、商業機密，或公開即有危險立即 

的損害之資料，以及當團體協約簽訂拉鍊條款時，即有提供資料義務之限縮與 

免除。但須注意的是，雇主財務相關資料基本上屬於機密性資料，惟雇主在協 

商中主張沒有能力給付增加之工資，雇主則必須承擔舉證之義務，公開財 

務相關資料以證實無能力給付之主張。 

第二項 美國法制度與我國之比較 

針對美國法上對於誠信協商制度，關於當事人、有誠信協商義務之事項、 

構成不誠信或惡意的態度、提供資料之義務與我國相較，本文整理與分析如

下： 

壹、當事人 

美國團體協商之重要特徵即為排他性協商代表，在該制度下，須透過協商

代表的選舉，選出協商代表的工會。由被選為協商代表之工會，作為單位內受

僱人之排他性代表，與僱用人間進行團體協商，若雇主拒絕與排他性協商代表

協商，即違反團體協商義務。 

我國並未規範專屬排他性的協商代表工會。而於《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有下列協商資格之工會皆可提出與雇主團體協商之要求：一、企業

工會。二、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

工會。三、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

二分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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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合計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五、經依勞資爭

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工會。另外，在《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4 項亦有複

數工會之規範，當勞方有二個以上之工會，或資方有二個以上之雇主或雇主團

體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他方得要求推選協商代表；無法產生協商代表時，

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雖然有學者認為排他性協商代表制度可能帶來較大的協商實力，也有較高

之協商效率141，但本文認為我國不宜採取排他性協商代表之制度，由於協商選

舉前必須先劃定適當之協商單位，以確保協商單位之受僱者利益趨於一致，因

此劃定協商單位須考量許多因素，然而我國並未有適當協商單位之概念，勢必

造成衝突；另外，對於協商代表的公平義務之規範，如何平衡少數受僱者之利

益，似在我國亦難以操作，因此本文認為我國不宜導入排他性協商代表制度。 

貳、協商事項 

NLRA 第 8 條(d)將團體協商之對象事項規定為：「工資、工時與其他勞動

條件(wages, hours, and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此為團體協商

內容之「義務性事項」(mandatory subjects)，雇主若拒絕工會對於此類事項之團

體協商，即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我國並未規範義務協商事項，《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僅規定勞資雙方

「得」約定事項，並無強制力。然從實務上可看出雇主並非對工會所提出之任

何事項皆有協商義務。裁決委員會在 101 年勞裁字第 36 號案以《團體協約法》

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作為我國法上勞資雙方有協商義

務事項之依據，後續在 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案之要旨中仍以合理適當作為綜合

判斷標準，且認為：若工會向雇主提出特定事項之團體協約協商要求時，該事

項必頇是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特別是雇主有處分權且與工會會

員勞動條件相關或涉及雇主與工會間關係的事項，並且內容合理適當者，雇主

始負有誠信協商義務。 

                                                      
141 Theodore J. St. Antoine, Charles B. Craver & Marion G. Crain, Labor Relations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at 8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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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從 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之對於協商事項之解釋，可觀察出裁決委員會之

基準除了合理適當外，更有緊扣勞動條件之概念，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事

項是否為義務協商事項時，關切「是否會對勞動條件產生重要影響」之見解相

近，然對於勞動條件影響要到何種程度﹖是否得以《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作為

義務協商事項之規範，可期待未來裁決委員會之裁量。 

參、惡意及不誠信的態樣 

 一、本質上違反 

NLRB v. Katz 案中，NLRB 曾指出幾種本質上違反之態樣：一、拒絕進行以

簽訂團體協約為目的之協商。二、拒絕履行書面契約。三、拒絕協商義務協商事

項。四、未與工會協商即單方面更改或變更勞動條件。五、拒絕與協商代表協商。

若當事人有上述之行為，即可被認定為缺乏誠信，無須探討其主觀意圖，即構成

不當勞動行為。 

我國在實務上也有此種本質上違反之行為，拒絕進行以簽定團體協商為目的

之案例為 103 年勞裁字第 52 號及 105 年勞裁字第 11 號，裁決委員會認為團體協

商已達協商內容合意之地步，卻拒絕簽定團體協約，可解釋為不當勞動行為；單

方面更改勞動條件則有 103 年勞裁字第 23 號及 103 年勞裁字第 43 號，裁決委

員會認為雇主在協商中未充分與他方協商，便片面更改勞動條件，亦屬於違反誠

信協商義務；拒絕與協商代表協商則有 101 年勞裁字第 32 號，裁決委員會認為

公司拒絕與依法成立之工會協商，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二、表面協商 

表面協商在美國法之解釋上，係指雇主在表面上雖願意與協商代表協商，但

卻可從各種行為顯現其無締結之意願。其中一種為拖延協商，即為在協商即將達

到合意時轉變立場，以拖延戰術消耗工會力量，我國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規定之「未於 60 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方案，並進行協商」，目的就

在於防止此種拖延協商，然儘管我國規定之期限似嚴格且明確，但未於 60 天內

進行協商不盡然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仍需視其有無正當理由。例如：101 年勞裁

字第 28 號裁決決定書認為：關於教師團體的雇主之概念尚未釐清，在政府各部

門單位未協調解決前，難以期待雙方進行團體協商，因此當事人不構成不當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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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肆、提供資料之義務 

 一、必要性資料 

美國法上關於提供資料義務的範圍，NLRB 與法院採取「推定上相關」原

則(presumptively relevant）。只要工會所請求提供之資料與義務協商事項相關，

則 NLRB 及法院將推定該資料係屬集體協商過程中必要且相關之資料，不必工

會負舉證責任，雇主即有提供或公開的義務。例如：工資相關之資料、工時、

職務分類表、受僱者之姓名及地址、資遣之資料…。 

而我國針對提供必要資料之義務尚於萌芽階段，涉及之裁決僅有 101 年勞

裁第 36 號、101 年勞裁字第 59 號、102 年勞裁字第 37 號及 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在 101 年勞裁字第 36 號裁決決定書中，裁決委員會以《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之規定，認為工會要求公司提出 100 年度員工考績名冊以供 100 年度考核

獎勵金事項協商，不是「合理適當」的協商內容，因此駁回工會要求。至 101

年勞裁字第 59 號及 102 年勞裁字第 37 號開始引述美國法上「推定上相關」原

則，又引述日本實務上之見解，認為協商資料是否有必要性，非僅就個別資料

本身屬性進行判斷，更應檢視雇主是否誠實對應工會之主張或已盡其「誠信協

商義務」。其中，「雇主是否已提供一定程度之資料來回應工會所提問」為判斷

雇主是否已盡必要資料提供義務。至 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時，除了更強調「必

要性資料」應為「與協商事項相關，且若無該資料之提供，有關事項之團體協

商則不可能或難以進行」。 

裁決會在認定是否為必要性資料時，於 101 年勞裁字第 59 號及 102 年勞裁

字第 37 號，參考日本法上之見解，以雇主是否誠實對應工會之主張或已盡其誠

信協商義務來判斷已盡提供資料義務。本文認為日本並未明確規範提供資料之

義務，僅將「是否有提供協商所需資料」視為判斷整體是否誠信之一環，然我

國已在《團體協約法》中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明列必要資料義務，應參酌美國



 

97 
 

法之「推定相關原則」，首先判斷必要性資料是否與協商事項相關，再輔以「雇

主是否誠實對應工會」參酌認定。本文肯定勞裁委員會在 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

之見解，將必要性資料限縮為：「與協商事項相關，且若無該資料之提供，有關

事項之團體協商則不可能或難以進行」。惟我國並未建構「義務協商事項」，《團

體協約法》第 12 條充其量只是規範勞資雙方之間的「勞動關係」，必未有強制

性，因此裁決委員會在協商事項的判斷基準上，可能會回歸至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稱「合理適當」之審查。 

二、涉及機密性資料 

雇主財務相關資料在美國法上基本上屬於機密性資料，惟雇主在協商中主

張沒有能力給付增加之工資，雇主則必須承擔舉證之義務，公開財務相關資料

以證實無能力給付之主張。 

 我國在機密性資料之規範，在團體協約法中第 7 條規範：「因進行團體協約

之協商而提供資料之勞資一方，得要求他方保守秘密，並給付必要費用」。實務

上關於機密性資料之認定，似乎也與美國實務中見解相同。例如：101 年勞裁

字第 36 號工會要求員工的考績名冊，裁決會以「員工之年度考績資料應屬上開

條文所指之個人資料，除非經個別員工之同意，雇主不能任意提供與第三人」

為由，駁回工會之要求，與 Detroit Edison Co. v. NLRB 案中，聯邦法院認為

「工會要求事項確實與性向測驗之積分有關…，然為平衡法律強制義務與私

權，我們同意雇主之說法，即僅有在當事人同意之情況下，才能公開受僱者的

測驗分數」之見解同。 

 另外關於雇主財務相關資料，裁決委員會在 102 年勞裁字第 37 號裁決決定

書認為：雇主為上市公司，相關財務資料本應透明化，以供投資人理解、查

詢，通觀工會所請求之資料：（1）101 年度調薪辦法及鹿港廠 101 年度調薪辦

法（2）鹿港廠產銷獎金計算與發放辦法、考勤獎金計算與發放辦法（3）鹿港

廠員工績效考核辦法及 97 年度至 101 年度鹿港廠營收報表，其中，97 年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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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鹿港廠營收報表是否具有秘密性？雇主並未舉證說明，自難援此為由

而拒絕提出；其餘各項資料，則因與勞動條件息息相關，屬勞動契約之重要內

容，相對人本應於相關辦法制訂後周知所有員工，亦不具秘密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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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美國法上誠信協商制度與我國法之比較 

 美國 NLRA 我國團體協約法 

規範 NLRA 第 8 條(d)、第 9 條(a)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 

當事人 根據 NLRA 第 9 條，由適宜

協商單位中過半數勞工所指

定或選定的協商代表，為排

他性的協商代表，雇主只能

與獲得排他性協商代表工會

進行專屬協商。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規範有協商資

格工會；第 8 條規範協商代表之

程序。取得協商資格之工會，皆

可與雇主進行協商。 

協商事項 涉及工資、工時及其他勞動

條件之事項，雙方有義務協

商，否則構成不當勞動行

為。 

僅在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中規範

「得」約定事項，並未具有強制

性。 

構成惡意

之態樣 

實質上違反：拒絕進行以簽

訂團體協約為目的之協商、

拒絕履行書面契約、拒絕協

商義務協商事項、未與工會

協商即單方面更改或變更勞

動條件、拒絕與工會代表協

商。 

 

 

因工會代表性疑慮拒絕協商、 

迴避工會個別協商、全盤不接受

工會所提出之協約草案、單方變

更勞動條件、拒絕簽訂團體協

約。 

表面協商：拖延協商、挾持

協商、接受或拉倒 

提供資料

之義務 

美國靠 NLRB 與法院形成獨

立義務，是否有提供資料之

義務採推定相關原則。 

 

涉及機密性之資料有義務之

免除或限縮。 

未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 

團體協約法第 7 條規定因進行團

體協約之協商而提供資料之勞資

一方，得要求他方保守秘密，並 

給付必要費用。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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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探討誠信協商義務為題，首先論述團體協約之基本原則、我國團體協

約法之規範、團體協商之主體，進而分析與整理裁決委員會中違反誠信協商的態

樣，以及美國法上關於誠信協商制度之沿革與脈絡，試圖回應第一章中所提出的

研究爭點： 

一、何謂《團體協約法》中以「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協商﹖ 

二、符合何種資格之當事人可要求對方進行義務協商﹖ 

三、是否有義務協商之事項﹖ 

四、如何行為構成「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 

五、何謂「進行協商中所必要之資料」﹖ 

並綜合前述各章節之文獻探討，總結本文的研究發現，以美國之法例作為對

我國誠信協商制度之啟示。 

第一節 結論 

壹、 誠實信用之原則 

美國與我國皆將誠信協商在條文中明文規範，美國 NLRA 第 8 條(d)規定：

「為達成本條之目的，雇主與勞工代表有共同義務於合理時間內，並誠信地就工

資、工時、其他勞動條件，或根據團體協約中產生之任何問題進行協商，以及於

達成合意時簽署書面協約，但此義務並非強制任一方須同意另一方之要求，也並

非強迫任一方須作出讓步。但若勞資雙方間已存在團體協約，在此情況下，團體

協商之義務也意味著任何一方不得片面終止或變更團體協約，除非雙方均同意終

止或變更。」 

我國於第 6 條規範：「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

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勞資之一方於有協商

資格之他方提出協商時，有下列情形之一，為無正當理由： 

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拒絕進行 

協商。 

二、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三、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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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何謂誠實信用，101 年勞裁字第 32 號也曾提及：「團體協約為工會與 

雇主或雇主團體合意簽訂之契約，誠實信用原則應為最高指導原則之一，是立法

者參酌美、日、韓三國之立法例，於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明定勞資雙方均有

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之義務，非有正當理由，不得任意拒絕。又為維持勞資自治自

律原則，並避免任一方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約之協商，例如佯裝協商、拖延協

商或刻意杯葛協商程序等，致協商無法進行，同法第 2 項更分款例示無正當理由

拒絕協商之情事。由上可知，誠信協商原則係基於勞資自治原則，其目的在於促 

成勞資雙方於平等地位上互動，且此互動過程不能有名無實，即勞資雙方秉持誠

實信用原則進行協商，藉以達成團體協約之締結。」 

貳、 有協商資格之當事人 

美國團體協商之重要特徵即為排他性協商代表，在該制度下，須透過協商代

表的選舉，選出協商代表的工會。由被選為協商代表之工會，作為單位內受僱人

之排他性代表，與僱用人間進行團體協商，若雇主拒絕與排他性協商代表協商，

即違反團體協商義務。 

一、勞方 

我國並未規範專屬排他性的協商代表工會。而於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規 

定，有下列協商資格之工會皆可提出與雇主團體協商之要求：一、企業工會。二、

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三、會

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職業

工會或綜合性工會。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

之人數合計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五、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

定之工會。 

 另外，針對工會會員的組成是否會影響工會的適格性，觀察裁決委員會實務

上的判斷，101 年勞裁字 28 號、101 年勞裁字第 32 號、101 年勞裁字第 33 號的

解釋上，裁決委員會都採寬鬆的認定方式，認為團體協商之進行不必然絕對存在

勞動契約關係為前提，而應著重於雙方間是否客觀有利害相互交涉而須共同協商

之必要。 

二、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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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參與團體協商，並能夠成為團體協約之資方當事人者，依據團體協約法第

2 條規定，係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 

在目前實務上，最有爭議者，乃教師工會得否以校長為團體協約之協商對象 

之問題，從裁決委員會與主管機關持續審酌判定，在教育部 102 年 3 月 20 日公 

布之臺教師(三)字第 1020039198 號，關於公立學校雇主之認定終於明朗化，將視

協商事項權責認定團體協約協商主體，以團體協商事項所涵蓋之層級，決定協商

主體為學校、地方教育局，亦或是教育部：「屬單一學校權責事項，如教師寒暑假

返校時間安排、教師進修內容安排、教師教學觀摩安排等，以學校為協商主體；

屬跨校性、地方一致性或地方財務權責事項，如教師工會會所、校務會議組成、

代扣工會會員會費等，以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協商主體；屬全國一致性權責

事項，如教育經費預（決）算之編製、教師敘薪、教師聘任資格、退休、撫卹、

待遇、保險、請假等，則以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協商主體。」 

三、協商代表 

團體協約法第 8 條規範協商代表的要件，然對象僅限於工會或雇主團體，雇

主不在此限，裁決委員會認為雇主之協商代表不受拘束，得委任第三人擔任協商

代表，他方面，工會欲委任第三人與雇主協商時，反而須得到雇主之書面同意，

顯然有失勞資雙方對等、公平進行團體協商之精義，故團體協約法第 8 條所定協

商代表專以工會之會員為限一節，應予限縮解釋，方屬公平。其認為，企業工會

如果委任上級工會代表到團體協商之會場，擔任輔助、協助團體協商之工作（例

如擔任團體協商會議之記錄，或者居於第二線提供企業工會有關協商策略等諮詢

意見等而未直接針對協商議題發言之職務），並不需得到雇主或雇主團體之書面

同意，不受到團體協約法第 8 條第 2 項但書之限制。 

參、 我國法上無義務協商事項之規範 

 美國法上關於協商事項，美國 NLRA 第 8 條(d)與第 9 條(a)明文規定勞資雙

方有義務就「工資、工時與其他勞動條件」協商。實務上也將許多事項納入工資

與工時之義務協商事項。在工資之認定上有較為詳盡的定義與論述，與我國法於

工資有相近之處；針對工時之認定，NLRB 向來認為只要雇主行為會導致勞工工

作時間，原則上皆為義務協商事項；至於其他勞動條件，根據 NLRB 與法院目前

所認定屬於此項目下之類型，包含年資、升遷及調派、體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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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較美國之規範，我國雖於《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中，對團體協約的內

容訂有規定，但並非針對義務協商事項所規定，而主要以規範「勞動關係」而非

「勞動條件」為內容，無法作為勞資雙方有強制協商該事項之依據。且不同於美

國 NLRB 與法院累積多年之案例，我國實務上針對協商事項的見解，僅能從裁決

會 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觀之標準：「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特別是

雇主有處分權且與工會會員勞動條件相關或涉及雇主與工會間關係之事項，且內

容合理適當者」。 

由於透過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規定，課予勞資雙方進行誠信協商義務，係在此

次修法後，才開始運作，勞資雙方也都還在摸索階段。因此對於何種事項，雇主

會被課以協商義務，其範圍可以說尚未完全確定，從裁決內容的發展上，也可看

見非常謹慎小心的處理此問題，其原因也無非是擔心若過度解釋，可能有些事項

會被認為並非雇主有義務進行協商之事項，若雇主拒絕，也不會構成團體協約法

第 6 條第 1 項之違反，反而會限縮同條規範之意義。 

肆、 構成無正當理由之態樣 

美國法上構成不誠信協商的態樣，主要分成兩種：一種為「實質上違反」；一

種是態度上的「表面協商」。相較於實質上違反較好判斷，違反法令上明文規範

即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表面協商則相當困難，必須端看提案內容之合理性、正當

性，從提案的內容、協商策略、協商程序的安排，審酌當事人有無全盤不讓步、

拖延協商、挾持協商或抱著接受或拉倒的心態，從全面性累積的證據來推論其是

否有惡意的企圖。又因為美國誠信協商制度以勞資自治為原則的運作模式，若當

事人堅持某些議題的強制協商，是屬於合法的協商策略，因此區分強制協商和表

面協商在實務上造成相當大的爭議。不過法雖無強迫其中一方讓步，但從 NLRB

與法院的判斷，可觀察出對部分議題有表現退讓和妥協的雇主，在宣稱其有誠信

的協商時較能被 NLRB 與法院接受。 

而我國法上無正當理由態樣，以例示列舉三種：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 

之協商內容、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拒絕進行協商。二、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

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三、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對於違反第一種之態樣，實務上有因工會代表性疑慮拒絕協商、迴避工會個

別協商、全盤不接受工會所提出之協約草案、單方變更勞動條件、拒絕簽訂團體

協約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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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 2 款所規定之 60 日，所規定的期限似乎相當明確，逼迫他方一定 

要在 60 日內提出方案，然 101 年勞裁字第 28 號裁決認為：「60 日期間之目的在

於督促他方當事人儘速提出對應方案，避免發生拖延協商之情形，如一方當事人

有正當理由而未於 60 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尚不能即謂已構成

未盡團體協商」。因此，當事人是否有「合理正當」的理由，為裁決委員會判斷

之重要考量因素 

勞資雙方的行為是否為「無正當理由」，協商的態度是否可認定為「誠實信

用」，往往成為實務的爭議點。此部分立法者也留給具專業性的裁決委員會，使

委員會以全盤性的綜合相關因素進行判斷。 

伍、 必要資料之判斷：與協商事項相關，且若無該資料之提供，則有關該事項之

團體協商將不可能或難以進行 

美國法上，根據 NLRB 與法院長期以來之見解，採用推定相關原則( 

Presumptively relevant information)判斷，與義務協商事項相關之資料，例如：有

關協商單位員工資料，如姓名、地址、年資、工資給付率、職務分類表及其他工

資給付有關之數據；休假、資遣計畫、獎勵計畫及其他福利或特權等資料，工會

不需證明特定之相關性，由雇主負缺乏相關性之舉證責任。至其他「非」推定相

關資料，則應由工會證明其相關性，雇主始有提供之義務。另雇主之財務資料，

雖原則上得不主動公開或提供，然雇主一旦在協商過程中援引財務負擔能力，作

為無法接受勞方訴求之理由，則負有就自身財務狀況加以證實之義務，以利雙方

誠實地進行團體協商。 

我國裁決委員會在 101 年勞裁字第 59 號、102 年勞裁字第 37 號皆援引美國 

與日本制度之說明，且在 102 年勞裁字第 37 號進一步指出：「雇主是否已提供一

定程度之資料來回應工會所提疑問？應為判斷雇主是否已盡必要資料提供義務 

之核心問題，舉例而言，果若雇主未提供該等資料，將導致協商難以進行或不能

進行時，該等資料即應解為是團體協商之必要資料」。但在，102 年勞裁字第 61 

號對於「協商所必要之資料」之解釋略有轉變，似有限縮且劃定協商事項之見解 

：「從比較法之發展來看，關於必要資料提供義務，在於便利他方在熟悉情況之

條件下為有效之團體協商，避免一方因資訊落差，導致團體協商功能之減損，藉

以確立非對等契約當事人間之資訊提供義務。然團體協約法對『必要資料』並無

定義，本會認所謂『必要資料』，應以『該資料與協商事項相關，且若無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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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供，則有關該事項之團體協商將不可能或難以進行』，作為個案判斷資料之

必要性之基準」。 

 另外，相較於美國法對於機密性之資料得以限縮或免除提供義務，我國僅 

在團體協約法第 7 條規定：「因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而提供資料之勞資一方，得

要求他方保守秘密，並給付必要費用。」且在實務上對於資訊提供之排除尚無定

論，僅在 101 年勞裁第 36 號約略可發現，裁決委員會以個資法以及與協商無相

關性為由駁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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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美國法課予雙方誠信協商義務，其目的不僅僅是促使勞資雙方坐上談判桌， 

也並非逼迫其中一方在協商過程中讓步或妥協，而是強調彼此有誠意的為達成共

識付出努力。 

 我國團體協約法參酌了美國制度，導入誠信協商義務之規範，期望達到上述

之功能，發揮團體協商之積極意義。從本文整理與分析兩國規範之比較與對照，

可得知我國參照了許多美國法上的精神與規定，也有相異之處，對於前述章節總

結，也試著提出本文之建議： 

壹、我國不宜納入排他性代表原則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之規定，主要參考美國之規定，然第 6 條所保障的

協商當事人，限於具有協商資格之一方（同條第 2 項、第 3 項），與美國團體協

商採取排他的團體協商制度有異。雖然有學者認為排他性協商代表制度可能帶

來較大的協商實力，也有較高之協商效率，但本文認為我國不宜採取排他性協

商代表之制度，由於協商選舉前必須先劃定適當之協商單位，以確保協商單位

之受僱者利益趨於一致，因此劃定協商單位須考量許多因素，然而我國並未有

適當協商單位之概念，勢必造成衝突；另外，對於協商代表的公平義務之規

範，如何平衡少數受僱者之利益，似在我國亦難以操作，因此本文認為我國不

宜導入排他性協商代表制度。 

貳、劃定協商事項之必要 

從結論可知，我國第 12 條之範圍與美國法上義務協商事項並不同，並未規

範當事人須強制協商的事項。有學者認為團體協約之內容若不涉及勞動條件，似

乎與其目的有違；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若採取美國之義務協商事項，恐怕

會提高協商之門檻，使雇主更有機會拒絕協商，因此認為我國未區分事項之情況

下，當事人可提出協商內容的範圍得更廣泛，更適合我國團體協商制度尚未普及

的情況。  

本文認為有建構義務協商事項之必要性，尤其對於判斷是否為必要性資料 

之影響甚重，然考量我國之團體協約締結率仍偏低，因此本文認為在進入團體協

商前的事項判斷上應放寬認定，一方面以第 12 條之規定作判斷，一方面輔以「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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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的勞動條件和其它待遇，以及關於集體勞資關係營運上相關的事項，且雇主

有處分可能時，即是義務協商事項」，在具體事件裏進行運用。 

另一方面，在必要性資料的判斷上，若欲持續以美國「推定相關原則」決定，

即有建構更細緻的義務協商事項之必要，須牽涉工資、工時、其他勞動條件為限

之資料，雇主才有負舉證之義務。 

參、團體協商義務與誠信協商義務之區分 

關於《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

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

如前章節所述，似有區分「誠信協商義務」以及「團體協商義務」，以文義觀

之，符合第 6 條第 2 項 3 款者，將被擬制為第 6 條第 1 項後段的「無正當理由

者拒絕協商」。然以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提供必要資料」為例，學理上認為其

並不侷限為第 6 條第 1 項後段「拒絕協商」的態樣，而為「誠實協商義務」之

一種，因此在條文解釋上頗為困擾。 

觀裁決委員會雖於 102 勞裁字第 16 號中表示：「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

後段課予勞資雙方有團體協商之義務，係指就當勞資一方請求他方針對勞動條

件等進行協商時，他方無正當理由時，不得拒絕團體協商；同條項前段則課予

勞資雙方誠信協商之義務，亦即勞資雙方進入團體協商程序後，雙方需秉持誠

信原則進行協商。」然觀諸實務上操作，實難將兩者完全劃分，違反之態樣包

羅萬象，且裁決委員會除 102 年勞裁字第 16 號外，皆無針對團體協商義務及誠

信協商義務做區隔，也亦無討論案例為「開啟協商前或後」，而決定其為違反團

體協商義務或是誠信協商義務，往往以總體之行為綜合考量雇主是否有違反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 

本文認為既然我國已明確規範有協商義務之當事人，可參考美國法上之作

法，規範開啟協商前的「團體協商義務」及進入協商後之「誠信協商義務」，避

免雇主以另一方無協商資格作為拒絕之理由。本文認為《團體協約法》第 6 條

第 1 項可做為團體協商義務之規範，改為：「對於符合協商資格之他方提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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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之協商事項，拒絕進行協商，違反團體協商義務。」第 2 項為誠信協商義

務之規範：「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不得：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 

二、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三、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綜上所述，目前裁決委員會一方面對於具體個案進行解決，另一方面也對於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進行解釋適用，以形成我國團體協商之規範。其中關於誠信協

商原則，如同 101 年勞裁字第 32 號所提及：「誠信協商原則係基於勞資自治原

則，其目的在於促成勞資雙方於平等地位上互動，且此互動過程不能有名無實，

即勞資雙方秉持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協商，藉以達成團體協約之締結」。從裁決決

定內容中可知，誠信協商原則也是基於勞資自治原則，其目的在於協助勞資雙方

進行協商，以達成團體協約之締結。除此之外，裁決委員會對於團體協商之主體、

必要資料提供義務、個別協商、單方的決定或變更等構成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之問

題，也陸續提出判斷基準。在理論的運用上，從目前裁決之內容也可發現，許多

概念也參考美國之實務與理論見解，並考量我國之特徵與現狀後，進行解釋適用。

這些判斷基準，有一些也尚在摸索或調整中，因此，對於勞資關係會有何影響，

有必要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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